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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誉 

从逆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 

"弗拉基米尔-帕帕瓦（Vladimer Papava）教授的分析为提供了一种新颖而富有洞察力

的方法，拓展了我们对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的理解。他的著作精确地界定了导致人们对

以增长为导向的政策的有效性产生误解（和错误），却又限制经济增长进步的因素。他

对经济增长所面临挑战的分析，通过巧妙地运用新颖而富有洞察力的论点（如 “死亡

经济学”），解释了为什么经济中仍在使用过时和低效的技术，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清

晰。他通过“Retroeconomics” 来解释继续使用相对落后技术的依据。所有读者都将从

本书中加深对经济增长的理解，以及如何最好地避免过度乐观的陷阱"。 

—— 美国堪萨斯州渥太华大学前韦恩-D-安格尔杰出经济学教授, 戈登-L-布莱迪 

 

 “在本书中，弗拉基米尔-帕帕瓦教授跳出了传统经济学的窠臼，提出了另一种经济学

的前提。通过指出现代经济学主流方法的局限与不足，帕帕瓦教授为以不同方式分析

和理解经济提供了宝贵的反驳依据。受限于历史真理的传统经济学工具箱被打破并重

建，以适应全球经济的新现实。本书汇集多篇论文，探讨了现代经济学面临的核心问

题，如危机、不平等和可持续发展。 

在每篇文章中，作者将传统经济学提供的答案与非常规方法提出的答案加以比较。书

中关于非常规经济学的论述借鉴了弗拉基米尔-帕帕瓦教授的各种理论和应用贡献。帕

帕瓦教授在开篇申明，非常规经济学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他将致力于此领域的贡

献。全书非常有趣，鼓励人们对传统经济学尚未解答的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问题进

行有条理的思考。” 

—— 法国诺曼底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维塞姆·阿吉利·本·优素福 

 

“弗拉基米尔-帕帕瓦写了一本非常有趣且内容广泛的书，涵盖了近几十年来我们在世

界经济中看到的重大事件和危机。其中包括中欧和东欧共产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的终

结，以及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此外，还讨论了 2008 年金融危机、Covid-19 大流

行疫情、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以及经济政策和全球化的各种方法。世界经济继续呈现

大幅动荡，我们仍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以便更好地管理经济和制定更好的政策。弗拉

基米尔-帕帕瓦的这本书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 英国赫瑞瓦特大学荣誉教授, 保罗·海尔 

 

在本书中，弗拉基米尔-帕帕瓦对过去半个世纪全球经济的演变提出了一种非传统且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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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挑战性的解读。在方法论层面，帕帕瓦对强化经济学与地缘经济学结合的主张提出

质疑——鉴于地缘经济学仍主要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者（而非经济学家）关注。内

容方面，本书探讨了若干重大问题，例如：前苏联集团国家在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

艰难转型中催生的僵尸经济，该现象导致大规模非工业化及低效、寄生性僵尸企业的

存续；世界许多地区（尤其发展中国家）形成的复古经济，其依赖过时技术、保护主

义、垄断和低教育水平，阻碍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机制；大金融危机与新冠大流行引

发世界经济日益僵尸化的风险；西方国家在俄乌冲突后对俄实施的制裁型经济的失

败，因其对所有国家产生负面外部效应，且全球化催生的非法渠道规避了货物与资本

国际流动的基本规则。 

最后，帕帕瓦破除“去全球化”迷思，强调当前全球化的对抗性本质——大国战略互动博

弈日益呈现零和特征。他倡导一种更优的全球化模式，即“经济安全的全球化”，该概念

聚焦单个国家和地区。基于此，末篇批评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指出其常违背经济学

原理乃至常识。 

——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管理、经济与工业工程系荣休教授, 塞尔吉奥·马里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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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

集》 

序言 PREFACE 

我们生活在经济之中，并在其中行动，同时我们也在创造经济。我们中的一些人

以科学的方式研究经济过程，以期改善生活。正是由于对经济过程的研究，才形成了

一门学科——经济学，它研究的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最好地满足人类的需

要。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经济科学既有成就，也有失败。后者尤为令人痛苦，因

为这些失败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水平，因而不足为奇，社会上对经济学，甚至对经

济学家本身，都会产生某种怀疑。 

在研究经济过程时，必须始终铭记，经济本身并不是孤立的——它是社会环境的

一部分，受到政治、环境以及国际因素的影响。有时这些因素交织得如此紧密，以至

于在研究某些经济过程时，必须采用综合性的、跨学科的方法。 

在本书中，读者将会看到关于那些由真实经济过程所提出的、非同寻常的经济问

题的讨论，而这些问题往往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无法给出充分解答的。基于此，书

中提出的某些个人见解可能会被视为具有争议性，甚至颇为激进。 

本书并非一部统一、连贯的整体研究。其中部分内容是在过去三十年间陆续完成

的，曾以研究论文和分析文章的形式发表于各类学术期刊及分析类网站。它们的共同

点在于：其中讨论的问题通常超出了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这一事实促使我将它们汇

编在一起，以若干篇论文式随笔的形式构成本书。为此，原有的研究论文和分析文章

均经过更新与改写，并重新组织为随笔形式。每一篇随笔的脚注中都给出了原始发表

的完整出处。 

全书共由十六篇随笔组成（其中部分带有注释），每篇均有独立的参考文献列表。

在存在篇章之间有某种联系的情况下，文本中会特别加以说明。 

由于本书讨论的是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且其中许多已经超出了古典经济学的范

畴，因此我认为，部分读者对书中讨论的问题持批评性意见是自然的。所有建设性的

批评意见都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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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文章：非常规经济学(On Unconventional Economics) 

经济学领域的教科书层出不穷，其中许多已成为学科经典（如 Mankiw 2020；

McConnell 等 2023；Samuelson, Nordhaus 2009）。几乎所有现代经济学教科书都可

追溯至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于 1948 年出版的首版《经济学》

（Samuelson, 1948）。1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学都采用这些或类似的教材，我们将其

中所呈现的内容称为“传统经济学”。 

然而，现实生活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便在原则层面，也无法在传统经济学框架

内找到答案。最典型的例子是共产主义政权崩溃后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20 世纪 90 年代初，经济学家们面临一个难题：在缺乏过渡理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

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如 Papava 2005）。2008–2009 年全球金融与经

济危机揭示了大量超出传统经济学解释范围的问题。新冠肺炎大流行引发的非典型经

济危机则更加棘手，这场危机的根源并非经济本身，而是源于医学无法有效阻止冠状

病毒传播。因此，传统经济学无力解决与这种非典型经济危机相关的难题。 

早在 1910 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菲利普·威克斯泰德（Philip Wicksteed）就出版

了《政治经济学常识》，该书后来多次再版，如今被视为“常识经济学”的前身，旨在为

经济问题提供现实且有效的解决建议（Lewis 2009, 3–12）。 

 综上所述，探索发展非常规经济思维的可能性，日益受到经济学界关注也就不足

为奇。近年来，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提出的“传统智慧”

（Galbraith 1958；Galbraith, Galbraith 2010）及其反义词“非常规智慧”（如 Bowles 等

编 1989；Galbraith 等 2009；Hale, Hale 编 2011；Madrick 编 2000）在经济学界颇

为流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一定程度上对该

术语进行了“澄清”，将其称为“非常规经济智慧”（如 Stiglitz 2007, 2023）。 

面对传统经济学无法给出答案的问题，各种超出其框架的经济理论提供了更为贴

近现实的解释。为了更全面地理解现实经济过程，经济学应当采纳这些理论，从而突

破传统思维模式。遵循上述“常规智慧”与“非常规智慧”的概念划分，以及斯蒂格利茨对

后者所作的“非常规经济智慧”的补充，我们将对超出传统经济学范围的经济问题的研究

称为“非常规经济学”。 

换言之，与传统经济学相同，非常规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及经济学家应回答的核

心问题是一致的，只是给出的答案有所不同。非常规经济学对某一经济问题的回答往

往比传统经济学的答案更接近现实。除此之外，非常规经济学还探讨一些在传统经济

学中至多被浅显提及的问题。  

 
1 编者注: 保罗·萨缪尔森系美国经济学家，也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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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学未能给出建设性答案的典型议题包括消除贫困（如 Sachs 2005）以及

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Sachs 等编 2022）。当今一些最紧迫的挑战包括经济增长放

缓、通胀加剧、政策应对乏力、气候危机升级、不平等加剧、民族主义抬头以及全球

合作衰退（Brown 等 2023；Raworth 2024；Rodrik 2024）。可以肯定地说，传统经济

学无法为所有这些挑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本书仅讨论其中若干问题，尤其是那些关

注度较低的议题。 

由此，自然而然地引出一个问题：是否可以用非常规经济学取代传统经济学？从

二者的异同来看，学生学习经济过程的起点应仍为传统经济学，而深化理解则应通过

非常规经济学课程加以补充。  

需要强调的是，非常规经济学目前仍处于创建与发展的早期阶段。已有许多论文

和书籍尝试探讨相关问题，尽管涵盖范围相对有限，但未来可能被纳入非常规经济学

体系。非常规经济学尚处于形成之初，这一点在已发表的大量文献中可见一斑，这些

文献对该概念的解释多种多样（如 Huang 2021；Jones 2023；Moricz 2023；Post, 

Peterson 2019），但遗憾的是，其中不少解释流于表面，缺乏坚实的学术基础。 

因此，本书标题中使用“非常规经济学”一词，并不意味着本书试图创建一个完整的

非常规经济学体系。事实上，本书仅旨在探索并讨论与该主题相关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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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 1 论经济学危机及克服危机的一些方向1 

1.1 导言 

传统经济学拥有大量经典教科书，这些教材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并在世界各国广

泛传播。学界对上述文献普遍认为，有必要对其中提出的关键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

修订和重新评估（如 Rhoads 2021；Rodrik 2024）。对这类教科书的批判性评论最早可

追溯至 20 世纪 70 年代（Linder, Sensat 1977a, 1977b），此后它们也一直是批判性讨

论的常见对象（如 Kanth 1997）。针对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批判性反思几乎从未中断

（Hey 编 1992；McCloskey 2022）。 

几乎所有经济学教科书都建立在并非总是正确的假设之上。因此，经济学必须摆

脱种种幻想（Heath 2010）和神话（Fox 2009；Hicks, Klages, Raffa 编 1971；Mishan 

1986；Paarlberg 1968；Syll 2023）。错误的源头问题尤为重要，特别需要明确区分经

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本身的错误，与经济学家作为个人所犯的错误（Deaton 2023；

Krugman 2023；O’Neill 2023；Stiglitz 2024, 21–42）。同时，有必要强调经济学家对宏

观历史以及各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如 Blaug, Vane 编 2003；Ogg 2023；Rhoads 

2021）。 

此外，传统经济学未能真实反映一些现象。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所谓的影子经

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在探讨经济规律时，往往假设经济运行完全合法，忽视了影子

经济的存在。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显示，1991–2015 年间，158 

个国家的影子经济规模平均占其经济总量的 31.9%，几乎相当于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一

（Medina, Schneider 2018）。除影子经济外，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未在传统经济学中得

到充分呈现，要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仍需付出更多努力。 

同样重要的是，必须研究那些能够揭示现代经济弊端的问题。例如，金融部门以

挤压实体经济部门为代价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这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几乎所

有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一反常现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如 Kindleberger, 

Aliber 2005），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如 Stiglitz 等 2010）。然

而，迄今尚未制定出较为有效的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 

类似的反常现象还有很多。例如，经济学至今未能解释，为什么一名从事热门体

育运动（如足球、篮球、拳击）的明星运动员年薪会远高于最具权威性的诺贝尔科学

奖奖金（且该奖项常在两位或多位得主之间分配），或为什么在医疗服务领域“客户”取

代了“病人”。 

 
1 Essay 1 是基于 Papava（2018）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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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及 21 世纪初发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提出了许多传统经济学以往未曾涵

盖的问题（如 Brunnermeier, Reis 2023）。这些危机还加剧了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对

立，以至于有人认为经济学本身已经名存实亡，甚至宣称“经济学已死”（Davies 2010, 

175–184）。 

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将传统经济学称为“黑板经济学”（Coase 

1988, 3）。 

在这种背景下，发展新的经济学思维方式（Berman 2022），以及推动经济学改革

（Chester, Jo 编 2022；Keen 2022），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也就不足为奇。 

 

1.2 两次危机： 经济学与全球经济 

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并非新鲜事。最有力的证明来自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伊戈

尔·比尔曼（Igor Birman：”他在移居国外后曾指出，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一直在发

展，却无需“文盲经济学家”的参与及其建议或秘方（Birman 1996, 521）。这是一个令人

遗憾的事实，但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学常常表现出被动性，其主要功能似乎是对现实

进行解释（e.g., Grigoryev 2023）。而如果解释被证明是正确的，经济学便被视为“成

功”。 

尽管经济科学拥有数百年的历史经验，却并不总能及时、准确地回应当下的紧迫

问题。例如，众所周知的经济增长理论未能真正推动经济增长（Stroup 2023）；而主流

经济学在 2020–2022 年期间对通货膨胀的判断也出现严重失误（Galbraith 2023a, 

2023b；Stiglitz 2023）。 

经济思想史上确实存在一些成功案例，即某些“弊端”在数年内被克服，从而为经济

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动力。例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大萧条背景下提出的理论催生

了凯恩斯主义学派；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则推动了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

发展货币主义（Skidelsky 2018a）。 

然而，经济学在一些其他案例中则表现出部分克服弊端甚至完全失效的局面。二

十世纪末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便是其中最典型的案

例。许多知名经济学家指出，这一历史性转变是 20 世纪末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其对

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可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Avtonomov 1996, 11）或二战

后的欧洲重建（Fischer, Frankel 1992；Sachs 1992；Wolfson 1992）相提并论（Stiglitz 

1992, 137）。然而，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言，经济学

理论并未能在转型初期为诸多紧迫问题提供合理解答（Becker, Becker 1997, 259；

Stiglitz 1996, 3），结果在许多情况下，仅仅建立了“准市场经济”（Le Grand, Bartlett 编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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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尽管已有对转型经验部分归纳总结，但至今未能发展出系统性的经济

理论（Papava 2005）。比尔曼对此评价极为严厉，称经济学在应对市场化转型问题时

一再表现出“令人信服的无能”（Birman 1996, 521）。 

通常，经济危机能够推动经济学理论进步，但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

并未带来任何重大突破（Krugman 2018）。回顾来看，经济学长期以来未能为资本主

义经济及其未来前景提供切实答案（Heilbroner, Milberg 1996），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

外。此外，随后十年制定的经济政策基本未能吸取危机经验教训（El-Erian 2017；

Pressman, Scott 2018）。在寻求现代经济政策新范式的过程中，“生产主义”

（productivism）被视为有可能取代新自由主义的有力候选（Rodrik 2022）。 

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后，对经济学的批判愈演愈烈，围绕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

反思讨论也愈加活跃（Banerjee, Duflo 2011, 2019；Bookstaber 2017；Leiashvily 

2012；Papava 2018；Rodrik 2015a；Turner 2012；van Staveren 2015）。这种讨论涉

及的不仅是“经济学家与经济学”（Rodrik 2015b）的关系（Birks 2016；Fullbrook 

2016；Marqués 2016；McCloskey 2010；Pilkington 2016；Söderbaum 2017；Syll 

2016, 2023），也涵盖宏观经济学（Kaletsky 2017；Di Muzio, Noble 2017）和微观经济

学（Hill, Myatt 2010）。这一持续的辩论对于经济学未来能否达成某种共识至关重要

（Rodrik 2014）。 

令人遗憾的是，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避而不谈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全球金

融等现实议题。只有少数例外，获奖者才会积极回应经济科学与现代世界的核心问

题。事实上，处于经济学学术金字塔顶端的经济学家常常选择对现实经济保持沉默，

这一趋势在诺贝尔奖获奖者身上尤为明显。部分原因在于，诺贝尔经济学奖频繁授予

那些研究成果与现实挑战关系不大的学者（Offer 2016；Offer, Söderberg 2016）。而这

种“沉默”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全球性倾向。 

此外，对主要经济学期刊作者地域分布的分析表明，这些期刊主要发表来自北美

和西欧，即少数富裕国家学者的文章（Fontana 等），而其他地区的声音缺席不仅造成

学术不公，也使经济科学的视野和内涵趋于狭隘（Rodrik 2021）。 

 

1.3 加密货币与经济学的无助性 

经济学理论滞后于经济现实的一个突出例证，便是加密货币的出现及其迅速传

播。比特币于 2009 年 1 月 3 日首次发布，正值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暴露银行体系深层

脆弱性之时（Skidelsky 2018b）。事实上，米尔顿·弗里德曼早在 1999 年便预言了类似

比特币的电子货币将会问世（Cawrey 2014）。 

比特币的官方发明者“中本聪”是否真实存在迄今仍存疑，其发行与流通的经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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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并不清晰（Shiller 2018, 2020, 3–12）。然而，比特币的受欢迎程度逐年上升，最直接

的体现便是其价格的持续攀升。面对“为何人们购买比特币”以及“需求为何不断增加”的

疑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这主要源于比特币所提供的匿名性与保密性（Golstein 

2018），这也使得其能够规避现有法律监管（Myers 2017）。 

这种匿名特性使比特币及其他加密货币成为犯罪分子进行金融交易的理想工具

（Roubini 2018），也为政治行为体利用其作为“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提供了便利

（James 2018）。在此背景下，俄罗斯的经验颇具代表性：该国官方一方面多次打压比

特币，但自 2017 年起也曾提出广泛使用加密货币，并不排除发行本国主权加密货币以

对抗比特币竞争。通过将加密货币合法化，莫斯科至少试图绕过《马格尼茨基法案》

（Magnitsky Act）所施加的金融制裁（Johnson 2017）。2022 年俄乌战争及 2023 年哈

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军事冲突进一步证实，加密货币在非法战争融资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Bag 2023）。 

针对加密货币的监管立场在国际上分歧显著。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加密货币

应当被全面禁止（Bach 2017），并在法律上被视为非法支付手段（Myers 2017）。然

而，日本却给予比特币法定货币地位，从而巩固了其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地位

（Rogoff 2017）。萨尔瓦多试图将比特币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的尝试（Kurmanaev, 

Avelar 2022）则最终以失败告终（Krugman 2022a）。 

 

1.4 克服经济学危机的主要方向 

现代经济学研究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是对“真实的人”的忽视（e.g., Raworth 

2024），并以高度抽象化的“经济人”模型予以替代（Bee, Desmarais-Tremblay 2023）。

虽然这一模型足以解释市场经济中一些基本且简化的规律，但与真实的人类行为相去

甚远（Haldar 2023a）。 

长期以来，“自然人”与“人造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曾深刻指出：“人追求自由，并非为了最大化自身或社会的效用，而

是为了成为他想成为的人”（Buchanan 1979, 112）。因此，有学者断言，经济人这一模

型早已走到尽头（Brockway 1995），甚至“已经消亡”（Tittenbrun 2013）。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学家将完全拒绝应用经济人模型呢？在我看来，这个问

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简简化的人类假设仍可为某些研究目标提供有价值的洞见。

例如，通过使用人的因素的转变来描述后共产主义时期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这一

过程可被视为苏维埃人（Sharafutdinova 2023）向经济人的转变过程，其结果是出现

了一种新的人的模式，即转变人（Homo transformaticus）（Papava 1996, 260–264）。

就其本质而言，“转化人”结合了“苏维埃人”和 “经济人”的主要特征。有趣的是，转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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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比经济人和苏维埃人模型更接近真实的人类，因为两者的特征都在转化人身上得

到了体现。然而，变形人显然与真实的人类相去甚远。 

因此，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他们研究中使用的人类模型必须最大程

度地接近真实的人类（e.g., McCloskey 2022; e.g., Raworth 2024; Smith, Wilson 2019）。

实现这一目标，经济学必须引入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工具，如哲学、心理学、法学、

政治学等（e.g., Akerlof, Shiller 2010; Haldar 2023b; Jolls et al. 1998; Thaler, Sunstein 

2021）。在此背景下，性别与女性主义视角下对经济人模型的扩展尤为值得关注（e.g., 

Goldberg 2023; Goldin 2021; Nelson 1998; Varoufakis 2024; Ferber, Nelson, eds. 1993, 

2003）。 

经济实践与经济科学之间的巨大鸿沟已是不争事实。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斯

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批评当前主流经济学将经济等同于一台“可被数学完全

描述的精密机器”，导致现代经济学家沦为“白痴专家”（Skidelsky 2016）。他还提到，

不幸的是，未来的经济学家没有接受过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教育，这意

味着他们对现代经济学的了解仅限于经济模型（Skidelsky 2016）。这大大削弱了经济学

家们可以使用的科学语言，让经济学家们仅能在狭隘的模型框架内理解经济现象。 

关于科学语言与现实，有许多重要的研究（e.g., Devitt, Sterelny 1999; Marsonet 

1995）。众所周知，现实是基于现有的科学语言进行研究的，而科学语言在研究过程中

会进一步丰富。 

如上所述，如果把经济学等同于精密的机器，那么经济学的科学语言就过于简

单，无法研究经济现实。虽然数学的应用加深了对经济现实的研究，但同时，仅仅应

用数学也减少了更全面反映现实多样性的机会。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数学并不详

尽，不足以充分反映整个社会范围。在经济学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计量经济学方

法和一般的数学方法在研究经济现象时不可能具有建设性（e.g., Shostak 2023）。 

研究经济现实（或“经济机器”）的简化方法最清楚地反映在经济学家在研究中有意

或无意使用的那些假设（或条件）中。每一个假设都简化了现实，因为研究者只关注

某一因素（或一组因素），而排除了其他因素的变化。这种方法为数学的应用提供了肥

沃的土壤，使研究人员更容易或多或少地深入研究某一问题。此外，根据这些假设，

这种方法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即经过研究的特定规律性在多大程度上足以正确反映现

实的多样性（Rodrik 2015a, 2024）。 

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地考虑了具体假设，一个指标就是“ceritas paribas”或

“所有其他条件不变”这组神奇的词语，它告诉读者在研究中现实已经被简化了。 

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学家应该拒绝使用这个神奇的词组或应用数学方法呢？当然不

是。如果不使用这些方法，就完全不可能研究一般的经济现实。重要的是，不应该认

为这些研究的结论已经完成，必须运用哲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地理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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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的成果继续进行研究。毫无疑问，我们不应拒绝将数学应用于经济研究。相

反，与数学一起，上述社会科学方法的应用将丰富经济学的科学语言。换句话说，有

必要开展跨学科研究，以克服经济科学现有的危机状况（e.g., Rodrik 2024）。 

例如，我们可以参考地缘经济学这一相对较新的科学方向（e.g., Blackwill, Harris 

2017; Klement 2021; Kvinikadze 2017; Luttwak 1990; Søilen 2012; Troxell 2018; Wigell, 

Scholvin, Aaltola, eds. 2020），它迄今为止尚未成为经济学家深入科学研究的主题。遗

憾的是，地缘经济学并不属于经济学家的直接科学兴趣，地缘经济学研究主要被视为

政治科学代表和国际关系研究者的特权。然而，正是地缘经济学为解决任何国家的许

多具体经济（不仅是经济）问题提供了钥匙。 

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以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扩大经济学

的边界成为经济安全的一个紧迫问题（Arezki 2022; Papava 2022）。 

现代经济学不能落后于时代，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它必须涵盖现实本身提

上日程的问题。例如，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经济问题（Agrawal et al. 2022; Coyle 2021; 

Georgieva 2024; Moyo 2023）。 

各种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的矛盾是一个独立的问题。由于存在矛盾，关于哪种经济

理论正确的一般性问题就不那么具有建设性了。正如在绘画中，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

度（视角）来展示一个对象，我们可以同意，各种经济理论是从不同的角度（视角）

反映同一经济现实，随着经济现实的变化，相对于其他理论，某一特定的经济理论可

能会更充分地反映特定的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经济学发展的现阶段，从各种经济理论中找出一个或多

个共同的组成部分，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些理论进行综合（Hsieh, Magnum 1986）。这方

面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将供给侧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综合起来（e.g., 

Ananiashvili, Papava 2014; Langdana 2010）。发展综合经济理论也很重要，因为这样可

以得出更符合经济现实的结论（e.g., Tuerck 2015）。 

尽管本文仅探讨了经济学转型以克服危机的部分基本路径，但可以预见，这些改

革若能付诸实践，将对未来经济研究的质量和现实解释力产生积极影响（Papava 

2018）。 

 

1.5 结论 

当下，几乎无人再怀疑经济学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危机。作为一门学科，它不仅未

能令人满意地反映复杂多变的经济现实，甚至在多数情况下，仅能提供对现实事后的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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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大萧条背景下提出的理论曾对经济政策产生划时

代影响，而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又推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兴起。然而，

自那之后，直至今日，经济学领域鲜有新的宏大理论能够与这两者相提并论，提出对

当下经济现实具有同等影响力的创新解释。即便在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

之后，经济学家们亦未能从危机的深层教训中汲取足够经验来推动理论上的重大变

革。 

这一危机最直观的例证，或许便是全球范围内对加密货币的狂热。尽管其对货币

体系、支付机制乃至经济安全产生深远影响，却仍长期游离于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边

缘。 

克服经济学危机的关键，在于重新审视并凸显“人”的因素。单一、机械化的“经济

人”模型显然无法满足当代经济问题的研究需求。经济学必须以多元化视角理解人的行

为与选择，并借助哲学、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丰富和

拓展。 

要实现这一转变，经济学研究必须跨越学科边界，摆脱对“ceteris paribus”（其他

条件相同）等过度简化假设的过度依赖。在研究设计中，哪怕减少一部分“不变”前提，

也能使所得结论更接近现实的复杂性。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应避免将不同理论学派简

单对立，而应着力探寻其共通之处，从而推动理论的综合化发展。这一方向不仅更具

建设性，也更有希望恢复经济学解释与指导现实经济的能力。 

注释 

1. 当前的讨论并未提出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理论，而仍停留在凯恩斯主义框架

之内（Krugman 2012）。值得注意的是，面对 21 世纪初全球经济危机，新凯

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家同样显得无力应对（Skidelsky 2018a）。 

2. 尽管应批判经济学家未能解决经济科学的根本性问题，但也须承认其在企业

发展和政策制定中仍发挥着主导作用（Litan 2014）。 

3. 值得指出，“homo post-sovieticus”（Sharafutdinova 2023, 91–105）一词与

“homo transformaticus”概念内涵相近，均强调后苏联空间中的人类行为模式

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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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SSAY 2 论生产要素理论 

2.1 导言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对经济学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对现代经济

理论基础的重新审视愈发重要（e.g., Bookstaber 2017; Turner 2012; van Staveren 

2015）。在诸多经济学争议问题中，生产要素理论往往并未得到充分讨论。然而，关于

扩展生产要素范畴的议题却是一个持续的热点（Gentile 2011）。 

在生产过程研究中，信息所扮演的角色值得高度关注。同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

的特殊作用亦应予以重视，尽管已有不同经济理论对其职能进行了深入探讨。 

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生产要素理论的一些核心问题，并解释两个关键点：其

一，为什么信息不应被视为生产要素（这是学界最常见的误解之一）；其二，为什么应

当将政府的经济功能纳入生产要素体系之中。 

 

2.2 关于生产要素支付及信息为何不能被视为生产要素 

经济学家在讨论生产要素时，通常将其限定为三类：劳动、土地和资本。根据生

产要素理论，每一要素都对应特定的要素报酬：劳动获得工资，土地获得地租，资本

获得利息。 

管理理论家则认为，管理活动对生产过程具有特殊贡献（Taylor 1911）。管理才能

是企业家能力这一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McConnell, Brue 2005, 23–24），与之对

应的要素报酬是利润，即创业收入（McConnell, Brue 2005, 24）。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研究提出将信息（Berczi 1981；Gentile 2011；Kendall, Scott 

1990）或信息技术（Brynjolfsson, Hitt 1995）视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这些文献通常

着重讨论信息的独特特征、特殊性质及其对生产过程的影响。然而，它们往往忽略了

生产要素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要求：任何被视为生产要素的事物都必须对应一种理论上

合理的要素报酬。在探讨信息对生产过程影响时，这些研究并未说明信息应当如何获

得相应的要素报酬。事实上，正如 Church（2016, 15）所指出的，并非所有支出都能

转化为或归因于生产要素。因此，根据生产要素理论，每一要素都必须有其明确的报

酬形式。 

如果将特许权使用费视为信息这一“生产要素”的报酬，这个问题依然无法解决。实

 
1Essay 2 是基于 Papava (1994, 2017)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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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生产中使用的信息可分为两类：公开信息和商业信息。公开信息可免费获取，

而商业信息则需要付费。因此，并非所有“参与”生产的信息都伴随支付行为。这与生产

要素理论中“每个要素都对应报酬”的基本逻辑相矛盾（Papava 2017）。 

更为关键的是，信息本身并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而是体现在劳动、资本和企业

家能力等生产要素之中，而这些要素各自已经有对应的要素报酬。 

将信息错误地视为生产要素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经济学中常将“要素”（factor）

与“资源”（resource）混用，错误地将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源等同起来。事实上，理论上

可以证明，要素（劳动、土地、资本）与资源（信息、能量、物质）之间存在本质区

别（Grebnev 2010）。 

因此，信息无疑是生产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种资源（Cleveland 1982），但它并不

构成独立的生产要素。 

 

2.3 关于政府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能力 

从生产活动中获得的收入不仅包括对各生产要素的支付（工资、地租、利息和利

润），还包括折旧以及间接商业税（如增值税、一般销售税、消费税、财产税、许可证

费和关税）。当政府未对生产过程本身作出任何贡献时，间接商业税就成为一种缺乏经

济基础的“非应得”政府收入（McConnell, Brue 2005, 119）。这种现象使生产要素理论的

完整性受到质疑，因为该理论假设产品价格由折旧和要素支付构成。为解决这一矛

盾，必须首先回答一个关键问题：是否所有生产要素及其对应的要素报酬都已被充分

考虑？ 

表面看来，如果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完全由自由市场和纯粹竞争条件下的自由放

任原则决定，且不存在政府经济活动，则上述问题似乎可以肯定回答。然而，现实情

况显然并非如此（见论文 3）。 

如果企业家主动将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纳入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统一生产中，那么

政府就会主动在国民经济框架内对特定的企业家能力进行监管。 

如果企业家组织了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生产，那么政府就组织了国民经济框架内所

有商品和服务的生产。 

如果企业家做出决策（在经营自己企业的过程中利用创新并承担风险），那么政府

就会就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途径做出决策（利用创新），并在自己的经济政策中承

担风险(Mazzucato 2015, 2023)。 

结论是，政府的经济能力是第五个生产要素 (Papava 1993, 1994, 200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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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但企业家能力与政府经济能力之间的相似性纯粹是外在

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内在差异： 

企业家既要处理财产要素（土地、资本），也要处理人力要素（劳动力），他/她将

这些要素整合到一个生产过程中；而政府则主要将企业家这样的人力要素整合到整个

国民经济框架中。 

企业家通过在经营过程中做出基本决策，决定具体企业的活动方向；而政府的决

策则影响着构成国民经济的所有企业的发展战略。 

作为创新者，企业家发展新产品的生产，引进新技术和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和方

法；而政府作为经济创新者，主要引进新的经济政策形式和方法，形成新的体制等。 

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企业家要承担风险，并根据风险的合理性获得适当的 “回

报”；破产可能是事件发展中最可悲的变种；指导经济的政府也要承担风险，但性质略

有不同； 当政府面临自我毁灭时，它无权 “破产”（尽管历史上有一些这样的例子）；

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利润或提高公司价值是企业家对其未保险风险的最重要回报，而

对行使政府权力的人来说，回报则是在选举中获胜，以保留下一届权力。 

因此，如果政府的经济能力充当了一个生产要素，它就应该带来一定的要素支

付。这种要素支付就是目前所说的间接商业税。 

众所周知，间接商业税会提高产品的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基于生产要素的支

付：劳动力、土地、资本和企业能力。因此，新的（即提高的）价格是要素支付给政

府经济能力的结果，即作为第五个生产要素。承认政府的经济能力是一个生产要素，

就有可能赋予间接商业税以要素支付的地位。 

在将间接营业税定性为要素支付时，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政府要以其

经济能力换取直接税。 

实际上，直接税是其他要素支付的一部分，政府为履行其传统职能而征收直接税

后，会从这些支付中减去直接税。与直接税不同的是，间接商业税是直接交由政府支

配的，以换取上述服务；间接商业税与其他要素支付一样，是主要的，而直接税则是

政府的衍生收入。 

属于政府经济能力的要素支付水平，即对企业的间接征税收入，由相应的税率

（增值税、一般销售税、消费税、财产税、许可证费和关税）水平决定；这些税率对

要素支付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它们对国内商业活动的刺激或抑制程度。 

承认政府的经济能力为生产要素（Griffiths, Wall, eds. 1997, 358），意味着需要重

新审视传统经济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同时必须指出，政府的经济能力并不等同于政府

本身，后者职能更为广泛，包括政治进程管理（如选举组织）、国际关系处理和国家防

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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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避免政府的经济能力与其其他职能之间出现任何对抗（更

不用说冲突），这一点非常重要。理想的情况是政府的经济能力与其他职能相辅相成

（Papava, Chkuaseli 2021）。 

遗憾的是，政府的经济能力与其任何职能对立都是可能的。论文 11 将讨论这方面

的一个例子。 

此外，在承认政府经济能力作为独立生产要素的同时，也应看到，国际金融与经

济机构虽然具有超国家属性，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其功能与各国政府的经济能力类

似。随着国民经济边界的扩展，这些机构与各国政府共同组织跨国生产活动，为企业

家活动创造必要条件。换言之，国际金融与经济机构可以被视为政府经济能力在国际

层面的制度化体现（Papava, Chkuaseli 2021）。 

 

2.4 结论 

根据传统的生产要素理论，生产要素通常包括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能力，

每一要素分别对应特定的报酬形式：工资、地租、利息和利润。在讨论将信息纳入生

产要素体系的可能性时，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关键事实：尽管信息在生产过程中极为

重要，但它并不对应任何明确的要素报酬。这正是信息应被视为生产资源而非生产要

素的根本原因。 

同样地，在传统经济学中，间接商业税（如增值税、一般销售税、消费税、财产

税、许可证费用和关税）被定义为政府在未对生产过程作出贡献情况下所获得的“非应

得收入”。然而，实际上，这些税收可被理解为对政府经济能力这一生产要素的要素支

付。 

企业家能力与政府经济能力虽然存在一定相似之处，但差异更为显著。将政府的

经济能力及其对应的要素支付纳入生产要素体系，不仅能够修正传统理论中的逻辑缺

陷，也为更新和拓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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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 3 论市场平等1 

3.1 导言 

社会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平等——或至少是接近平等。然而，至今尚无一个被

普遍接受的平等定义。通常，人们会区分平等的不同维度：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机会

平等以及结果平等（Friedman, Friedman 1990, ch. 5）。相较之下，“不平等”一词在公共

话语中更为常见，用以反映人们对现实中平等状况的普遍感知。在社会层面，不平等

是指人们在获取公共产品、财富、声望与权力方面机会不均等的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平等”并不等同于“相同”，除某些特殊情形外更是如此。绝对平等

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在生理特征、机遇以及智力等方面存在与生俱来的差

异（e.g., von Mises 2015, ch. 3）。与此同时，作为个体，他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

每个人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同类权利，就有权自主决定自己的人生（Friedman, Friedman 

1990, 129–131）。这种理解引出了机会平等的定义（Friedman, Friedman 1990, 131–

134）：无人有权任意阻止他人运用自身能力去实现目标，且这种机会应完全由个人的

能力所决定，而不应受到出身、国籍、种族、宗教、性别等因素的限制。在现实中，

“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与机会平等，通常是通过法律平等原则及其相关政策得以保障

（Friedman, Friedman 1990, 132），即社会成员享有平等参与民主制度的权利，从而共

同塑造可能实现的社会秩序（von Mises 2015, ch. 3）。 

在理论层面，经济学家往往将平等理解为机会平等（e.g., Roemer 1994, 179）；然

而对普通公众而言，平等更多意味着收入与财富的均等化。因此，许多公民将改革与

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直接画上等号（von Mises 2015, ch. 16）也就不足为奇了。问题在

于，此类改革及其伴随的话语有可能最终摧毁经济体系。旨在促进平等的政策，往往

导致部分人迅速挥霍所得，另一部分人则重新积累财富，于是平等问题再次出现。在

这样的环境中，挥霍财富者缺乏改变行为的动力，而勤勉节俭者也会丧失保持这些品

质的意愿（von Mises 2015, ch. 16）。国际经验表明，即便诉诸恐怖手段，社会的结果

平等依然无法实现。这种困境催生了一种普遍的失望情绪——人们认为生活本质上不

公，政府既无力也无法根本纠正不平等，而不平等将永远存在。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市场常被视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Friedman, Friedman 

1990, 146–148）。卡尔·马克思及其（自觉或不自觉的）继承者——共产主义者——坚

信这一观点，而这也成为当代西方经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分析：市场机制究竟与平等理念整体对立，还是仅仅与“结果

 
1 Essay 3 是基于 Papava (2004, 2007)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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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原则相冲突？ 

 

3.2 自由市场模型 

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通常分为自由市场与现实市场两类，而自由市场模型只是

一个理论上的抽象构想。 

自由市场的基本要素包括： 

1. 买卖双方可自由进入或退出市场，即竞争者数量不受限制； 

2. 所有资源（劳动力、物质、资金）具有流动性； 

3. 每个竞争者均可掌握完整的市场信息（包括供需、价格等）； 

4. 同类产品的同质性（无商标或质量差异）； 

5. 任何竞争者均无法影响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决策。 

这一体系的核心原则是“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在这种原则下，企业与消费者

之间关系的效率，以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在亚当·斯密的表述中由

“看不见的手”加以引导。这些条件为我们分析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性，以及其是否在平

等条件下进行互动，提供了基础。 

根据第一项特征，所有买方与卖方在进入或退出市场方面享有同等自由，因此，

从市场参与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平等的。 

所有资源的流动性使市场主体在业务类型调整上受市场支配而趋于平等。 

每个竞争者拥有完全市场信息对其平等性同样关键，因为这排除了因信息不全导

致错误行动的可能性。 

同类产品的同质性使所有企业家在销售产品时处于平等地位，消费者在购买时亦

平等。 

由于任何竞争者都无法将自身意愿强加于他人，他们在决策层面亦是平等的。 

由此可见，自由市场模型隐含着一个假设——市场参与者享有充分的机会平等。

换言之，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市场平等意味着所有主体在市场参与、经营调整、信息

获取、同类产品的生产与购买，以及决策制定等方面均享有平等机会。简言之，自由

市场本质上是一个机会平等的体系（Papava 2004, 2007）。当自由市场达到均衡时，市

场平等便自然实现，此时平等所提供的一切机会都得到了充分利用。由于自由市场仅

是理论构建，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平等亦是理想化目标，而市场规制应尽可能向这一理

想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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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完美的“有形之手”与伪现实市场模型 

伪现实市场应与现实市场区分开来，其特征是政府“有形之手”的理想化运作。自由

市场模型虽然具有吸引力，但无法解决某些重大问题，即市场失灵。主要的市场失灵

包括外部性和公共产品（以及重要的准公共产品）。 

为了减少外部性带来的不平等，政府必须介入市场，因为市场本身无法解决这一

问题。政府可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行政规制，二是外部性内部化。行政规制指政府机

构直接禁止特定的负面影响，或为其设定上限。外部性内部化则是通过经济激励，将

外部性成本转嫁给造成外部性的生产者。对于负外部性，这种内部化可以采用单位税

（庇古税）的形式，以促使生产者减少负面影响；对于正外部性，则可通过补贴机

制，激励生产者维持或增加正外部性。这些方法虽然能够缓解外部性导致的不平等，

但仍无法实现完全的平等。 

自由市场无法生产公共产品，因为其边际消费成本为零，且公共产品可被无偿使

用，私营部门缺乏直接的生产动力，因此必须由公共部门来提供。公共产品本身是正

外部性的载体，可能加剧不平等。那些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的产品（如街道、消防与

警务系统、图书馆）被称为准公共产品。虽然私营部门也能生产此类产品，但往往供

给不足，仍需公共部门介入生产。 

在生产公共产品时，平等是政府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产品应对所有社会成

员平等开放。 

除此之外，政府还需通过消除市场准入壁垒、促进信息自由流通与资本自由流

动，来维护自由竞争。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承担着关键职能：建立支持市场运行的法律

框架与社会环境；通过控制通货膨胀和促进充分就业来稳定经济；调节国际经济关

系；防止国内经济主体之间的冲突；在紧急情况下直接管理经济；并制定国家长期发

展战略。 

因此，在现实市场中，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的“有形之手”所

取代。外部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以及垄断对信息与资本流动的限制，都会削弱市场

保障参与者机会平等的能力，从而破坏市场平等。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尽量减少对自由市场原则的背离，并尽可能促进市场平

等。然而在现实中，政府的“有形之手”本身往往也会成为阻碍市场平等的因素。因此，

旨在实现市场平等的政策，与自由市场模型一样，都是一种必要的理论构想。为了将

这种理想化的市场模式与现实市场加以区分，我们称其为“伪现实市场模型”（Papava 

2005, 67–69），即在这一模型中，政府的“有形之手”不仅被要求减少市场不平等，而且

在实践中真正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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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共选择”理论与现实市场模型 

分析政府“有形之手”的能力与效率，最有效的工具是公共选择理论（Buchanan 

2000），它能够解释伪现实市场与现实市场之间的差异。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原则是：

人们在公共角色中的行为，与其在私人角色中的行为并无本质不同。换言之，政府的

“有形之手”可以被视为高层官员的政治行为。如果这只“手”未能减少不平等，问题根源

在于执行这一职能的人。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官员的行为往往主要由私利驱动（e.g., Kozarzewski 2021, 27–

32），由此产生政治寻租现象——即寻求和维持经济租金（超过生产要素机会成本的额

外支付）。补贴是政治租金的典型例子。虽然补贴本应作为正外部性内部化的工具，以

激励生产者，但在实践中，官员可能通过将补贴分配给特定受益者来换取其在选举中

的支持，从而获取政治租金。通过征税、颁布禁令、设定配额或进口许可来限制竞

争，同样是政治寻租的显著表现。这些政策不仅扭曲市场价格，还制造政治租金，从

而破坏市场平等。 

最为严重的不平等形式是经济歧视（Becker 1971），其表现为不同种族、民族、性

别或年龄群体在就业、晋升、薪酬、教育等方面机会不均。当政府官员在政策制定中

基于个人偏见行事时，实际上就是在为歧视赋予合法性。例如，在一个种族主义政府

中，受优待的群体便是政治租金的受益者。 

在政治租金的获取方式中，游说与互投赞成票尤为突出。游说是指掌握权力者利

用政策宣传和决策来推行有利于其支持者的措施；互投赞成票则是立法者之间交换投

票，以确保特定议案的通过。这类行为往往在实现政府既定目标的同时，带来与目标

背道而驰的意外后果。 

公共选择理论揭示了政府“有形之手”常常无法履行其基本使命——减少市场不平等

的原因。 

在现实市场中，市场机制本身是克服不平等的关键。市场平等只能通过“市场民主”

来实现。因此，政府“有形之手”的核心职能，应当是通过建立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削

弱那些阻碍自由市场运作的力量。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不仅涉及经济问题，还

关乎民族、历史、文化与社会等多重领域。 

 

3.5 结论：市场平等的经济政策 

总体而言，经济政策往往建立在特定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上，包括功利主义、自由

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这三种思想体系都排斥收入绝对平等的原则，但功利主义和自

由主义认为，经济政策应使收入分配尽可能趋近某一最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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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功利主义主张政府应当最大化社会的总体效用——即以“福利

单位”衡量的个人幸福或满足感。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假设，从富人手中取走 1 美元所

减少的效用，低于将 1 美元给予穷人所增加的效用，因此，收入再分配有助于提升社

会的总体效用。然而，该方案的最大难题在于如何确定再分配的最优界限——一旦超

过这一界限，就会削弱创造财富的动力，从而损害整个社会的福利。 

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政府应当追求“公平”的政策。然而，由于公平分配缺乏统一

的定义，自由主义在经济政策实践中，通常强调提升社会中最贫困成员的福利（即极

小化极大准则），而功利主义则追求社会成员平均效用的最大化。 

自由意志主义则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惩治犯罪、协助执行自愿协议，而非

进行收入再分配。其经济政策目标是保护人权与确保机会平等。因此，从理论上说，

支持市场平等的经济政策在理念上与自由意志主义相契合（Papava 2004, 2007）。 

有人质疑：自由意志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否排斥社会保障？在竞争性市场中，穷人

确实比富人拥有更少的机会。关键在于，政府应当聚焦于维护机会平等，并提供有助

于社会稳定的公共产品。 

需要始终牢记的是：由于自由市场本质上是一种理论构想，市场平等的实现同样

只是一个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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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 4 论死亡经济学1 

4.1 导言 

众所周知，传统经济学涵盖了对经济诸多方面的研究。然而，一些当代现实，尤

其是后共产主义转型进程，暴露出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从后共产主义经

济中剥离出一个既未被经济理论单独研究、也未被经济学家视作独立现象的领域，并

将分析的焦点集中于此。 

要理解后共产主义经济的特征，首先必须明确共产主义类型经济的本质。关于这

一主题，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与相关出版物。下文将选取其中一种分析框架——我认为

它最为准确地刻画了指令型经济的核心特征。借助这一框架，我们将能够追溯指令型

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如何演变成一种可被暂且称为“死亡经济”的经济形态。 

 

4.2 从“畸形发展”经济到死亡经济 

在后共产主义经济中，存在一个迄今为止从未被经济理论单独探讨、也未被视为

独立经济领域的部分。要识别这一部分，必须回溯指令型经济所依赖的技术体系与技

术基础。 

总体而言，指令型经济从不承认任何形式的竞争，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它运行

于一个统一的综合经济区域之内（前经济互助委员会即为典型案例〔如 Fallenbuchl 

1987/1988〕，在约四十年的时间里与苏联共同将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匈牙

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古巴、北越和蒙古等指令经济体纳入其中），在这一体系

内，一切交换活动均由中央协调机构调控。至于与市场经济的合作，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里（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对西方实行“铁幕”政策期间）完全不可能；

后来虽然在有限范围内成为可能，但依然受到严格限制。 

在指令经济体制下，仅容许一种形式的竞争——这主要出现在苏联与西方之间的

军事生产领域竞争，促使其大力发展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并推动了航天探索等领域的

进步。 

对竞争的否定意味着指令经济放弃了唯一有效的经济发展刺激因素。结果是，农

场与工厂生产的商品质量低劣，价格则通过预算补贴被人为压低。这些补贴的主要财

政来源，是来自酒精饮料销售的收入。至于外汇收入，则几乎完全依赖于在国际市场

 
1 Essay 4 是基于 Papava (2001, 2002, 2015)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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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销售矿产（主要是石油）。 

在对波兰指令型经济的特征加以归纳分析后，Adam Lipowski 指出，这类经济体

既不能归入“发达国家”也不能归入“发展中国家”，为此他创造了“畸形发展”一词，并概

括出其典型特征（Lipowski 1998, 9）： 

• 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比过高，而国内与国际贸易，以及金融和保

险服务占比过低； 

• 生产资料制造业比例过高，而消费品生产比例过低； 

• 工业产品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品比例不足； 

• 大量低质量、市场不需要的产品被强行推给消费者； 

• 工业产品中过时品比例过高，而新产品与现代化产品比例过低。 

政权的崩溃与指令经济的瓦解，使得后共产主义经济在国际市场上“赤裸”地暴露出

来。事实证明，除个别例外（如部分水电、采矿和初级原料加工），这些国家生产的绝

大多数商品均不符合国际标准，因质量低劣和/或价格高昂，无法与西方产品竞争，因

而既没有现成市场，也缺乏形成市场的可能性。 

我将这种经济形态称为“死亡经济”（Necroeconomy，源自古希腊语 nekros，意为

“死亡”），而对其的研究则称为“死亡经济学”（Necroeconomics）（Papava 2001, 2002, 

2005）。需要指出的是，“死亡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与 Gaddy–Ickes 所提出的“虚拟经济”

概念（Gaddy, Ickes 1998, 2002; Woodruff 1999a, 1999b, 174–175）相似，尽管“虚拟经

济”的涵义更为宽泛（如 Carrier, Miller, eds. 1998）。 

Lipowski 将指令经济的“剥离”过程称为 stripping（Drucker 1986; Taylor 1988），

即在逐步剥除上述所有“病态”特征的过程中，原“畸形发展”经济演变为死亡经济

（Lipowski 1998, 31–32）。 

当然，即便经济中的某一部分已经“死亡”，其余部分仍可能是“活着的”。这部分

“活着”的经济可称为“生命经济”（Vitaeconomy，源自拉丁语 vita，意为“生命”），而其

相应的理论即为传统经济学。 

由此，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死亡经济与生命经济之间有哪些相似与差异？

在死亡经济中，与生命经济一样，商品生产在原则上是可能的——即存在供给。然

而，与生命经济不同的是，死亡经济所生产的商品由于质量低劣和/或价格高昂，无法

产生有效需求，因而不存在买卖行为，也不存在均衡价格。 

第二个问题同样重要：如果经济的某一部分是“死亡的”，或者说已无法复苏，似乎

它不应造成实质性问题——因为它不会对相对健康的部分产生影响，因此可以被忽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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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确实如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通

常会自然退出市场，而不会对经济的其他部分造成损害。这或许也是传统经济学——

原则上始终关注市场经济——从未探讨“死亡经济”的原因所在。如果死亡经济不会构成

威胁，就没有必要将其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然而，在后共产主义经济中，情况截然不同。指令经济的技术体系与技术基础

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死亡经济的基石，这一现象在工业部门中尤为显著。 

 

4.3 死亡经济的再生产基础 

为了解释死亡经济与生命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将后共产主义经济划分为以下部

门是有帮助的： 

• 存在于公共部门的死亡经济 

• 存在于公共部门的生命经济 

• 私有化的死亡经济 

• 私有化的生命经济 

• 基于新投资的私营部门（生命经济） 

第一组通常由大型和中型企业组成，这些企业由于其重要性被评估为战略对象，

尽管它们的产品完全不具备竞争力，这使得它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为“死亡”的。 

能源部门（特别是电力生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供应）、交通和通信构成了公共

部门的生命经济部分。如果这些部门的任何公司被私有化，那么这些公司可能会转移

到第四组，即“私有化的生命经济”。这一组还包括一些中型和更常见的小型工业公司。 

第三组由第一组企业在私有化后组成。所有权变更本身并不能导致冻结生产的复

苏，因为死亡的东西无法复活——无论死亡的所有者是政府还是私营公司。正是由于

这个原因，私有化过程常常受到诟病，因为私有化（尤其是在其初始阶段）在脱离任

何投资的情况下，常常被赋予“复苏”冻结生产的功能，而没有考虑它是死是活的问题。 

第五组整合了后共产主义经济中最健康的部分：基于新投资和市场经济原则的新

私营部门。尽管如此，必须考虑到这一组也面临某些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特别是，

我指的是一些外国投资，通过这些投资，后共产主义国家被过时和老旧的（更准确地

说，与国际标准相比是道德上贬值的）工具和设备淹没，这些可以被称为“二手投资”。

显然，用这种技术生产的商品只能在新兴市场内被接受，并且只能在一定时期内（即

直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入侵这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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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死亡经济在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如此持久？我认为，

经济变革的进化理论（Nelson, Winter 1982）是能够最有效地应用于这一问题的方法。

该理论的主要工具是“惯例”概念，指的是公司习惯性的规则和行为方法，这些规则和方

法调节公司活动的再生产（Murrell 1992）。 

正是这种“惯例”，在指令经济中根深蒂固了几十年，是迫使死亡企业在不再存在的

指令经济模式下运作的主要因素。结果，这些企业的仓库中堆满了低质量的商品，由

于无法销售这些商品，对国家预算、社会计划、能源部门和其他企业的债务每天都在

增加。这正是相互未偿债务的深不可测的网络形成的方式（例如，Åslund 1995, 256–

264）。 

指令经济的一个长期传统是，每当任何企业积累了（有时是故意的）一堆债务

时，其领导层就会请求政府机构（共产党管理机构、中央计划委员会、财政部等）将

其注销，而通常情况下，这些请求很容易得到满足。因此，只要债务可以被注销，债

务的积累本身从未被视为一种“危险”的做法。债务积累/注销的“惯例”在指令经济体系

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它在转型过程中也可能周期性地显现出来，尽管它可能被“税收赦

免”等事物所掩盖。 

 

4.4 转型人与后交易者 

毋庸置疑，人是任何经济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再生产死亡经济的“惯例”之所以延

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在从“苏联人”（homo sovieticus——一种在指令型经济体制

下被国家完全压制并依赖国家生存的人格类型）向“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一

种以家庭利益最大化或企业利润最大化为主要动机的市场经济典型人格）转型过程中

的行为特征（参见 Essay 1，第 1.4 节）。 

处于后共产主义转型这一过渡期的人，可称为“转型人”（homo transformaticus）。

他们尚未完全摆脱对政府的畏惧，并因延续的生活惯性而在经济上依然依赖政府；但

同时，其行为中已可察觉个人利益与自主动机的逐渐觉醒（Papava 1996a, 1999）。 

在创业领域，转型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可追溯至指令经济的遗产。即使在高度

集权的指令经济中，市场经济（或更准确地说，市场机制的个别要素）也从未被完全

根除。然而，它们被政府严厉压制，只能在“影子经济”中得以有限存在（Shokhin 1989, 

57–83）。事实上，几乎所有指令经济下的企业领导（除极少数例外）在管理过程中都

曾不得不违反某些共产主义规则，引入部分市场机制元素——因此，这类行为本质上

可归为“影子经济”活动。 

然而，这些企业领导并未因此转变为真正的市场型企业家。在当时的体制框架

下，他们不可能完全以市场逻辑行事。正因如此，这种行为被称为“交易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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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sship）而非创业行为；这些人被称为“交易者”（deltsy）而非企业家。俄语

“delets”（复数 deltsy）源自“delo”（意为“生意”），但其含义带有明显贬义，用以指涉

任何从事非法、不正当甚至可耻交易的人。这一术语是苏联特有的社会产物，难以用

英语中中性的“merchant”来准确传达。 

在指令经济崩溃后，许多交易者不仅保住了原有地位，还在企业私有化过程中，

借助职工持股机制成为企业所有者（Åslund 1996）。部分人聘用职业经理，但大多数

人（尤其是在私有化初期）依然以交易者思维主导企业运作。 

正如转型人尚未成为经济人一样，前交易者亦未真正蜕变为企业家。在创业领

域，这类人被称为“后交易者”（Papava and Khaduri 1997, 28–29）。他们是公共与私营

部门死亡经济的主要推手，也是指令经济“惯例”的延续者。凭借原有的人脉，后交易者

往往渗入政府机构（议会、行政当局），竭力为死亡经济辩护并延长其寿命。显然，死

亡经济的存在符合后交易者的既得利益；若无制度性改革将其替换为真正的企业家，

死亡经济便无终结之日。 

 

4.5 如何解决死亡经济存在的问题 

死亡经济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发展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因此，亟须寻找并运用有

效机制，化解死亡企业的遗留问题。 

上述经济变革的进化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核心思路：首先，应在第五类企

业（基于新投资的新兴私营部门）中优先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惯例”。政府的首要

任务是支持这一组企业渡过初创期困难，推动其扩张与发展。这需要为基于私人投资

的新企业营造稳定的政治与微观经济环境。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后共产主义国家必须

优先扶持第五组，而非将有限资源投向第一组和第三组。 

即便是基于“二手投资”的第五组企业，虽然技术条件落后，但在完善的法律框架

下，其运营逻辑完全市场化，因此无法支撑死亡经济的再生产。一旦产品丧失竞争

力，市场机制会自然淘汰它们。 

对于第二组与第四组的企业（无论国有还是已私有化），应通过吸引新投资激活其

生命经济潜力。这可以通过私有化或将部分资产长期特许给战略投资者来实现。若缺

乏此类投资，这些企业的活力部分很可能退化为第一组或第三组的死亡经济。 

如前所述，单纯的私有化并不能根除死亡经济。对于第一组中虽属战略部门但已

“死亡”的企业，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尽快举行公开的国际招标，引入战略投资者，并授

予其长期经营权（或更准确地说，赋予其在死亡企业中重启战略性生产的权利）。若无

投资者愿意接盘，则只能以象征性价格进行私有化——因为死亡企业本身的市场价值

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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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三组——已私有化的死亡经济，则无需抱有复苏的幻想。唯一合理的用途

是将其作为废金属处置，包括出口变现。这不仅可为所有者带来外汇收入，还能将资

金转投生命经济领域。然而，指令经济的“惯例”使人们难以将废旧设备视为废金属，甚

至人为设置障碍阻止其出售或出口，从而延长了死亡经济的寿命。 

理论上，破产制度应是应对死亡经济的有效工具。尽管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已在

议会通过了符合国际标准、并获得国际专家认可的破产法，但这些法律往往流于形

式，成为“死法”。这是在国际金融机构压力下，以类比和直接复制西方模式建立新制度

的典型案例（Shavans, Manyan 1999, 43）。然而，这些制度在发达市场经济中行之有

效，却在后共产主义经济中常常失灵，甚至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长期因其加速和简化制度改革的方式而备受批评——这种做法不

仅未能加快市场经济的形成，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延缓了其进程（Stiglitz 1999）。 

 

4.6 结论：论后苏联的后工业主义 

与贝尔（Bell 1976）及布洛克（Block 1990）提出的“后工业社会”经典概念不同，

后共产主义国家所经历的去工业化更可讽刺地称为一种“畸形的后工业主义”，或更准确

地说，是“后苏联的后工业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工业比重的下降并非源于高质量、创

新型服务业的迅速发展，而是由工业生产的直接萎缩所致；在某些情况下，这一萎缩

甚至伴随着服务业发展停滞。 

众所周知，苏联解体后，整个后苏联经济经历了大规模去工业化，导致许多曾构

成苏联经济基础的行业与企业相继消失（Gorodezkyi 2013a, 72）。其根源在于“死亡经

济”的存在——即由缺乏竞争力、无法生产符合国际标准商品的企业所构成的经济板

块。这一现象是指令经济长期否定竞争的直接产物（Papava 2015）。在健全的市场经

济中，非竞争性企业的运营不可避免地导致产品滞销并最终破产，因此死亡经济在健

康的市场体系中并无生存空间。 

死亡经济孕育于指令经济的深层结构之中。后苏联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表明，

转型并未彻底清除死亡企业的遗留。这种社会经济形态可称为“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

（Papava 2005）。在苏联解体后的最初几年，经济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死亡经济

所驱动。大量潜在的死亡企业依旧沿用指令经济模式运作，仓库中堆满了缺乏竞争力

的产品；这些产品无法销售，导致工资拖欠，并积累了针对国家预算、社会保障基

金、能源部门及其他企业的巨额坏账，形成错综复杂的相互债务网络（Åslund 2002, 

244–248, 328–330, 333–337）。 

后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在转型初期普遍缺乏有效的破产立法

（Claessens et al., eds. 2001），而且政府也缺乏推动和落实可操作破产法的政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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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死亡企业得以长期存续。由于自转型伊始便面临社会不稳定风险，大规

模企业破产的可能性，使得破产法在实践中几乎无法适用（Sokolin 1997, 168）。与此

同时，政府对死亡经济企业的持续援助亦延长了其生命（Lindsey 2002, 126, 153; 

Shleifer, Treisman 2000, 106–107）。 

在缺乏有效破产制度的背景下，政府虽试图维持死亡经济，但贸易自由化与小型

后共产主义国家公共资源的有限性，使许多死亡企业最终被迫关闭（Papava, 

Tokmazishvili 2007）。相较之下，在大型国家（如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在经济相对

稳定的时期，死亡经济的问题显得不那么突出。这是因为规模较大的死亡企业在政府

支持下，尚有机会彼此竞争（Schaffer, Kuznetsov 2008），从而造成死亡经济问题被“掩

盖”的假象。反观小型国家，情况更为严峻，因为许多死亡企业在国内并无可比的同类

企业（Papava, Tokmazishvili 2007）。 

因此，大国与小国的主要差别，仅在于政府对濒临破产企业的支持能力与规模。 

 

注释 

1. 需要指出的是，在批评“死亡政治”相关论文（Mbembe 2003）时，Warren 

Montag 在其 2005 年的文章（Montag 2005）中使用了“死亡经济学”

（Necroeconomics）一词，但其涵义与我在早期出版物中提出的概念完全不

同（参见 Papava 2001, 2002）。在其与他人合著的著作（Hill, Montag 2015）

中，Montag 不幸再次重复了这一错误，并且未说明在他之前，“死亡经济学”

理论与术语（尽管含义不同）已发表于我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另见 Papava 

2005）。这一疏漏已在书评中被准确指出（Scott 2016, 118）。 

2. “后社会主义后工业主义”这一新现象最早由 Gorodezkyi（2013a, 2013b）加以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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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 5 论全球金融危机，或 “死亡经济学 ”与 “僵尸经济

学 ”的融合1 

5.1 导言 

自后共产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型开始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自然，这期间的

历史事件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使我们能够进行一些概括性的总结。可以

说，几乎所有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尽管各国在转型过程中

取得的成功程度各不相同。  

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非常成功，甚至加入了欧盟

（Papava 2006），而另一些国家——事实上，除了波罗的海国家之外的所有后苏联国

家——则成为了“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囚徒”（Kennedy, Egen 2007; Papava 2005）。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并且被纳入了广泛的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研究中（例如，

Coates 2000; Crouch, Streeck, eds. 1997; Gwynne et al. 2003; Hall, Soskice 2001; 

Hudson 2022; Walter, Howie 2011）。  

本文的目的是区分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基础，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

景下探讨这种社会类型的关键经济问题。 

 

5.2 僵尸经济：金融危机的遗产 

如前所述，死亡型经济 （necroeconomy）是计划经济的直接遗产（见第 4 篇）。

现在让我们分析金融危机的遗产（Papava 2009d, 2010a, 2010b, 2010c）。  

我们已经指出，死亡型公司（necro- companies）在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中

存在，但问题是，这种问题是否仅限于这些转型国家，还是这些类型的企业也存在于

发达和/或发展中的经济体中。  

国际经验表明，僵尸企业确实存在，并且在最发达的经济体中也能“成功”运作，日

本是最明显的例子（Hoshi 2006; Nakamura 2023）。这些实际上已经破产的企业，尽管

“死亡”却仍在继续运营，通常被称为“僵尸企业”。  

持续贷款制度是这些僵尸企业维持生存的关键来源（Caballero et al. 2008; Smith 

2003），这些贷款由所谓的“僵尸银行”提供，它们向企业提供优惠贷款（特别是这些贷

款的利率低于市场平均水平）（Hoshi, Kashyap 2004; Smith 2003）。显然，这些不合理

 
1 Essay 5 是基于 Papava (2009a, 2009b, 2009c, 2009d, 2010a, 2010b, 2010d)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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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贷款只会直接导致这些银行不可避免的损失（Ahearne, Shinada 2005, 368）。  

那么，僵尸企业是如何维持的呢？人们可能会问，僵尸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又是如

何生存的？通常，这些银行得到政府的支持（Kane 2000b, 301），政府为它们提供各种

担保并确保其存款，最终意味着僵尸银行的存在是以纳税人为代价的（Kane 2000a, 

164）。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金融体系甚至鼓励“健康”企业转变为僵尸企业（Hoshi 

2006, 40）。  

由于僵尸企业、僵尸银行和政府之间的上述关系，形成了“僵尸经济”，这成为经济

中“健康”部分的沉重负担。特别是，僵尸企业通过其存在——并且享受僵尸银行提供的

优惠贷款——阻碍了市场中新的“健康”企业的出现（Hoshi 2006, 33），因为这些新企业

不得不以更高的利率借款（Caballero, Kashyap 2002）。此外，由于僵尸企业能够获得

优惠贷款，它们在争夺市场份额时可以肆意降低价格（Smith 2003, 288）并提高员工

工资（Guo et al. 2022; Hoshi 2006, 33）。结果，此类僵尸贷损害了企业创新（Schmidt 

et al. 2023）。“健康”企业，尤其是生产效率高的企业，进入市场的机会受限，最终导致

了经济生产力的整体下降（Ahearne, Shinada 2005, 364）。  

僵尸经济在金融危机时期扎根（Ahearne, Shinada 2005; Hoshi, Kashyap 2004）。

在停滞的条件下，经济长期停止生产和贸易，导致失业、工资下降和生活水平整体下

降。在此期间，政府通常被要求通过提供救助和其他措施来帮助经济体渡过难关，以

避免银行危机和系统性危机并维持总体经济的运转。  

金融危机过后，经济会继承一部分“无生命”的遗产，并继续试图保留政府在危机期

间提供的财政援助体系。因此，僵尸经济可以被视为金融危机的遗产。  

必须强调的是，僵尸经济是日本和其他发达市场经济体中的现象（例如，Holle 

2005），国际经验也表明，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发展中经济体中（例如，Kane 2000a; 

Papava 2009b; Upadhyay, Baag 2023）。 

 

5.3 死亡经济与僵尸经济的异同 

人们可能会认为，“死亡型经济”（见第 4 篇）和“僵尸经济”这两个术语指的是同一

种现象，即一种尽管已经死亡却仍在继续存在的经济。事实上，这种印象是肤浅且误

导的，因为虽然这两种“经济”确实有一个共同点——毫无疑问，它们都已经死亡——但

它们之间存在许多显著差异（Papava 2010b, 2010d）。  

首先，这两种经济是在本质上不同的经济体系中发展起来的。死亡型经济源于计

划经济，而僵尸经济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此外，死亡经济实际上与金融危机无关，

而僵尸经济则是金融危机的直接结果。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僵尸企业的存在依赖于僵

尸银行，而死亡经济的主体则通过国家预算的直接补贴或税收减免来维持生存。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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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死亡型经济与僵尸经济的差异还体现在它们主要影响的部门上。  

死亡经济通常扩展到大型和中型制造业，而僵尸企业在这些部门中几乎没有存在

的痕迹，日本经济的情况就是明证（Hoshi 2006）。此外，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中

的大型制造企业更有可能成为死亡经济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正如日本的经验所示，

大多数大型企业由于其强大的财务能力，并不是僵尸企业，但僵尸企业通常出现在那

些相对“较大规模”的小型企业中（Hoshi 2006）。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坚持要

求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政府取消所有形式的预算补贴和税收减免，但在金融危机期

间，所有游说努力都集中在推动救助计划，为各国政府提供广泛的财政支持，以建立

对企业有利的贷款体系（Kane 2000a, 163; 2000b, 288）。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死亡型经济和僵尸经济虽然相关，但作为独立的经济现

象，它们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差异并不总是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一些研究中，死亡经济的特点被忽视，结果导致后共产主义国家（主要是中国和俄

罗斯）中死亡企业的问题被置于僵尸经济的背景下进行讨论，而不是死亡经济（例

如，Kane 2000b, 300–301; Lindsey 2002, 126, 153; Shleifer and Treisman 2000, 106–

107）。 

 

5.4 论死亡型经济与僵尸经济的再生产机制 

关于死亡经济和僵尸经济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是什么确保了它们的稳定存在（另

见第 4 篇，4.4）。  

答案可以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找到（Nelson, Winter 1982），其中的核心分析

概念是“惯性”，即企业行为的一套规则和方式，这些规则和方式规范了这种行为的再生

（Murrell 1992a, 1992b）。  

正是这种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发展了几十年的惯性，推动着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

家中的死亡企业在不再存在的计划经济模式下运作。因此，在没有政府特别支持的情

况下，这些公司的仓库里堆满了没有竞争力的商品，这些商品既没有需求也没有市

场。由于这些商品原则上无法出售，这些公司进一步拖欠工资、债务和国家预算、社

会资金、能源行业及其他企业的债务，最终形成了一个相互负债的企业网络（例如，

Åslund 1995, ch. 6, 2002, 244–248, 328–330, 333–334, 2007, 132–133）。  

在计划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一种传统，即当一家企业积累了巨额债务（通常是

有意而我的），其负责人会向国家上级政府机构（如共产党领导机构、国家计划委员

会、财政部等）提出免除债务的请求，通常情况下，这些请求会被批准。因此，由于

有着几乎无限（或更确切地说，有保障）的免除债务的机会，企业管理者并不认为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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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积累对其生存构成任何威胁。这种债务免除机制代表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惯性，尽管

不幸的是，这种惯例在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复出现，并以各种形式存在，如

“税收赦免”（例如，Nikolaev 2002; Shul’ga 2002）。  

僵尸经济的惯例是在金融危机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政府与银行合作，共同制定和

实施救助计划，以帮助破产企业，避免经济进一步衰退和失业率上升。在相对长期的

停滞条件下，这种合作逐渐成为一种既定秩序，确立了企业行为的规则，并确保这种

行为的再生产。换句话说，这些活动形成了一种惯性。在此，必须强调停滞的持续

性，这是惯性形成的前提条件；即，它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展。  

当金融危机结束时，这种惯性承担起维持僵尸经济生存的任务。在其他条件相同

的情况下，无论是否发生危机，任何政府都不会容忍失业率的上升，而失业率是僵尸

企业关闭的必然结果。毫无疑问，“健康”企业无法立即对僵尸企业的消失做出反应，并

迅速创造新就业机会（例如，Caballero, Kashyap 2002; Lindsey 2002, 235）。  

破产法应该是打击僵尸企业和僵尸银行的有效工具。然而，可以明显观察到的一

种趋势，即许多企业即使具备合法破产的条件，却并未通过正式法律程序予以确认。

（例如，Claessens et al. eds. 2001）。 

 

5.5 僵尸经济人：僵尸经济惯性的载体 

如 4.4 所述，转型人是死亡型经济惯性的载体。 

理解僵尸经济中惯性的关键，或可从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中找到，在这

一理论中，政治被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市场（Buchanan 1997），以及“动物精神”理论

（Akerlof, Shiller 2009）。在金融危机期间，会发展出一种特定类型的经济政策：一方

面，其首要目标是通过政府干预将经济从危机状态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它也促使

政府去回应那些因危机而濒临破产的经济行为体的私人利益诉求。 

如前所述，僵尸经济的惯性是市场经济在危机状态下的产物。因此，承担这一惯

性行为的，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而是在金融危机导致市

场经济结构畸变的环境中，个体在适应过程中发生了“变异”的一种新类别。所以，这种

突变体可以被称为“僵尸经济人”（Papava 2009a, 2009c），因为他是僵尸经济惯性的载

体。  

与僵尸经济人相比，转型人仍在适应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尚未成为一种定型的人

类类型。由于“转型人”（homo transformaticus）仍处于演变之中，我们不禁要问：在

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homo transformaticus 是否有可能演变为“僵尸经济人”

（zombie econom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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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转型人转变为僵尸经济人的危险 

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例如，Krugman 2008）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复杂

的问题，包括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情境之下，僵

尸企业对全球经济发起“攻击”的议题变得尤为引人关注（Stepek 2008；Willie 2008），

并由此催生了多个研究成果，构成了所谓“僵尸经济学”（zombie-nomics）这一新兴经

济学领域（LeLaulu 2009）。 

许多发达国家确实采取了某些特殊的政府救助计划，以支持其金融机构和房地产

企业的政策（Mau 2009，第 22–23 页），这是一个既定事实。这种做法带来了新型“僵

尸经济惯性”形成的风险。如果金融危机持续足够长的时间，这一风险可能会转化为现

实，使僵尸经济惯性深深扎根于制度之中。几年前，美国僵尸经济的存在被断然否定

（Bonner, Wiggin 2003, 120）。然而，后来许多人开始谈论僵尸企业出现的威胁，这是

金融危机的直接结果（Coy 2009; Krugman 2009b, Rajiva 2009; Wong 2008）。  

然而，必须明确的是，美国银行业僵尸化的第一个病兆早在 2008-2009 年金融危

机出现之前就已经显现。彼时，美国政府为了鼓励银行向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贷款保

险，向银行业提供了补贴，而这些群体原本并不符合常规的银行放贷标准（Holmes 

1999） 

值得注意的是，有专家指出，日本与美国在“僵尸企业”形成机制上存在有趣的差

异。例如，在日本，政府是通过“僵尸银行”来支持僵尸企业；而美国的救助计划则设想

在不经由银行中介的情况下实施，尽管两国在政策预期上都旨在实现相同的结果

（Hoshi, Kashyap 2008）。然而显然，这种设想与美国现实中政府对本国“僵尸银行”的

救助行动并不相符（Willie 2008）。 

此外，一些欧盟国家发展僵尸经济的危险也变得现实（Kelly 2008, Schnittger 

2009）。  

在后共产主义国家，2008-2009 年的金融危机也促使政府制定了旨在为濒临破产

的银行和企业提供财政支持的计划（例如，Illarionov 2008c）。各种提议被提出，以建

立一些特殊的政府机构（或银行）并实施长期优惠贷款和投资。  

尽管经济理论早已证明，政府在经济中推出优惠贷款计划所带来的干预往往具有

危害性，而全球经验也一再印证了这一点，然而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后共产主义

国家，在金融危机时期仍一次又一次地诉诸这一“解药”（Woods 2009）。然而不幸的

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做法最终往往会催生出“僵尸经济惯性”。 

2008-2009 年的金融危机使“利润私有化和损失国有化”的原则再次成为焦点（Mau 

20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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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后共产主义国家在金融危机条件下面临的经济僵尸化威胁更

大，因为它们还受到死亡经济的影响。例如，毫无疑问，许多俄罗斯企业（以及其他

一些国家的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无需政府援助便成功实现了债务解除（Mau 2009，

第 5 页）。 

死亡经济主要存在于工业部门，因此，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工业产出的急剧萎缩

正是死亡经济存在的表现（Illarionov 2008a, 2008b）。  

在没有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拥有大规模市场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相较于市场规模

较小的国家，所感受到的“死亡型经济”（necroeconomy）的压力要小得多。这是因为

在较大的市场维度和政府支持的框架内，企业之间仍有一定的竞争空间（例如，见 

Schaffer 与 Kuznetsov 2008），从而产生了一种“死亡型经济并不存在”的错觉。然而在

规模较小的国家，这一问题则更加严重，因为许多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可能根本没有竞

争对手（Papava 与 Tokmazishvili 2007）。 

这种大市场和小市场之间的差异影响了支持死亡经济的政府政策。特别是，由于

国内竞争造成的死亡经济不存在的假象，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政府摆脱死亡经济的意

愿。然而，在市场规模较小的国家中，由于缺乏同类企业，国内竞争的条件被削弱，

这反而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理论上具有更强的动机去对抗“死亡型经济”

（necroeconomy）。尽管如此，这一动机并不总是能够以恰当的方式得到落实

（Papava 与 Tokmazishvili 2007）。 

在金融危机的情境下，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几乎无法再维持“死亡型经济”并不存

在的幻想。因此，当它们目睹工业产出出现灾难性下滑时，便也不足为奇了。 

金融危机为僵尸经济惯性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即经济的僵尸化——而后共

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死亡经济的僵尸化则更为严重，这比发达经济体中的简单经

济僵尸化更为糟糕。因此，死亡经济的僵尸化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些已经死亡的经济部

门进一步的僵尸化。  

需要指出的是，在俄罗斯，例如，“死亡型经济僵尸化”的最初症状早在 1998 年 8

月金融危机之后不久便已显现（Lindsey 2002，第 210 页），这一过程催生了所谓“后共

产主义僵尸经济”的现象（Lindsey 2002，第 211 页）。而 2008–2009 年在俄罗斯爆发、

并在全球范围内被进一步“强化”的金融危机，则可能持续存在，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

可能远比前一次危机更为严重。现实的可能性在于，‘转型人’（homo 

transformaticus）最终可能演变为‘僵尸经济人’（zombie economicus），而不是‘经济人’

（homo economicus）；这意味着，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未来可能比 2007

年——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更加不确定，甚至更加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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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结论 

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所继承的计划经济遗产中，那些“死亡”的企业，实际上表

现出极强的“生命力”。“死亡型经济”的现象，在某些发达经济体中同样并不陌生。金融

危机的爆发促使了一种惯性的出现：通过银行体系实施政府救助计划，以支持事实上

已破产的企业，从而维持经济的表面稳定。由此，一个由“僵尸银行”与“僵尸企业”构成

的网络逐步形成，并成为整个“僵尸经济”系统的支柱。 

不同于“死亡型经济”（necroeconomy）由尚未定型的人类行为主体所维系，“僵尸

经济”（zombie-economy）的行为常规则是由“已然消亡”的人，即所谓“僵尸经济人”

（zombie economicus）所承担。在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那些原本看似

已经摆脱“僵尸化”风险的发达经济体，如今也正面临着“僵尸经济”迅猛逼近的大门叩

响。 

对于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经济“僵尸化”的威胁更为严重，因为这一过程

往往与“死亡型经济”相互交织。这一结构性特征将大大加剧金融危机之后恢复经济活力

的难度。要根除“死亡型经济”与“僵尸经济”的唯一有效机制，就是建立健全的破产法律

制度——而这又要求执政精英具备坚决的政治意志。 

注释 

1. 白俄罗斯可能是唯一的例外（Antachak et al. eds. 2001）。  

2. 高级官员忽视了美国金融体系中僵尸机构存在的问题，这在当时是典型的

（Krugman 20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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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 6 论逆向经济学1 

6.1 导言 

全球化进程或多或少与经济中的积极和消极方面相关（Rodrik 2011; Stiglitz 2002, 

2007, 2017）。由于科技的落后，死亡经济的全球化对现代经济发展构成了重大的威胁

（Papava 2002）。  

死亡经济，或称“死经济”，其本质是指：以过时技术生产、因质量低劣（或根本无

质量可言）和/或生产成本高昂而缺乏市场需求的商品供应系统。这类商品的需求并非

出于市场，而是通过政府人为制造出来的（见第四篇文章）。这一扭曲的经济现象之所

以在后共产主义经济中出现，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竞争机制被消除，导致许多

行业丧失了升级技术基础的经济动因（Lipowski 1998），军事工业除外。僵尸经济的存

在促使市场被一种“准市场”所取代；乌克兰就是一例，其政府为维持僵尸企业所支出的

成本相当高昂（Heyets 2015，第 12 页）。  

本文中使用的关键概念是“创造性破坏”，即企业家的行为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机会

（Schumpeter 2008）。同时，本文还使用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的基本思想（Nelson, 

Winter 1982）。  

本文提出了“回溯经济学”的概念，作为经济技术落后的一种理论，并提出了如何克

服全球许多国家经济衰退威胁的建议（Papava 2016, 2017a, 2017b）。 

 

6.2 为什么是回溯经济？ 

需要强调的是，生产技术落后本身并不构成死亡经济出现的充分条件（它只是一

个必要条件）；除了技术落后外，政府还必须有意通过人为创造需求来维持“死亡企业”

的运作。  

由于限制竞争是死亡经济产生的前提条件，可以得出结论，死亡经济现象存在于

那些仅依靠政府支持运作的技术落后企业中。一个例子是 1980 年代的印度（OECD 

2007）。因此，死亡经济不仅是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典型问题（如第 4 篇所述），它也可

能出现在其他拥有过时技术且没有实际产品需求、依靠政府支持（在某些情况下完全

依赖政府资金）运作企业的国家中。 

回溯经济学是指那些技术相对落后于当代全球成就但仍存在产品需求的企业（即

 
1 Essay 6 是基于 Papava (2016, 2017a, 2017b)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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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企业）所构成的经济类型（“retro”在拉丁语中意为“向后”）。我们建议将经济技术

落后的理论称为“回溯经济学”（Papava 2017a, 2017b）。  

死亡经济与回溯经济学有何异同？一个共同点是，两种经济都使用过时技术；不

同之处在于，在死亡经济条件下，企业使用的设备过于陈旧，以至于其生产的产品几

乎没有需求，因此这些企业完全依赖政府支持。而在回溯经济中，这些产品仍然存在

需求，企业仅获得政府的适度支持。换句话说，两种经济都需要政府干预，但前者完

全依赖政府资金，而后者则需要政府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国际竞争的冲击（详见下文）。

因此，如果死亡经济基于绝对过时的技术，那么回溯经济学则使用相对过时的技术。 

回溯经济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尽管这些因素的性质各不相同，但它们最终导致了

一个共同的结果：回溯经济的形成。具体而言，这些因素包括：  

1. 知识产权保护：限制了新技术的自由传播和获取，增加了未经授权的复制和

逆向工程的风险（Golichenko 2012, 120）。在这种情况下，新技术的授权使用

变得昂贵，特别是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贫穷国家的企业而言。所以，这些国

家会优先使用相对过时的技术。  

2. 经济垄断：垄断企业购买新技术专利的目的不是为了高效应用，而是为了防

止第三方使用这些技术，即使垄断企业自己也可能在未来使用这些专利（或

根据需要）。到那时，即便是尚未投入使用的技术，也可能因更新技术的出现

而变得无用（即发生了“道德折旧”）。这一因素在当今环境下尤为重要，因为

垄断已进入一个新阶段（Stiglitz 2016），尤其是在垄断企业获得政府直接支持

的情况下（Baker 2023a）。 

3. 国际领先竞争者的行为：这些竞争者通常不会出售最高质量的最新代技术

（Porter 1990, 548）。相反，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他们出售已经使用过的二手

技术（Dement’yev 2006），实际上进行的是二手投资（Papava 2002, 800）。

由于这种政策，经济落后国家积累的不是创新技术，而是模仿（或准创新）

技术（例如，Polterovich, Tonis 2010; Segerstrom 1991），而国际竞争的领先

者则避开那些道德上不断恶化、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和/或对环境有害的企

业，并在其所腾出的经济空间中，大力推动最新技术的应用。 

4. 教育水平低和缺乏适当的受教育的劳动力：这使得即使通过开放渠道获取信

息也变得几乎不可能（更不用说商业知识转移渠道了）。这一问题在高等教育

和职业及中等教育水平不足的情况下尤为明显（Golichenko 2012, 118）。  

5. 僵尸经济（见第 5 篇）：指在金融危机中破产的企业（及相关银行）通过基于

政府担保的银行贷款继续运作（例如，Ahearne, Shinada 2005; Hoshi 2006; 

LeLaulu 2009）。自然，僵尸企业对技术升级和/或管理替换没有兴趣，因为依

靠政府支持，它们无需这些努力也能维持运营，例如日本的经验所示（例

如，Ahearne, Shinada 2005; Hoshi 2006; Nakamura 2023）。显而易见的，僵

尸经济直接促进了回溯经济的形成。与此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在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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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僵尸经济”的全球化（Harman 2010；Onaran 

2012；Quiggin 2010）导致原本已经存在的回溯经济体面临“僵尸化”的风险

（Papava 2009, 2010a, 2020b, 2020c）。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罗斯的经济

（Lindsey 2002，第 210–212 页；Papava 2015）。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五个因素中，前四个因素主要影响贫穷和经济欠发达国家

的复古经济形成，而第五个因素则影响经济欠发达和发达国家。 

为了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将技术转变为一种“公共品”（Sachs 2017，第

91 页）。这将需要对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进行根本性的变革（Baker 2023b；

Stiglitz 2023）。然而，这一转变受到回溯经济学形成过程中前三个因素的阻碍。 

 

6.3 关于“技术陷阱”及其克服方法 

有观点认为，经济落后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具有某种优势。经济落后国家相较于发

达国家具有某种优势。从表面上看，这一观点并非毫无道理：即在经济落后国家建立

新的技术结构（即一整套在技术上相互关联的大规模企业群）相对更为容易，因为这

些企业并未背负与过时技术结构相匹配的资本过度积累包袱。（Glaz’yev 2009, 27）。 

然而，这一观点仍然应被视为片面的，因为上述回溯经济形成的前三个因素使经

济落后国家无法享受这一优势（或现实中的伪优势）：首先，一个几乎没有（或可能完

全没有）富裕企业的国家几乎无法负担最新技术的高昂专利费用；其次，国际领先竞

争者试图阻碍先进技术的传播；第三，教育水平不足的人口几乎无法利用创新技术。  

在强调“后发优势”时，人们通常关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些国家可以侧重于模

仿（准创新），而非真正的原始创新，通过再生产已成熟的技术来实现发展（显然，复

制技术的成本远低于自主创新）（Barro, Sala-i-Martin 2004）。借此，落后国家有可能

缩小其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Bresis 等，1993）。但必须再次强调，要使模仿型

技术得以成功实施，具备良好教育水平的本国劳动力队伍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尽管经济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模仿政策建立的回溯经济确保经济增长，但模仿国家

面临着长期保持相对较低生产力水平的威胁（Howitt 2000）。国家间生产力差异的主要

原因在于各国应用的知识类型及其应用方式的差异（Parente, Prescott 2000）。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落后国家专注于复制相对过时的外国技术，虽是

一项必经之路，但也助长了其经济落后状态的延续，并维持了回溯经济学所描述的结

构，由此使这些国家陷入技术依赖的陷阱之中（Dement’yev 2006）。  

“技术陷阱”是指企业倾向于使用过时、低效的技术，即使存在转向现代技术的可能

性（Balatskiy 2003）。有观点认为，所谓的技术陷阱往往在企业优先追求短期目标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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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战略时被触发；而短期利益凌驾于长期目标之上的现象，首要原因在于政治、法

律与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Balatskiy 2012，第 56–57 页）。  

我们认为，除了上述触发因素外，技术陷阱还可能由其他同样重要的因素引发。

特别是，如上所述，回溯经济的存在需要政府的适度支持。即，如果政府不采取贸易

保护政策，装备过时技术的企业将无法与国际领先竞争者竞争。根据经济变迁的进化

理论（Nelson 与 Winter 1982），所谓“回溯企业”中形成的惯性——即那些主导其运营

特征再生产的规律性、可预测的行为模式（Murrell 1992）——构成了一个重要前提：

这些企业的首要努力并非在于为参与国际竞争做准备，而是致力于推动政府在对外贸

易中扩大保护主义措施。这种倾向导致它们缺乏有效手段引进现代技术，最终陷入技

术陷阱。  

由于回溯企业内部形成的惯性促使对外贸易中的保护主义措施被无限期延续，这

类企业很可能逐步演变为“僵尸企业”（依赖政府担保获得贷款而维持运营）；若现有体

制条件不变，它们最终将退化为“僵尸经济”中的企业——即“死亡企业”，这一现象在中

国经济中已有所显现（Lipton 2016）。因此，技术陷阱与回溯经济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一方面，陷入技术陷阱的企业本质上是复古企业；另一方面，复古企业有助于维持技

术陷阱。  

要实现对回溯经济的摆脱与对技术陷阱的逃离，必须采取一系列复杂的综合性措

施。首要之举，是政府应积极在社会中培育一种经济乐观主义情绪（Balatskiy 2010）。

因为在对高风险持和解态度的条件下，乐观者倾向于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悲观者则试

图在可接受且相对有保障的收益框架内最小化风险（Keselman 与 Matskevich 1998）。

在那些因政治、法律和宏观经济不稳定而导致企业更倾向于追求短期目标、忽视长期

战略的国家，营造积极的经济预期尤为关键（Balatskiy 2012，第 56–57 页）。 

为了提升经济乐观情绪，关键在于实现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的加速发展反

过来又有助于形成一种普遍的心理预期，使市场中的各类参与者也纷纷追求高增长

率。在这种情境下，进行“技术跃迁”以避免技术陷阱就显得尤为重要，使企业能够迈向

质上更先进的技术。这一跃迁需要拓宽信贷资源的获取渠道，而信贷可得性的提升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利率的降低（Balatskiy 2012，第 57 页）。在此基础上，我们还

需补充一点：在我们看来，要实现从回溯经济的逃离，即实现技术跃迁，政府的政策

重心应从普遍降低银行利率，转向有针对性地降低用于引进现代技术的贷款利率。除

了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外，还应特别关注对旨在利用现代技术的企业实施税收优惠。还

应强调的是，在筹划与实施技术跃迁的过程中，政府采取的其他配套措施也具有举足

轻重的意义。 

如前所述，知识产权保护是维系回溯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在经济落后国家

表现尤为突出。正因知识产权的存在，这些国家在事实上难以获得先进技术。因此，

我们认为，政府应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优先事项，并依据企业在特定领域对新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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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申请，主动购入相关技术专利，并按照经济部门的分类向相关企业以较低价格提

供，从而推动商业性知识转移渠道的建立。然而，若没有一支具备相应专业知识的高

素质劳动力队伍，这一机制将缺乏实际效力。 

若整体教育水平不足以支撑信息开放传播渠道的高效运行，单靠商业性知识转移

渠道是无法实现预期效果的。因此，政府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是建立一套能够为国

家经济提供相应合格人力资源的普及性教育体系，这应涵盖大学教育、职业教育以及

基础教育。中国在经济发展上优于印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印度主要侧重于大学

和职业教育，忽视了普通中等教育的建设；而中国则在推动教育各个层面发展方面不

遗余力（Golichenko 2012，第 118 页）。政府对教育体系的全力关注是成功传播技术

知识的基础（Golichenko 2012）。  

政府对教育体系的持续投入是实现技术知识有效扩散的根本保障（Golichenko 

2012）。为了摆脱技术陷阱，除了发展教育体系之外，政府对科学研究活动的支持也同

样至关重要。因为当一个国家具备自身的知识生产体系时，其在吸收与应用新技术方

面将大大受益（Dement’yev 2006）。 

对回溯经济维持与技术陷阱延续构成最严峻威胁的，是经济的“僵尸化”过程。因为

僵尸企业依赖政府财政支撑而存续，缺乏任何升级其生产或管理技术的动机。进一步

而言，若僵尸化进程持续过长，依赖政府担保获得的银行贷款已不足以维持运营，这

些企业便可能演变为“死亡企业”，整个经济也将陷入“僵尸经济”向“死亡经济”的转化。

尤其当企业的技术基础长期未获更新，其技术便将陈旧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地步，

其生存将完全依赖政府所制造的人工需求。 

 

6.4 关于僵尸化的回溯经济与破产法 

这一情形在根本上违背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根据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资本主义

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迁的形式与方法（Schumpeter 2008，第 82 页）。熊彼特提出了著

名的经济动态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在于“创造性破坏”这一过程，即一种经济突变

机制，它几乎以持续不断的方式，从内部摧毁陈旧的结构，并以新的结构取而代之

（Schumpeter 2008，第 83 页）。 

一个被僵尸化的回溯经济，构成了“创造性破坏”过程中的障碍；若这一障碍无法被

克服，最终将导致整个经济体的技术退化。有一种观点认为，倘若“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在较长时间内陷入停滞，可能引发制度的崩溃，而这种崩溃在本质上等同于一场政治

和军事革命——苏联与塞尔维亚即为其典型例证（Foster, Kaplan 2001，第 294 页）。

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是，不具备生存能力的企业常常获得来自政治和社会上具影响力

群体的积极支持；而代表尚未建立的新兴产业或企业利益的群体却并不存在，正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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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些产业或企业尚未真正成形（Anderson 2004，第 199 页）。换句话说，当缺乏可

持续性的企业拥有游说团体时，那些尚未设立的新产业或企业却根本不可能有相应的

利益代言者。在这种情境下，我们认为，唯一有能力为新产业或企业的设立进行政策

游说的行为主体，只能是政府。  

对僵尸化的回溯企业实施破产程序具有重要意义。诚然，目前尚无统一的破产立

法，而各国破产制度的核心原则在于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一方面是保护债权人利

益，另一方面则是避免对具有可持续性的企业过早清算（Stiglitz 2001，第 3 页）。但

在我们看来，这一原则并未充分反映现代经济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尤其是在经济落后

和贫困国家中。具体问题如下所述。 

对企业的可持续性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估是复杂的，因为它需要对持续经营价值和

清算价值进行比较。如果持续经营价值超过清算价值，企业是可持续经营的。复杂性

主要与持续经营价值的确定有关，这需要对企业的未来收入和支出进行评估，而这并

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这需要制定企业的商业计划和重组计划。企业所有者对这些商

业和充足计划的态度大多是乐观的；债权人对这些计划的看法则更为批判。相比之

下，清算价值的评估相对容易一些，尽管这一过程同样涉及若干复杂任务（如对资产

出售所能带来收入的估算）（Anderson 2004，第 175–176 页）。因此，在企业破产方式

的选择上，决策者通常倾向于选择重组而非清算（White 2001，第 32 页）。结合前文

所述，即在政治和社会上拥有影响力的各方积极维持不可持续性的企业的背景下，不

难看出，僵尸化的回溯企业，乃至极端情况下的僵尸化死亡企业，依然得以留存在市

场之中。 

因此，在我们看来，若要避免回溯经济的僵尸化，或推动“创造性破坏”的发生，破

产立法的核心原则应当作出调整。与其继续强调在保护债权人利益与避免对可持续性

企业进行清算之间的平衡，更应在保护债权人利益与及时清算无生存能力企业之间寻

求平衡（Papava 2017b）。这一做法将有助于改善市场竞争环境——而竞争正是企业产

生创新需求的唯一基础，若缺乏创新需求，“创造性破坏”的进程将根本无从实现。 

当市场摆脱了缺乏可持续性企业时，竞争将迫使企业转向创新。在相关企业家的

要求下（例如，Chedi 2015），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将通过决策支持他们的利益。  

基于国际经验，特别是在贫穷国家，破产企业的可持续性问题应首先通过债权人

和企业所有者之间的直接协议解决，而政府根据破产法的干预应在债权人和所有者无

法达成协议时进行（Anderson 2004, 176–178）。  

值得注意的是，在维持和发展市场中具备生存能力的企业时，单纯依赖破产法并

不合理。破产法固然重要，但它只是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环，必须与其他相关法律共

同作用，才能为市场营造一个健全的法治环境（White 2001，第 43 页）。例如，如果

一个国家除了破产法之外，还设有有关税收债务重组的法规，那么后者实际上可能会

阻碍破产程序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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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结论与建议 

在许多国家，尤其是贫困国家，其经济普遍依赖过时技术。因此，这些国家都具

有回溯经济的特征。促成回溯经济形成的因素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经济的垄断化、

国际领先竞争者的行为（这些竞争者通常不会出售最高质量、最新一代的技术）、教育

水平低下，以及僵尸经济的存在。与当代全球技术成就相比，这些国家在技术上的落

后，成为维持回溯经济的必经阶段，进一步将其推入技术依赖的陷阱之中。 

僵尸化的回溯经济构成了“创造性破坏”过程中的障碍。任何破产制度的核心原则，

通常在于在保护债权人利益与避免对具备生存能力的企业过早清算之间保持平衡。然

而，这一原则并未反映回溯经济的现实问题，因此应当加以调整。  

回溯经济这一现象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根深蒂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必须集中关注

这一威胁，以防止回溯经济的僵尸化——更不用说其转变为死亡经济。  

可以得出结论，为了克服回溯经济，应特别强调政府的经济政策，当然，这一政

策不应是单一的：  

1. 政府必须全力发展教育体系，这不仅包括提升普通中等教育的质量，还包括使

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体系与国际标准接轨。 

2. 政府应将支持科学活动视为改善大学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根据国家的经济发

展潜力，政府应确定优先领域，并资助相关科学团体实施相关研究项目。  

3. 政府应建立商业性知识转移渠道，为此，根据国家的关键经济发展重点，并响

应企业的正式技术申请，主动购买相关技术专利，并按产业领域以优惠价格向

企业供应。 

4. 为了吸引现代技术，政府应向相关企业提供部分银行利息补贴，并提供税收优

惠。  

5. 为推动“创造性破坏”进程，政府应尽最大努力确保市场中不再保留无生存能力

的企业。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国家的破产立法

应基于这样一项基本原则：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必须确保对无生存能力

企业的及时清算。 

6. 建议在处理资不抵债企业的可行性问题时，主要依靠债权人与企业所有者之间

的直接协商解决；政府仅在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方可依据破产法介入

处理。 

7. 此外，政府应致力于营造一个健全的市场法治环境，清除一切妨碍破产法有效

实施的其他法律法规障碍。 

在赋予政府上述职能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以下风险：一旦改革失败，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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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机构薄弱、腐败水平较高的情况下（Dompe 2014），政府所面临的挑战将更加

严峻。因此，亟需高度重视政府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以确保公众与专家能够在政策

制定中实现最大程度的参与。 

注释 

1.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创造性”一词的使用背景略有不同。特别是，基于利用创

意资产潜力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创意经济”概念越来越受欢迎（例如，

Henderson et al. n.d.; Howkins 2013; Koichumanov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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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 7 论追赶效应（全球主要国家危机后经济增长的案例研

究）1 

7.1 导言 

实现稳定经济增长的问题已在多部重要著作中得到深入研究（例如，Acemoglu 

2009；Aghion 和 Howitt 2008；Barro 与 Sala-I-Martin 2004）。 

衡量经济增长时，采用一种或多或少合理、能够进行跨国比较的方法尤为重要。

然而，由于存在所谓的“追赶效应”，这种比较变得十分复杂。第七篇文章的目标即在于

解决“追赶效应”这一问题。是否剔除追赶效应，会对经济增长领先国家的排名产生显著

差异。文中以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2008–2009 年）之后的后危机时期，G20 主要经

济体的经济增长为例，展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及其结果。编著：追赶效应，又称

趋同理论，指贫穷或发展中经济体比人均收入较高的经济体增长更快，并逐渐达到类

似的高人均收入水平。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经济体的人均收入都可能趋同。 

 

7.2 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r）衡量。其计算公式为

实际 GDP 增量（∆Y= Y₁-Y₀，Y₁为报告期实际 GDP，Y₀为基期实际 GDP）除以基期实

际 GDP（Y₀）： 

 

众所周知，在衡量经济增长时，一个重要问题是各国及各地区间指标的比较。问

题的实质在于：由于资本收益递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

国家比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更容易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学中将这一现象称为

追赶效应（catch-up effect）（例如，Mankiw 2004，第 546–547 页）。 

为了说明这种影响，让我们看看 2010-2013 年危机后 20 国集团国家的经济增

 
1 Essay 7 是基于 Papava (2012, 2014, 2016)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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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指标（表 7.1）。 

 

表 7.1 2010-2013 年 20 国集团国家的经济增长指标 

根据表 7.1 所列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数据，危机后时期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中

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同时，意大利和日本出现了经济负增长，法国、英国和美国

的增长率最低。 

 

7.3 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显然，直接比较经济增长指标并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情况，因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水

平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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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剔除追赶效应之后，才能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可比性分析。为

此，需要找到一个系数，使得能够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进行适当调整，从而消除

因发展阶段不同而导致的偏差。 

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是人均 GDP（y），计算公式为 GDP（Y）除以

人口（N）： 

 

人均 GDP 数据如表 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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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G20 国家 2010-2013 年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人均 GDP） 

表 7.2 显示，2013 年美国人均 GDP 是中国的 7.8 倍、印尼的 15.6 倍、印度的 35.4

倍。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美国实现 1%经济增长的难度远超这些国家。 

 

7.4 追赶效应比例覆盖假说  

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假设，以 2013 年美国经济为例，其人均 GDP 是中国经济

的 7.8 倍，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美国要实现与中国相同的经济增长，其

难度是中国的 7.8 倍。这可以用以下假设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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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比例覆盖假说"：若甲国经济发展水平是乙国的 a 倍，则甲国实现同等经

济增长的难度是乙国的 a 倍（Papava 2014, 6）。数学表达为将 i 国人均 GDP（y_i）与 j

国（y_j）之比设为调整系数 a_ij=y_i/y_j。 

我们将这一假设称为追赶效应的比例重叠假说，或简称为比例重叠假说。为了对

其进行数学描述，让我们用第 i 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yi）除以第 j 个国家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yj）： 

 

选择 G20 中人均 GDP 最高的澳大利亚作为基准国（表 7.3），计算得出各国调整后

的经济增长率（r_ij=r_j/a_ij），如表 7.4 所示。例如 2013 年中国 7.7%的实际增长率，经

调整后仅相当于澳大利亚 0.8%的增长率（7.7÷9.9）。  

根据上述假设的本质，aij 被定义为： 第 i 个国家对第 j 个国家赶超效应的比例

重叠系数。简言之，我们称 aij 为比例重叠系数。 

在计算比例重叠系数之前，首先需要选定一个基准国家。鉴于澳大利亚在人均 

GDP 方面在 G20 国家中处于最高水平，因此将其指标作为基准进行基本计算是合理

的（见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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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追赶效应的比例重合系数（澳大利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 20 国集团其他

国家类似指标之比） 

如果第 j 个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为 rj，那么在追赶效应按比例重叠的假设下，与

第 i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对应的第 j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将是 

 

因此，rij 表示第 j 个国家的调整后经济增长率，这一指标可被视为与第 i 个国家

的经济增长水平相对应。简言之，我们称 rij 为第 j 个国家的调整后经济增长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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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反映了调整后的经济增长指标。 

 

表 7.4. 调整后的经济增长率 

表 7.5 反映了这两个指标——经济增长率的实际数据和调整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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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 实际和调整后的经济增长率 

从表 7.5 可以看出，例如在 2013 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 7.7%，而澳大利

亚仅为 2.5%，尽管以人均 GDP 计算，澳大利亚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 9.9 倍。由此推

算，中国 7.7% 的经济增长率相当于澳大利亚的 0.8% 增长水平（7.7 ÷ 9.9）。其他 

G20 国家经类似调整后的经济增长指标也列于表 7.4 和表 7.5 中。 

根据表 7.6，经调整后的 G20 经济增长领先国家是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沙

特阿拉伯，而并非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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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G20 国家按实际和调整后经济增长率的排名 

表 7.6 所列指标的构建原则是选择一个所谓的等值线国家的经济，在我们的例子

中，这个等值线国家就是澳大利亚，它是 20 国集团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

家。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的经济增长指标可用于对其他国家的类似指标进行排序。 

如果不使用单一“基准国家”的指标，而改用一组国家的平均指标作为基准，那么经

济增长率比较的最终结果是否会发生变化，将是一个颇具研究意义的问题。 

 

7.5 结论与不变性定理 

不难证明，无论采用哪一种计算方式——是基于某一单一国家的指标，还是基于

一组国家的平均指标——剔除追赶效应后的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值并不会发生变化。 

如果给定的国家组由 m（i=1,2,...,m）个国家组成，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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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计算如下： 

 

其中，Yi 是第 i 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Ni 是第 i 个国家的人口。 

考虑到（7.3），在各国平均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下，第 j 个国家的赶超效应比例

重合系数（aj）可按公式计算： 

 

如（7.4）所示，在追赶效应比例重叠的假设条件下，第 j 个国家的调整后经济增

长（r*j），即第 j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国家组的经济增长相对应，确定如下： 

 

如果用 r 表示世界经济的增长，那么，考虑到（1），我们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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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分别考虑调整后的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它们是根据特定等值线国家或集团

平均值计算的。 

将（7.3）代入（7.4） 

 

根据（7.8），与第 i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对应的第 j 个国家的调整后经济增长与

第 i 个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之间的比率如下： 

 

同样，将（7.6）分别代入（7.7）中的第 j 个国家和第 i 个国家，我们可以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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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7.10）和（7.11），即第 j 个国家和第 i 个国家的调整后经济增长率与国家

组经济增长率之比等于： 

 

比较（7.9）和（7.12）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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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7.13），我们可以提出所谓的不变性定理（Papava，2012、2014、2016）： 

剔除追赶效应影响后的经济增长率比值在两种情况下是一致的：无论用于计算追

赶效应比例重叠系数的经济增长率和发展水平指标来自该组国家中的某一个具体国

家，还是来自该组国家的平均值，结果都相同。其原因在于，这一组的平均值是一个

常数，因此，剔除追赶效应后的经济增长率比值并不依赖于用于计算比例重叠系数的

基准经济增长率和发展水平指标的选择。 

注释 

1. G20 成员包含国家和欧盟实体，本章仅研究 19 个国家  

2. 关于 GDP 作为经济总量衡量指标的争议参见（如 Coyle 2014; Fleurbaey 2009; 

Stiglitz et al. 2010）  

3. 跨国比较通常使用美元计价的 GDP 数据  

4. 数据来源参见 WB 2023a, 20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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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 8 追赶与追赶效应：后共产主义欧洲的经济增长1 

8.1 导言 

一个国家选择实施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一挑战主要存在于

那些将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而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作为主要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中。

对于欧盟的一些相对新成员国而言，这一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包括保加利

亚、捷克、克罗地亚、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

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根据现有术语，这些国家在地理上通常被统称为中东欧国家。

然而，就本研究而言，它们的地理位置并不如其经济（以及整体社会与政治）背景重

要，尤其是其经济历史（即计划经济时期及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 

为了扩大欧盟与欧洲后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比较范围，本研究还包括六个东部伙

伴关系（EP）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

兰，这些国家也是后共产主义国家。 

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与东欧伙伴国具有共同的经济（并不仅仅是经济）历史。

更具体地说，这些国家（以及所有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都曾实行计划经济。另一方

面，在共产主义体制及计划经济崩溃之后，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不得不面对一个

严峻现实：其大部分企业（尤其是制造业）无法生产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因此，这些

国家形成了所谓的“僵尸经济”（Papava 2002），其存在主要依赖政府对“死亡企业”的支

持（见第四篇文章）。 

需要注意的是，在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前苏联成员国中，投资主要集中在

进口旧技术和过时的技术 (并且这种趋势仍在继续 ), 而不是高科技和尖端技术，从而

促使这些国家整体技术的落后。因此，形成了一个回溯经济（Papava 2017a，

2017b）。 

分析表明，EP 国家的经济增长性质在许多方面与前苏联国家的经济增长性质不同

（e.g., Incaltarau et al. 2022）。 

对于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及整个欧盟而言，其发展特点在于向基于知识经济的

创新型发展模式转型（Berulava, Gogokhia 2016；Burduli 和 Abesadze 2017），这一方

向正是《里斯本战略》（Copeland, Papadimitriou 编，2012）所提出的目标。在这一意

义上，探讨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对东欧伙伴国家的借鉴价值，具有重要意

义。 

第八篇文章的目的在于分析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所采用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探讨

 
1 Essay 8 是基于 Papava (2018a, 2018b, 2018c, 2018d, 2020)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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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模式在东欧伙伴国家的适用性（若适用的话）。此外，我们还将尝试找出具有非共

产主义历史的欧盟成员国与具有共产主义历史的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量化差

异（Papava 2018a, 2018c, 2018d, 2020）。 

 

8.2 关于经济增长模型 

在经济学领域中，存在多种经济增长模型（Acemoglu 2009；Barro 和 Sala-i-

Martin 2004；Hudson 2015；Weil 2005）。根据一种较新的分类方法，经济增长可以分

为三种不同类型（Hudson 2015，第 34–35 页）： 

1. 前沿型增长”（Frontier growth）的特征是：国家能够基于新技术创造出质上全

新的产品与生产方式（例如美国）。需要指出的是，“前沿型”一词有时也可用 

“领先增长”（forging ahead，Abramovitz） 或 “超越型增长”（getting ahead，

Gottinger 2005） 来表示。 

2. “依附型增长”（Coattail growth）的特征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石油或

食品等初级产品的出口，经济发展主要受这些产品供给的驱动。 

3. “追赶型增长”（Catch-up growth）的特征是：这些国家依靠现有技术，并以最

低成本进行生产，从而能够将产品出口到高收入国家。 

对于上述“追赶型增长”的定义并不容易完全认同，因为现有技术可能完全不包括前沿技

术；而在缺乏前沿技术的情况下，不可能追上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Matthews 

2006，第 314 页）。韩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Kim 1997）。因此，所谓“追

赶”不应仅仅意味着依赖现有技术实现增长，还必须包含对前沿技术的采用

（Abramovitz 1986；Matthews 2006）。 

众所周知，追赶本身有助于经济发达的国家与经济仍处于发展中的国家之间的融

合(Korotayev 等人，2011 年；Lim 和 McAleer，2004 年）。 

追赶型增长模式的目标，是使相对经济落后的国家能够赶上位居前列的发达国

家。该模式的核心在于为本国发展寻找所需资源，其中，教育体系的根本性改善以及

科学与工程研究的推动尤为重要（Åslund, Djankov 2017，第 143–145 页）。只有这

样，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使其能够成功引进并运用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并积

极参与这些技术的创造过程。 

基于追赶型增长模式，这些国家会重点发展能够创造较高附加值的经济部门，并

通过这些部门的产品扩大出口，从而推动整体经济发展。 

“落后型增长”模式（Abramovitz 1986；Dunford 和 Smith 2000；Gottinger 

2005；Kim 2007；Nassif 等 2013；Record 等 2018；Stokey 2012）与“追赶型增长”

模式有根本区别：它导致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化（差距扩大），而非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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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差距缩小）。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产品的生产占据主导地位时，其经

济发展往往呈现出落后型趋势（Nassif 等，2013）。众所周知，经济的去工业化

（Rowthorn 和 Wells 1987）会导致追赶进程放缓，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甚至可能

使经济转向落后型增长模式（Palma 2005；Rowthorn 和 Ramaswamy 1999）。 

落后型增长模式必须与前述的依附型增长模式加以区分：前者的经济增长主要依

赖于对现有的、非前沿技术的最大化利用；而后者的经济增长则依靠石油产品和/或食

品的出口。从理论上讲，落后型增长模式与依附型增长模式完全可能在同一经济体内

并存。 

要从落后型增长模式转向追赶型增长模式，人力资源至关重要。更具体地说，这

些关键人才必须成为推动追赶过程的核心力量。通常，他们应当在以尖端技术为基础

的发达国家接受教育（Kim 2007）。他们在建设和发展本国教育与科研体系中的作用至

关重要，使得国家能够依靠自身资源实现向追赶型增长模式的转变。 

 

8.3 从“新组合”和“创造性破坏”到“组合增强” 

约瑟夫·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对经济发展的解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经

济增长模式。更具体而言，熊彼特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实现“新组合”的过程

（Schumpeter 2012，第 139 页）。这意味着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采用新的生产手

段、开拓新的市场与原材料供应来源，以及对产业进行新的组织形式（Schumpeter 

2012，第 66 页）。 

乍一看，人们会认为实施一项创新只需重新分配资源以利于创新者。然而，现实

情况要复杂得多。熊彼特指出，新组合通常是与旧组合并存的（Schumpeter 1987，第

219 页），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观点与熊彼特在其另一本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

中提出的经济动态理论相矛盾。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创造性破坏”过程，即

一种几乎不断从内部摧毁旧结构并创造新结构的经济变革过程（Schumpeter 2008, 

83)。这种矛盾的本质在于，根据创造性破坏理论，新的组合只能取代旧的组合。然

而，在上述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并未排除在旧组合存在的情况下，新的组合使用

主要为新资源而非旧组合已使用的资源时，仍能产生新的组合的可能性（Tatarkin et al. 

2017, 7–8）。 

通常而言，事实往往介于两者之间，而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特征在于：新的组合

与创造性破坏是在同一经济空间内发生的，它们并行存在并彼此共存。这种情况的出

现，是因为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组合被新的组合所取代，而另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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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组合则依然存在，并未被直接替代，而是与新组合并行共存。 

在现代社会，诸如太空探索、核工业和电子产业等新兴经济部门成功运行的同

时，旧有组合所使用的许多资源对于这些新兴领域而言甚至毫无用处（Sukharev 

2013，第 9 页）。 

显然，鉴于现实的经济状况，旧技术与新技术的并存并非罕见，即它们往往在同

一时间同时存在。通常，这种新旧技术的并存还源于它们分布在一个国家经济的不同

部门（或子部门）之中。这主要是由于生产资料本身在技术与工艺上的差异，使得其

所承载的内容存在显著不同，从而导致不同部门使用不同的生产手段。 

应当指出，根据国际经验，经济危机会阻碍技术和技术的发展（Sukharev 2013, 

2），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在经济危机中都受到最严重的打击（Sukharev 

2013, 6）。因此，我们确实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并确保危机后的

经济增长，必须对旧有组合给予特别关注（Sukharev 2013，第 9 页）。这并不令人意

外，因为在经济危机条件下，用于实施新组合所需的资源要受更多限制。结果是在这

种情况下，新组合的实施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至少也将面临极大的困难。 

“组合增强”这一概念也应被视为对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延续。根据该理论，所谓

组合增强，是指一种新的组合形式，它不需要从旧有组合中获取资源，因为其基础是

本质上全新的资源（Sukharev 2013，第 9 页；2014）。 

推动“组合增强”的过程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创造性破坏”；相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新的组合必须取代旧有组合。因此，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推动以新技术取代旧

技术的过程——即“创造性破坏”——并结合对“组合增强”的激励，应当成为促进经济发

展的重要手段。 

如果我们采纳《经济变迁的进化理论》（Nelson，Winter 1982）的建议，政府的经

济政策应当一方面促进“组合增强”过程，另一方面创造一个不人为阻碍“创造性破坏”过

程的环境，以推动经济发展。为实现后者，政府必须采取积极且复杂的措施，包括：

提高教育体系的质量、通过财政手段刺激创新技术、完善破产法律规范等（Papava 

2017b）。 

值得注意的是，从理论上讲，实现赶超最快的途径是通过熊彼特所提出的“创造性

破坏”过程；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阻力往往来自旧有组合背后的力量，尤其是

支持它们的政治势力。 

在“组合增强”的情形下，这种阻力相对较弱，因为新旧组合可以在一个国家经济的

不同部门（或子部门）中并行存在。而对于这些旧组合的“创造性破坏”，政府推动“组

合增强”过程尤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实现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这种增长

本身也将有助于克服基于旧组合而形成的“技术陷阱”（Balatskiy 2012，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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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需要回忆一下“技术陷阱”的定义：即企业在明明有机会采

用更新、更现代技术的情况下，仍偏向选择较旧、效率更低的技术（Balatskiy 2003）。

这种技术陷阱的形成，源于企业倾向于优先解决短期任务而非长期任务。而短期利益

凌驾于长期利益之上的现象，大多由政治、法律和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所致

（Balatskiy 2012）。要想摆脱技术陷阱，必须采取一系列复杂措施。首先，政府必须推

动社会形成经济乐观情绪（Balatskiy 2010）。乐观者在习惯接受高风险的前提下，倾向

于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悲观者则在确保一定收益的条件下尽量降低风险（Keselman、

Matskevich 1998）。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本身有助于提升经济乐观

预期。 

在那些由于政治、法律和宏观经济不稳定而使企业倾向于优先解决短期任务、忽

视长期目标的国家，培育经济乐观情绪显得尤为重要（Balatskiy 2012）。这表明，政府

推动“组合增强”过程对这些国家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8.4 创新的国家体系与极度落后 

当今普遍的观点认为，后共产主义国家已经彻底摆脱了其共产主义历史遗产中最

棘手的部分——即“死亡经济”，而“回溯经济”仍是其经济的主要驱动力。然而，这些国

家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如此简单。 

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加入欧盟前准备阶段的显著影响。具体而言，近十年

来，它们有目的地对各自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着力于降低企业开支，并在生产过程

中实现质量上的更新，以符合欧洲及国际质量评估标准（ISO，国际标准化组织）

（Vlaskin、Lenchuk 2005，第 66 页）。其结果是，“死亡经济”已不再是欧盟后共产主义

国家的主要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欧盟中大多数后共产主义成员国（当时也是华沙条约组织成

员，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除外）拥有相当比重的科研体系，主要集中在满足军工综

合体的需求上。在讨论这些国家的初始创新潜力时，必须首先考虑其拥有大量高素质

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长期参与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作（Abukhovich 2011）。正

因如此，这些国家早在加入欧盟之前，就已经对跨国公司极具吸引力，尤其是在航空

航天与电子制造、通信及其设备生产，以及化学与制药等领域（Vlaskin、Lenchuk 

2005，第 66 页）。 

这一点尤须强调，因为在加入欧盟之前，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受制于自身的对外

国界，其规模相对较小。一般而言，国内市场的规模越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投资于实体经济部门的吸引力就越低。此外，除了国内市场规模有限这一特点

外，这些后共产主义国家还与欧盟直接接壤，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提升了其对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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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的吸引力（Shah 2002，第 6 页）。基于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预期，认为

只要融入欧盟这一庞大的经济空间，就足以使新加入成员国实现“追赶型”增长模式，这

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Dunford、Smith 2000，第 192 页）。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高素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其工资水平低于西欧同行，并且

名义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明显有利于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正是这些国家初始

创新潜力所带来的投资吸引力，抵消了其国内市场规模相对较小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这一因素使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主要成为生产型国家，而非消费型国家。 

在这些成员国（尤其是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尤其是匈牙利），西欧资本

在其经济中的参与具有重要意义（Vlaskin、Lenchuk 2005，第 69 页）。另一方面，这

些资本主要是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吸引进来的，而相关的税收优惠也促进了这一

进程。因此，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实现了或多或少稳定的经济增长，并扩大了其出

口潜力。但是，我们无法说这些国家成功建立了自身的创新型国家体系，因为其从前

计划经济继承下来的创新潜力几乎被跨国公司完全“耗尽”，而且这种消耗是出于跨国公

司自身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Vlaskin、Lenchuk 2005，第 66 页）。 

在跨国公司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几乎没有（或者说仅

剩极少）资源来发展自身的国家创新体系。因此，这些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完全依赖

于包括西欧在内的发达国家（Vlaskin、Lenchuk 2005，第 66 页）。在资源有限的情况

下，创新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极低，这一点从美国的经验中可见一斑——美国创新活动

的失败率估计高达 90%（Mikul’skiy 主编 2002，第 82 页）。从创新能力来看，欧盟已

经落后于美国和部分亚洲地区（Åslund、Djankov 2017，第 133–135 页）。不过，如今

欧盟（尤其是卢森堡、瑞典、芬兰、德国、丹麦和荷兰）仍然具备追赶的实际潜力

（Åslund、Djankov 2017，第 135 页）。 

由于一些西欧国家推动了“组合增强”进程，这些国家明确将重点放在发展基于前沿

技术的企业上，并将传统制造业——即基于所谓“旧技术”的产业——转移至欧盟的后共

产主义成员国（以及部分西欧国家）。换句话说，如果在单一国家内部，“组合增强”过

程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新旧组合在不同行业或子行业中的并存，那么在欧盟单一经济区

的情境下，旧有组合主要被转移至后共产主义成员国，而一些西欧成员国则优先发展

前沿技术。 

因此，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所开展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来自西方及部分亚洲

国家技术的适应性改造。这一现象反过来又加剧了少数仍留在这些国家的高素质科学

家和工程师的流失，他们纷纷前往西欧成员国、美国及发达的亚洲国家寻求更高的报

酬。此外，为了更好地适应其他国家创造的技术，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越来越依赖

于从这些国家进口一些原材料、机械和技术。 

综合考虑所有这些因素，可以推断出后共产主义（但不仅仅是后共产主义）国家

的经济中明显存在回溯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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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在创新型国家体系建设方面发展薄弱

（Vlaskin，Lenchuk 2005），因此，这些国家的特征并非体现在“追赶”，而更多表现为

“落后”，其经济发展在技术层面明显落后于美国、部分亚洲国家以及一些西欧国家的经

济发展水平。为推动这些欧盟成员国实现“追赶”，建立欧盟创新产品单一市场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Åslund、Djankov 2017，第 139–141 页）。 

在上述各种类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几乎没有一种在“东部伙伴关系”（EP）国家

中得到体现，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明显原始、落后的发展规划。不幸的是，长期贫困

以及出口潜力发展的缺失，是 EP 国家经济的典型特征。 

EP 国家所呈现的经济增长类型，可以说是极端落后的（Papava 2018b）。遗憾的

是，这些国家几乎不存在国家创新体系（即便存在，也处于极其初级的萌芽状态），不

仅难以使用创新技术，甚至连模仿——即对现有技术的复制与应用——都几乎无法实

现。 

综合以上情况，EP 国家必须制定战略，使其能够从“极端落后”逐步迈向“追赶”，即

便这意味着需要经历一个“落后”作为过渡阶段的过程。 

 

8.5 关于追赶效应问题 

为了对经济增长指标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估，我们将使用世界银行在全球金融与经

济危机爆发前及与该时点相距最远时期的数据。具体而言，分析将针对 2006 年和

2016 年进行。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尽可能排除了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对研究对象国家

经济增长的影响。还需指出的是，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以国际元计算，并

考虑了购买力平价（PPP）因素。 

如第 7 章第 7 节所述，指标(r)用于衡量经济增长，它表示实际 GDP 变化率（即报

告期（Y1）的 GDP 与基期（Y0）的 GDP 之差或∆Y=Y 1-Y 0）与实际基期 GDP 的比

率： 

 

这个指标被经济学家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并观察该指标随时间的变

化。使用这些指标，无法比较两个或多个国家。具体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本

回报递减，以及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可能实现比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见论文 7）。这一事实被称为追赶效应（Mank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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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546–547）。 

如果我们考虑欧盟后共产主义成员国以及欧洲议会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率（WB 

2023a），很容易注意到，在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尤其是在 2006 年全球危机之前，它们

的经济增长明显高于欧盟（见表 8.1)。 

表 8.1 2006 年和 2016 年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和欧洲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

发展指标 

 

单纯基于表 8.1 的数据，并考虑“追赶效应”，我们几乎无法明确判断哪些国家的经

济增长属于相对于欧盟经济增长的“追赶型增长”，哪些属于“依附型增长”，以及哪些处

于“落后型增长”。例如，阿塞拜疆在 2006 年实现了 34.5%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但这一

事实并不意味着阿塞拜疆就必然属于“前沿型增长”。。 

表 8.1 中所列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不同，例如，后共产主义国家过去（有时

现在也是如此）背负着“死亡经济”(Papava 2002）（见论文 4）。因此，由于这些后共产

主义国家起步较晚（这源于它们的发展水平），它们更容易通过追赶效应实现高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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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而非后共产主义国家则不然。 

经济发展水平通常通过人均 GDP 来评估。很明显，如果我们把欧盟成员国和非欧

盟成员国进行比较，这个指标会有很大不同（见表 8.1)（WB 2023b）。 

因此，为了能够比较经济发展起点不同的国家的经济增长指标，有必要排除追赶

效应，例如，可以通过使用基于比例重叠假设的方法来实现(Papava 2012,2014）（参见

论文 7 的第 7.4 节）。 

如果我们用 N 表示一个国家的人口，那么人均 GDP(y)将是： 

 

根据追赶效应比例重叠假设的本质，追赶效应的比例重叠系数 aij 显示了国家 i

（yi）的人均 GDP 比国家 j（yj）的同一指标高出多少倍： 

 

乍一看，最好选择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在我们的情况下是卢森堡）作为 i 国

（或暂时称为基准国），这使得该国更难实现高水平的经济增长。需要注意的是，也可

以选择其他任何国家的相关指标作为基准国，因为最终结果的比例（即调整后的经济

增长指标）不会因不变性定理而改变(Papava 2016）（参见论文 7 的 7.5 部分）。 

鉴于本研究的目标，选择欧盟的人均 GDP(y)作为基准指标是合乎逻辑的。这样可

以让我们比较欧盟后共产主义成员国以及欧洲议会成员国与欧盟自身的经济增长及其

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为了实现本研究的目标，比例重叠系数（aj）将被采用。 

 

这些系数见表 8.2。该表中给出的参数显示了欧盟人均 GDP 与各个国家相应指标

相比是高还是低多少倍。 



 

105 

 

表 8.2 追赶效应的相对重叠系数（欧盟人均 GDP 与各国人均指标的比值） 

 

考虑到国家 j 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 rj，而欧盟与国家 j 的经济发展水平之比为 aj，

则可以得出，考虑到追赶效应的比例重叠假设，国家 j 的调整后经济增长率（r*j）将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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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r*j 并不显示国家 j 的实际经济增长，而是显示其调整后的指标，考虑

了欧盟与国家 j 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调整后的经济增长数据见表 8.3。 

 

表 8.3 调整后的经济增长数据 

如果将表 8.3 中调整后的经济增长数据与表 8.1 中的实际经济增长数据进行比较，

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 

根据调整后的经济增长指标，为了清晰地想象欧盟、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和欧洲

议会成员国之间的数量差异，建议以图表形式展示这些指标。为此，需要将每个国家

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欧盟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排名。为此，我们将用各自欧盟指标（β

j）除以各国的人均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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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指标见表 8.4。 

 

表 8.4 各国人均 GDP 与欧盟同一指标的比率 

为了在图表中表示各国调整后的经济增长数据及其经济发展水平，我们将以各国

的人均 GDP 与欧盟βj 的同一指标之比作为横轴，以基于经济增长比例重叠假设（r*j）

调整后的数据作为纵轴。在下面展示的每张图表中，横轴上的 1.0 对应于欧盟的人均

GDP，根据这一标准，所有国家的相同指标进行排名。对于 2006 年的图表，我们在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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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上看到的是欧盟的经济增长率（3.3），而对于 2016 年则为（1.9）（见表 8.1 和 8.3)。 

在排除了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图 8.1 和 8.2)以及欧洲议会成员国（图 8.3 和 8.4)

的追赶效应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 

 

图 8.1 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调整经济增长率及其与欧盟 2006 年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 

 

图 8.2 欧盟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调整经济增长率及其与欧盟 2006 年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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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2006 年 EP 国家的调整后经济增长及其与欧盟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图 8.4 2016 年 EP 国家的调整后经济增长及其与欧盟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图 8.1 和 8.2 清楚地表明，在十年的时间跨度内，即 2006 年和 2016 年，只有斯

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这三个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欧盟成员国实现了明确且

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其他国家则没有表现出这种稳定性，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经济

增长指标明显落后。 

要判断上述国家属于何种类型的经济增长，仅仅排除“追赶效应”是不够的；必须采

用一整套指标体系（UNIDO 2005）。此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跨度，以便更清晰地揭

示经济增长趋势。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一时间段内，应排除全球性或区域性经济危机

时期的数据，以避免危机扭曲所研究的经济增长类型的真实图景。在这方面，欧洲议

会成员国的调整后的经济增长指标更令人担忧（见图 8.3 和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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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和 2016 年，EP 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严重落后于欧盟指标。即便在排除

2006 年的“追赶效应”之后，只有阿塞拜疆因其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被单独列出；然

而，这并不意味着该国可被归类为“追赶型”增长。考虑到阿塞拜疆的经济高度依赖石油

和天然气的生产与出口——而 2006 年在这方面又是一个特殊年份（Papava et al. 

2009，第 50 页）——不可否认，该国的经济增长类型应属于“依附型增长”。随后，国

际市场油价的下跌对阿塞拜疆经济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冲击，这也是其在 2016 年出现经

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明确得出结论：EP 国家根本不具备“追赶型”增长特征，其经济增长类型要么

是“落后型”（甚至可能是“极端落后型”），要么是“依附型增长”。要区分各国具体属于哪

一类型，就必须对其各自经济的主要特征进行深入研究。 

 

8.6 结论 

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以及欧盟整体——正在参与《里斯本战略》的实施，

该战略旨在建设“知识型经济”。在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过程中，“追赶型”发展尤为重

要，因为它能够促进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趋同。 

相反，“落后型”发展会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因为在这种模式

下，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产品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从实践经验来看，一个国

家的经济中往往同时存在现代技术与旧有技术，它们分布在不同的部门或子部门之

中。 

若结合当代现实来看，“组合增强”概念可视为对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延续与拓

展。 

近十年的欧盟入盟准备对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被用

来重组各国经济，以降低生产成本并在质量上改革生产过程。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

欧盟便开始投资于其边境或邻近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具体而言，这些国家的高素质科

学家和工程师所需的工资水平相对低于西欧，对跨国公司具有吸引力。通过这种方

式，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得以实现或多或少稳定的经济增长，并扩大其出口潜力。

然而，这些国家未能建立起自身的国家创新体系，因为跨国公司将这些国家从计划经

济继承来的创新潜力完全按照其自身利益加以消耗。 

在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中，“组合增强”过程呈现出一种特殊形式，即新旧技术在

不同行业或子行业中并存，并且在地理空间上存在分离。新技术主要集中在一些西欧

及其他发达国家，而旧技术则大多保留在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 

其结果是，这些后共产主义国家对进口，尤其是从一些西欧国家（以及更广泛的

发达国家）进口机械设备的依赖日益增加。显然，这些国家的经济已成为维系回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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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并通过这种方式实施“组合增强”过程的理想试验场。 

对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而言，其经济发展更具“落后型”特征，而非“追赶型”。这

一结果源于这些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发展薄弱这一不幸现实。 

在对拥有共产主义历史的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差异进行定量评估时，排除“追赶效

应”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可以采用基于比例重叠假设的方法。在排除追赶效应后，欧

盟后共产主义国家中经济增长最具潜力的包括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遗

憾的是，EP 国家的经济增长类型并不理想，其典型特征是落后型（更准确地说是极端

落后型）和依附型增长。 

要更精确地研究各国的经济增长类型，在排除追赶效应后，有必要采用一套专门

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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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 9 修正通货膨胀指标与复合通胀目标制（与 Vakhtang 

Charaia 合著）1 

9.1 导言 

货币政策相关问题在现代经济学中属于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2008-2009 年全球

金融危机后，这些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如 Arestis 2017; Stark 2011; Stiglitz et al. 

2010）。 

目前，通胀目标制（IT）是最常见的货币政策方法之一（IMF 2022）。已有大量著

作致力于总结采用通胀目标制国家的经验（如 Sinelnikova Muryleva, Grebenkina 

2019）。后共产主义国家（如 Golovnin 2017）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如 Brito, Bystedt 

2010）的经验尤其令人关注。 

考虑到通胀目标制，许多研究者专注于研究汇率与通胀目标制之间的关系（如

Cabral et al. 2016; Edwards 2006）。这个问题之所以特别引人关注，是因为通胀目标制

的前身是基于"货币锚"或"汇率锚"的货币政策体系。 

在以通胀目标制（IT）为基础实施货币政策的国家中，有些国家将其与汇率调控

相结合。 

例如，捷克共和国在坚持通胀目标制的同时，还对本国货币设定汇率上限。这种

做法形成了所谓的“双重目标”——即同时针对通货膨胀率和汇率进行调控（Golovnin 

2017，第 81 页）。这种不仅针对通胀，同时也将汇率作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模式被称为

混合型通胀目标制（HIT）（Kartaev 2017，第 70 页）。目前，各种通胀目标制的变体正

在被研究，同时也在探索其可能的替代方案（例如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目标制）

（Bernanke 2022，第 344–354 页）。 

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而言，通用的通胀指标并不总能准确反映其最紧迫的社

会与经济问题。 

这一问题不仅与通胀目标制（IT）相关，而且有着更深层的根源及同等重要的影

响。特别是在贫困国家，其首要问题往往是食品价格上涨，而非整个消费者价格篮子

（例如 Chorafas 2011；Suryanarayana 2008）。对这些国家而言，药品、医疗服务和

公共事业价格的变化同样至关重要。同时，在贸易逆差国家，进口商品的价格具有重

要意义。基于这一点，通过对通胀指标进行改进以“增强”其适用性是合理的（例如 

 
1 Essay 9 是基于 Charaia, Papava (2017a, 2017b, 2017c, 2018, 2022, 2023)和 Papava, Charaia (2019)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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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ia、Papava 2018），这些改进后的指标甚至可用于通胀目标制体系中（Charaia、

Papava 2017c）。第九篇文章的目的正是探讨在通胀目标制中使用多种修正型通胀指标

的问题，从而“扩展”该体系的适用范围。 

 

9.2 关于通胀目标制及其部分弱点 

世界上第一个转向通胀目标制货币政策的国家是新西兰，该国自 1967 年以来的二

十多年里一直存在高通胀，平均通胀率为 15%，最高达到 20%（如 Sherwin 1997, 

261）。1984 年，新西兰央行决定放弃国际公认的货币总量优先原则，建立了对通胀最

高水平的控制。结果，货币政策转向了通胀目标制（如 Archer 2000; Bernanke et al. 

1998, 86-114; Bollard, Karagedikli 2006; Brash 2002; Fischer, Orr 1994）。加拿大、英

国、芬兰、瑞典、澳大利亚和西班牙随后效仿了这一例子（Debelle et al. 1998）。采用

通胀目标制货币政策的国家的数量增长显著；到 2006 年，这类国家达到 25 个

（Mishkin, Schmidt-Hebbel 2006, 1），到 2022 年达到 74 个（CBN 2022）。 

在与通胀目标制（IT）相关的研究议题中，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为突出（如 

Ayres 等 2014；Barro 1995；Burdekin 等 2004；Kartaev 等 2016；Mollick 等 

2011）。根据加拿大央行的说法，通胀目标制有助于该国经济的稳定增长（BC 2006）。

然而，对多年研究经验的总结并未给出明确结论。早期文献未能确认通胀目标制对经

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但近年来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一作用确实存在，不过表现出

约三年的滞后效应（Kartaev 2017，第 64–65 页）。 

大量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通胀目标制（IT）都有助于

维持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如 Mishkin、Schmidt-Hebbel 2006；Vega、

Winkelried 2005，第 153–175 页）。撇开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如 Newman 2023）不

谈，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文献，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了针对通胀目标制的合理“指控”，这

些质疑主要源于其内在弱点（如 Shughart II 2023）。 

具体而言，哈佛大学教授、比尔·克林顿总统经济委员会成员杰弗里·弗兰克尔指

出，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货币危机中，通胀目标制（IT）被证明是一种实现通胀水平

相对稳定的有效机制。然而，当通胀目标制“失效”时，各国央行却无法确定新的货币政

策目标，以保障公众的稳定感（Frankel 2012）。 

促进各国央行合作以便利国际金融结算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也反对使用通胀目

标制（IT），因为它往往与金融稳定目标相冲突（Jones 2016；Tovar 主编 2010）。除

了这些弱点外，还应指出，通胀目标制并未将金融周期纳入考虑范围，其结果是容易

导致过度扩张且具有非对称性的货币政策（Weber 2015）。 

支持通胀目标制（IT）的基本论点通常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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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它被认为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然而，这一说法也受到了批评。实际上，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许多存在一定经济问题的国家通胀水平就已呈下降趋势。这其中的主

要功劳并非源于通胀目标制，而是源于全球化以及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Weber 

2015）。正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副主席（2018–2020 年）理查德·克拉里达所指出

的，疫情后的时期显示出通胀目标制（IT）的失效迹象（Clarida 2023）。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通胀目标制（IT）至少在发展中国

家必须被放弃，因为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往往无法有效控制通货膨胀，而这种通胀很

大程度上是“输入型”的（Stiglitz 2008）。 

在我们看来，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问题可以推广到更普遍的情形。关键在于通货膨

胀的成因。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通货膨胀的成因通常有两类：其一是总需求的增

加，其二是生产成本的上升。由此，通货膨胀可分为两种类型：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例如 McConnell、Brue 2008，第 147–149 页）。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是由过度需求引起的，即当总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时，价格开

始上涨。这种通胀常被形象地描述为“过多的支出追逐过少的商品”（McConnell、Brue 

2008，第 147 页）。众所周知，中央银行拥有多种有效工具来影响货币供给，因此在实

际操作中，需求拉动型通胀是可以被抑制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情况则更加复

杂，因为生产成本上升可能导致总供给减少，从而推动价格上涨。 

通过生产成本上升导致总供给减少的机制相对简单。具体而言，由于生产成本上

升，企业为了维持既有利润水平会试图提高产品价格，而市场对此可能出现两种反

应： 

1. 如果市场"接受"提高的价格，就会出现通胀上升。 

2. 如果市场"拒绝"更高的价格，企业被迫通过减少获得的利润来降低这些价格，

这可能会迫使企业"退出"市场，导致供给减少和价格上涨。在这种情况下，通

胀率将会上升。 

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来源可能是工资上涨（例如由于工会的适当压力）或原材料和

能源价格上涨（McConnell, Brue 2008, 149）。 

必须承认，中央银行实际上并没有有效手段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在实践

中，它们仍然沿用应对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相同工具。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在理

解中央银行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胀的能力方面一直存在严重问题（Galbraith 2023a, 

2023b）。 

当不同类型的原材料和能源是进口的，并且它们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上涨时，就

会出现输入型通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所谓输入型通胀的原因是本币贬值；结果，进

口商品的价格自然上涨。如果市场"拒绝"这些上涨的价格，进口商必须要么减少获得的

利润，要么减少进口，这将导致相应的供给减少；结果，价格将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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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情形下，中央银行拥有适当的工具加以抑制。 

但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背景下——除非这些成本上升直接由本国货币贬值引

起——中央银行几乎没有有效的手段去影响工会行为或进口原材料与能源价格上涨。

至于由本币贬值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坚持通胀目标制并因此自愿放弃汇率调控的

中央银行将无法影响通胀的降低。换句话说，输入型通胀——无论是由于原材料和能

源国际价格上涨还是通胀目标制系统中本币贬值引起的——仍然超出中央银行的调控

范围。 

 

9.3 关于修正的通胀指标 

遗憾的是，贫困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仍未得到解决（例如 CWUS 2022；Roser 

2021；Sachs 2005；WB 2022）。可以理解的是，用于传统通货膨胀测算的消费者物价

篮子平均价格水平的变化，对世界上贫困人口而言往往意义不大，因为他们面临的主

要问题是食品价格上涨，以及医疗服务和公共事业价格上升。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相对贫困群体所面临的价格变化水平，研究人员提出了农业通

胀指标（agflation），用于衡量农产品平均价格的上涨。该指标的提出与 2006—2007

年水果、鸡蛋、谷物及其他商品价格的显著上涨有关（Chorafas 2011，第 139 页）。农

业通胀指标主要用于发展中、相对贫困的国家，这些国家在特定时期往往经历基本食

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印度）（Suryanarayana 2008）。 

在经济欠发达国家，食品通常占据居民消费篮子的至少一半，这凸显了农业通胀

指标（agflation）的重要性（例如 Charaia、Papava 2018）。然而，农业通胀并非仅存

在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一些新的欧盟成员国也面临农业通胀问题，包括东欧的十

个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

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IMF 2008）。农产品价格上涨在欧盟内部也并不少

见。 

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除了食品价格外，药品、医疗服务以及公共事业费用（如

水、电、排污、天然气及其他供暖方式）的价格尤为重要。为了全面衡量这些产品和

服务的价格变化，研究者提出了一个统计指标：munflation（Charaia、Papava 2017a, 

2017b, 2017c, 2022, 2023）。该术语来源于英语单词 medication（药品）、utilities（公

用事业） 和 nutrition（营养/食品）的首字母组合。 

为了计算 munflation 指标，需要从消费者物价篮子中选取适当的产品和服务组

别，包括医疗服务、公共事业和食品。与此同时，这三类产品和服务还需进行一定的

调整：在“食品与非酒精饮料”子类中，应剔除柠檬水和软饮料，因为这些饮品通常并非

贫困群体的消费品；在“公共事业”组中，应去掉建筑材料，因为低收入人群一般不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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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物品。 

在那些进口额超过（有时甚至数倍于）出口额的国家，显然应使用传统通胀指

标，并重点基于消费者篮子中完全由进口商品和服务构成的部分来计算价格水平的动

态变化。对于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进口价格水平的变化至关重要。 

同样重要的是，要同时考虑进口商品的平均价格以及本国货币的汇率变化（例如 

Jabara 2009），因为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的标价是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国内消费者而

言，关键是这些商品在本币计价下的成本。至于这些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是进口价格

本身的上升，还是本币贬值，抑或二者共同作用，则需要专业人士进行研究。能够同

时反映进口价格平均变化水平和本国货币汇率变化的指标被称为 imflation（Charaia, 

Papava 2017a, 2017b, 2017c, 2022, 2023），该词由“import（进口）”和“inflation（通货

膨胀）”组合而成。我们建议按以下方式计算 imflation 指标： 

 

𝐼𝑡
𝑚 =

𝐸𝑡
𝐸𝑡−1

𝑃𝑡
𝑚, 

其中：Itm 是 t 期的 imflation 指数；Et 是 t 期本币对外币的平均名义汇率（通常以

美元计）；Ptm 是 t 期的进口价格水平指标（通常以美元计）。 

为了获得更可靠的价格动态信息，建议在传统通胀指标之外计算 agflation、

munflation 和 imflation 指标。这种方法将为更准确地评估一个国家经济的当前状况提

供真实基础（Charaia, Papava 2017c, 2022, 2023）。 

 

9.4  关于在复合通胀目标制系统中使用修正通胀指标的可能性和相关性 

**农业通胀（agflation）和民生通胀（munflation）**指标对于评估一国经济状

况，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社会状况，具有重要意义（Charaia, Papava 2017c, 2018）。

然而，这些指标无法完全取代传统通胀指标，也难以在通胀目标制（IT）体系中与其

并行使用。这并不意味着 农业通胀（agflation） 和 民生通胀（munflation） 指标的

重要性会被削弱；相反，它们应成为政府制定特定经济与社会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 

这一点在 进口通胀指标（imflation） 上则有根本性的不同，因为该指标的水平与

本国货币汇率直接相关，而汇率调控工具完全掌握在中央银行手中。如前所述，国内

市场上进口价格的上涨（即 imflation 上升）可能由三方面原因导致：国际市场上进口

商品价格上涨；本国货币贬值；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与本币贬值同时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对于依赖进口的国家 imflation 指标可以直接融入通胀目标

制系统，imflation 目标与通胀目标可以一起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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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于双指标（通胀指标与进口通胀指标 imflation）的通胀目标制（IT），能够

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提供一种更复杂、更综合的方法。借助其可支配的工具，中央

银行能够更好地调节国内市场价格的动态变化。例如： 

 • 如果进口商品国际价格上涨，中央银行可以通过相应调整本国货币汇率，

在必要时“缓解”国内价格上涨的压力； 

 • 如果国内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是由本币贬值引起的，中央银行则可以直接作

用于汇率，以应对这种价格变动。 

我们将这种基于通胀和 imflation 目标的目标制称为复合通胀目标制（CIT）

（Papava, Charaia 2019）。 

在混合型通胀目标制（HIT）体系中，本国货币汇率与通胀率共同作为目标指标；

而在复合通胀目标制（CIT）体系中，目标指标是通胀率与进口通胀率（imflation），汇

率则作为维持目标进口通胀水平的有效工具。 

 

9.5 结论 

在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中，通胀指标占据着重要地位。二十多年来，不同国家都将

通胀指标作为货币政策体系中的目标指标加以使用。大量研究致力于总结各国央行在

采用**通胀目标制（IT）**方面的经验，既关注其积极作用，也对其弱点进行了批判性

分析。在一些国家，通胀目标制被“扩展”为同时设定本国货币的汇率上限，即形成了双

重目标制——既关注通胀率又关注汇率水平，这种模式被称为混合型通胀目标

（HIT）。 

通胀目标制（IT）的一个弱点是：在主要依赖进口的国家，由于通货膨胀往往随

进口商品一同“输入”，这一制度并未能产生理想效果。此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具体而

言，IT 制度只有在通胀源于总需求增加时才能有效应对；而若通胀源于生产成本上

升，IT 制度几乎无能为力。此外，传统通胀指标并不总能反映价格动态的重要特征，

因此出现了一些指标的改进形式。特别是在过去十多年中，许多国家开始测算农业通

胀指标（agflation），这对那些食品问题尤为突出的国家尤其重要。 

对于发展中、相对贫困的国家而言，医疗服务和公共事业价格的变动同样至关重

要。为此，引入了民生通胀指标（munflation），用于反映这些对贫困群体最为重要的

产品类别的平均价格动态。对于依赖进口的国家，则尤其需要使用进口通胀指标

（imflation），该指标同时反映进口价格变动和本国货币汇率变化。然而，农业通胀

（agflation）或民生通胀（munflation）指标对中央银行而言可能并非首要任务，因为

央行缺乏直接调控这些价格的工具。这些改进型通胀指标应主要作为政府制定经济和

社会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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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lation 指标可以与通胀指标一起受到中央银行的调控。当进口价格在国内市场

上上涨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控汇率来控制这种上涨。在复合通胀目标制中，通胀

和 imflation 都应成为中央银行的目标指标。混合通胀目标制与复合通胀目标制的根本

区别在于，虽然本币汇率上限是混合通胀目标制中的目标指标之一（与通胀指标一

起），但对复合通胀目标制而言，本币汇率是调控目标 imflation 指标的工具（与复合通

胀目标制中的通胀指标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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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 10 关于拉弗效应、拉弗曲线及其在后共产主义经济中

的修正1 

10.1 导言 

经济学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是税收负担对民众经济活动及国家预算收入的影

响（Laffer et al. 2008）。  

五十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提出了一条曲线（后来以其

名字命名），用于描述国家预算税收收入与平均税率之间的关系。根据这条曲线，在平

均税率上升的初期，税收收入也随之增加；然而，当税率达到某一临界点（称为拉弗

点）时，税收收入达到最大值，之后则会开始下降（例如 Laffer 2004）。这种关系也

被称为拉弗效应，在一些文献中甚至被称作拉弗定律（Guesnerie 1998）。 

拉弗曲线是供给学派经济学核心命题最直观的体现（Canto et al. 1983）。显然，

拉弗曲线的理论基础及其简洁的呈现方式影响了罗纳德·里根——据称他在总统竞选期

间亲身体验过拉弗曲线的效应（如 Mankiw 2004, 170）。该曲线成为其当选后推行的经

济政策（后称“里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White House Staff 2009）。尽管当时许多知

名经济学家对拉弗曲线及美国的实践持怀疑态度，但税收收入与平均税率关系的图形

化表达逐渐流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专家对供给学派理论展开了研究（Gandhi 

et al. 1987），并将其纳入 IMF 的政策框架（如 Moustapha 1992）。  

当前绝大多数经济学教材对拉弗曲线及里根经济学的效果持批判态度（如

Dornbusch, Fischer 1990, ch. 16, 18; Mankiw 2004, ch. 8; McConnell, Brue 2008, ch. 15; 

Samuelson, Nordhaus 1995, ch. 17, 31）。许多研究探讨了该曲线的理论基础（如

Ananiashvili, Papava 2014; Bukach 2011; Fedeli 2017; Kakaulina 2017; Merkulova 2007; 

Papava 2002b, 2008; Puljic 2006; Spiegel, Templeman 2004）、数学推导（如 Guesnerie 

1998）及实证检验（如 Slemrod 1996）。  

 

10.2 关于拉弗曲线的一般理论基础 

根据叶夫根尼·巴拉茨基（Evgeny Balatsky）的观点，有关拉弗曲线的研究大体可

以分为两类，即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Balatsky 2000a，第 33 页）。理论研究主要集中

于对财政与生产过程进行建模，并为拉弗曲线呈抛物线形态及拉弗点的存在提供理论

 
1 Essay 10 是基于 Papava (1996, 202b, 2008, 2009)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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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例如 Arkin 等 1999；Movshovich、Sokolovsky 1994）。实践研究则侧重于探讨

不同国家情境下拉弗点的位置（例如 Balatsky 1997b, 1997c, 1999, 2000a；Gusakov、

Jacques 1995；Matthews 2003；Vishnevskiy、Lipnitskiy 2000）。 

拉弗曲线的核心思想很简单：假设平均税率为 0%（t=0）或 100%（t=1）时，国家

预算税收收入为零；而在 0%至 100%之间的某一点 tmax 处，税收收入达到最大值

Tmax。图 10.1 展示了拉弗曲线的经典形态。  

 

图 10.1 拉弗曲线 

 

根据巴拉茨基（Balatsky）的观点，拉弗曲线的思想及其图示表达建立在几个纯属人为

设定的假设之上。 

1. 有一种教条式的断言，即在 0% 到 100% 之间必然存在某一平均税率能够保证

税收收入的最大化（Balatsky 1997a，第 39 页），然而这一观点是否正确仍需进

一步研究。 

2. 拉弗曲线包含了对极端情形的假设：零税率意味着没有政府存在，因为没有资

金来维持政府运转；而若政府能够征收全部收入，生产将随之下降，最终政府

将一无所获。然而，长期的计划经济经验表明这种推论未必成立，因此可以认

为拉弗曲线并未覆盖完整区间 [0,1]，而仅适用于较短的区间 (0, t₀)，其中 0.5 

< t₀ < 1（Balatsky 1997b，第 93 页），据此修正后的拉弗曲线如图 10.2 所示 

3. 拉弗曲线隐含了一个机械化的假设，即所有税种都是比例税，这使得现实中存

在的更复杂的财政体系（包括累进税制和递减税制）无法纳入该聚合框架

（Balatsky 1997a，第 39–40 页）。 

4. 该曲线假设经济不存在通货膨胀，因为它以名义税收收入为基础进行描述。然

而在存在奥利韦拉–坦齐效应（Olivera-Tanzi effect，即高通胀导致税收征收延

迟和税基缩减）（Anušić 、Švaljek 1996；Olivera 1967；Tanzi 1978；Tanzi 主编 

1984）的条件下，税收收入必须按实际价值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甚至可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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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弗曲线的存在本身提出质疑（Balatsky 1997a，第 40–42 页）。

 

图 10.2 边际条件不确定时的拉弗曲线 

基于上述观点及其他研究成果，巴拉茨基（Balatsky）得出结论：拉弗曲线只是一

种“优美的假说”，总体上并没有得到任何确凿证明（Balatsky 2000b，第 9 页）。尽管如

此，许多研究者仍将拉弗曲线视为一种先验存在（例如 Aleksashenko 等 1989；

Dagaev 2001；Papava 1996；Sokolovsky 1992）。 

有相当多的研究致力于确定某些特定税种与拉弗曲线之间的“依赖程度”。具体而

言，研究表明，拉弗曲线最适用于描述增值税（VAT）税率与税收收入之间的关系

（Gusakov、Jacques 1995；Matthews 2003；Movshovich、Sokolovsky 1994）。然而，

必须指出，拉弗曲线对某些税种的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Balatsky 1997a, 1997b）。 

事实上，自拉弗曲线提出以来，它主要被用来确定最优的利润税率。但最近的理

论研究发现，该曲线并不适用于描述利润税率的变化情况，而且利润税率的任何提高

都会带来预算收入的增长（Movshovich、Sokolovsky 1994，第 139–140 页）。  

由于拉弗曲线最初是在宏观经济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它并不适用于单个税种，而

是针对某种平均税率（Balatsky 1997a，第 39 页）。在实际应用中，人们往往并不直接

使用平均税率，而是使用**税收负担（tax burden）**的概念，该概念被描述为国家预

算实际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Balatsky 2000a，第 33–34 页）。 

然而，这种税收负担的估算方法存在较大争议，因为它并未涵盖所有可能的税收

收入，其中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并未进入国家预算，包括税负过重导致的税收流失，

以及由“影子经济”所产生而未纳入统计的 GDP。换句话说，这一用于衡量税收负担的

指标，并未涵盖因税负沉重而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和 GDP 损失。 

拉弗曲线被描述为“税率与税收收入之间的关系”。其基础思想涵盖了税率变化所带

来的财政和生产两个方面的影响。具体而言，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从相对较高水

平降低平均税率有助于增加劳动供给和投资，从而推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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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并在长期内扩大税基。 

 

正如巴拉茨基所指出的，拉弗曲线的概念基于一种假设，即税基（也就是 GDP）

与平均税率之间存在某种依赖关系，这种关系与税收收入对平均税率的依赖类似。因

此，借助拉弗曲线，可以同时描述平均税率变化的财政效应与生产效应（Balatsky 

1997a，第 39 页）。 

基于这一假设，巴拉茨基提出应将拉弗点的概念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国内

生产总值（GDP）达到最大值的点，第二类则是国家预算税收收入达到峰值的点

（Balatsky 1997b, 2011）。此外，如果基于前述的税收负担来绘制拉弗曲线，可以发现

第一类拉弗点的位置比第二类更靠左（即在横轴上处于较低的税收负担水平）。换言

之，在较低的税收负担下可以实现 GDP 的最大化，而国家预算的税收收入峰值则出现

在更高的税收负担水平。在这两个拉弗点之间，即使 GDP 出现相对下降（产出减

少），税收收入仍可能继续增长（Balatsky 2000a）。 

这一结论与亚历山大·达加耶夫（Alexander Dagaev）的研究成果高度一致。他指

出，当使用拉弗曲线来描述投资与平均税率之间的关系时，可以发现使投资达到最大

值的平均税率要低于使税收收入达到最大值的平均税率（Dagaev 1995, 2001）。在这两

个平均税率之间的区间内，尽管投资有所下降，但税收收入仍然可能继续增加。 

由此可见，拉弗曲线在概念乃至图形表达方面都存在不少争议。尽管一些著名当

代经济学家（如 Krugman 1994，第 157–158 页；1998，第 47–51 页；Stiglitz 2003，

第 33–34、285–286 页）对拉弗曲线及其理论基础持怀疑态度，但仍有若干应用性研

究，尤其是针对后共产主义经济的研究，证明现实中确实存在拉弗效应（例如 

Balatsky 2000a；Vishnevskiy、Lipnitskiy 2000）。尽管这一事实不能作为整个拉弗曲线

真实性的不可辩驳的证据，但它至少表明：在特定条件下，国家预算税收收入与 GDP

的增长，以及较高平均税率的下降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关系。 

 

10.3 后共产主义经济中的拉弗效应  

如前所述，拉弗曲线的概念“诞生”于美国，并最初在“里根经济学”中得到应用，其

关键目标之一是减少国家预算赤字。然而，这一目标从未实现，反而产生了相反的结

果——赤字进一步扩大（例如 Krugman 1994，第 157–158 页；1998，第 48 页；

Slemrod、Bakija 1996，第 28 页；Steinmo 1993，第 163–164 页）。这一结果极大地加

深了人们对拉弗曲线的怀疑态度，并且这种怀疑态度也反映在现代经济学教材中。 

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实证分析同样对拉弗曲线的存在提出了

严重质疑，即便是在这些国家内部也是如此（例如 Leibfritz 等 1997，第 10–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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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专项研究表明，较高的边际税率及其累进性质确实与可持续经济增长呈负相关

关系（Padovano、Galli 2001）。 

如果拉弗曲线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经济实践中几乎被证伪（例如 Roubini 

1997），并且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实证研究中其存在性受到质疑，那么拉弗效

应是否真的存在——哪怕是在不同经济背景的国家中——就成为一个值得怀疑的问

题。对此问题的答案很可能并不肯定。然而，对于后共产主义经济体而言，这一问题

仍然悬而未决，因为如前所述，一些研究表明，在特定条件下，确实存在拉弗效应

（Balatsky 2000a；Vishnevskiy、Lipnitskiy 2000）。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Gary S. Becker）在研究后共产主义格鲁吉亚

时（Becker 1998），以及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研究后共产主义乌克兰时

（Passell 1996），都主张应降低这些国家的税收负担，以刺激经济活动并增加国家预算

收入。在格鲁吉亚的案例中，1996 年通过降低部分税率并降低平均税率，实际上实现

了国家预算收入的增加。1997 年，将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基金（SWMIF）的缴费率从

37%降至 27%，法人对该基金的总缴费反而增加了 41%；将就业基金的税率从 3%降至

1%，其收入增加了 1%；将啤酒的消费税率从 100%降至 15%，以及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

从 12%降至 5%，分别使预算收入增加了 26.4%和 34.6%。 

一个与此相反的例子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压力下，格鲁吉亚政府决

定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起将香烟消费税提高——带滤嘴香烟提高 60%，无滤嘴香烟提高

110.5%，结果香烟行业的税收收入反而下降了 36.9%（Papava 2003，第 46 页）。 

转型中的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具有一个显著特征，使其区别于其他经济体：它们普

遍存在可自由利用的闲置生产能力。因此，在无需大量投资的情况下即可实现实际产

出增长，这为拉弗效应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Vishnevskiy, Lipnitskiy 2000，第 110–

111 页）。然而，这里必须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由于缺乏生产竞争性产品的能

力，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的企业实际上是“死亡企业”（详见第四篇文章），从而形成了

所谓的死亡经济（necroeconomy）（Papava 2002a；2005，第 28–38 页）。显然，“死

亡企业”本身并不具备可供利用的生产能力。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即使降低税收负担主要是为了刺激供给，

它同样也会显著刺激需求的增长，这对于后共产主义经济体而言尤为重要。这一转型

被理论化为**“拉弗—凯恩斯综合”**（Laffer-Keynesian synthesis），并构成了所谓“税收

疗法”（tax therapy）的理论基础，其目标是促进后共产主义经济的发展（Papava 

1996，第 263–267 页；1999，第 285–291 页）。 

凯恩斯主义方法的逻辑是，降低税率会增加消费；在短期内，消费支出的增加将

推动商品和服务需求上升，从而提高产出与就业。同时，由于消费增加而导致储蓄减

少，会加剧投资者之间的竞争，长期来看则推动利率上升。这种现象会抑制本国投

资，但会刺激外资流入（例如 Mankiw 1992，第 16 章）。对发达国家而言，这一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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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然而，对后共产主义经济体来说，则可预期出现积极结果：其

一，降低税收负担可能间接促进闲置生产能力的部分利用，推动产出扩张；其二，用

竞争性企业替代“死亡经济”（necroeconomy）只能通过外资才能实现（Papava 1996，

第 264 页；1999，第 287 页）。 

如前所述，由于后共产主义经济体普遍存在闲置生产能力，因此出现拉弗效应的

可能性较高。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拉弗曲线本身就真实存在。 

 

10.4  “税收滞后”与后共产主义经济的拉弗曲线修正  

对拉弗曲线的修正基于时间因素——即拉弗效应显现的时滞。  

最新研究表明，税率变动方向（上调或下调）至关重要（Balatsky 2000b; 

Vishnevskiy, Lipnitskiy 2000）。我们分别考察两种情景（Papava 2002b; 2005, 109–113; 

2009）。  

巴拉茨基提出了“后效应（post-effect）”的概念，其核心含义是：当平均税率继续

上升到某一水平后，预算税收的下降并不会立即发生，而是要经过数年才会显现

（Balatsky 2000b，第 8 页）。达加耶夫则使用了“税收滞后（hysteresis）”这一概念

（该词在希腊语中意为“延迟”）（Dagaev 2001，第 65 页）。由于拉弗效应往往在数年

之后才显现，因此更精确的表述应为：具有税收“滞后”特征的拉弗效应，或者称为拉弗

“后效应”（Laffer “After-Effects” / “Post-Effects”）。 

由于必须考虑时间因素，因此这种效应应体现在所谓的**财政曲线（fiscal curve）

**中。与传统拉弗曲线以“税收收入—平均税率”为坐标不同，巴拉茨基提出财政曲线应

采用“税收收入—时间”的坐标（Balatsky 2000c，第 9 页）。我们更优的方式是采用三维

财政曲线，包含平均税率（t）、税收收入（T）与时间（τ）（Papava 2002b; 2005, 109–

113; 2009）。  

在给出财政“滞后效应（hysteresis）”的图形示意之前，先考虑平均税率上升的情景。

基于此，将上述三维财政曲线空间进行投影（见图 10.3），即可直观呈现该过程的动态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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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巴拉茨基曲线 

考虑时间区间 [0, τ2]，在此期间平均税率从 0 上升到 1。如图 10.3 所示，在时

间区间 [0, τ1] 内，平均税率 t 的增加会导致税收收入的增长，直到在 tmax 处达到

峰值 Tmax；此时财政曲线上的点 A 与税收曲线上的点 C 相对应。在财政曲线上从 

A 到 B 的过渡过程中，便出现了具有税收“滞后”特征的拉弗效应：即便平均税率 

tmax 仅有极小幅度的上调，税收收入的下降也会延迟 θ 年才开始出现，即发生在 

(τ1 + θ) 年份。换言之，财政曲线上的点 A 对应于税收曲线上的 C 和 D 两点，而 

D 点又对应于财政曲线上的 B 点。 

因此，如果平均税率等于 tmax，在 τ1 年，税收收入将达到最大值 Tmax，而在

（τ1 + θ）年，税收收入将减少到 T1。财政曲线在 A 点和 B 点的分割正是税收 “滞

后 ”的拉弗效应的体现。请注意，如果进一步提高平均税率，在 “通过 ”税收 “滞后 ”

的拉弗效应（在税收曲线上表现为从 D 点到 E 点的移动）之后，税收收入将在区间

（tmax，t0）内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我们所考虑的财政曲线上（图 10.3），拉弗效应看起来有明

显的变化，这就是税收 “滞后 ”效应的结果。此外，拉弗点缺失，图 10.3 所示的财政

曲线本身也很难被称为拉弗曲线。如果说图 10.3 中的财政曲线反映了巴拉茨基的研

究成果，那么将其称为 “巴拉茨基版财政曲 线”（Fiscal Curve According to the 

Balatsky Version）或简称为 “巴拉茨基曲线”（Balatsky Curve）更为公允，而将税收 

“滞后 ”效应出现的最高点（就本曲线而言）称为 “巴拉茨基点”（Papava，2002b，

76；2005，110；200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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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税收“滞后”特征的拉弗效应在平均税率下降的情形下同样会出现，不过其表现

形式有所不同。Vishnevskiy 和 Lipnitskiy 的研究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曲线的形

状会有所变化（Vishnevskiy, Lipnitskiy 2000，第 113–114 页）。 

如图 10.4 所示，在时间区间 [0, τ2] 内，平均税率从 1 下降至 0。在时间区间 

[0, τ1] 内，平均税率的降低（t）会推动预算税收收入增长，直至达到 tmax。在此期

间，税收收入达到 T1 水平（财政曲线上的点 A 对应），随后立即下降到 T2 水平

（财政曲线上的点 B 对应），并在之后的 θ 年内保持不变。因此，财政曲线上的 A 

和 B 对应于税收曲线上的 D 点。 

然而，在 (τ1 + θ) 年，尽管平均税率依然保持在 tmax 水平，由于税收“滞后”效

应，税收收入会“跳升”至其最大值 Tmax（财政曲线上的点 C 与税收曲线上的点 E 对

应）。由此可见，在平均税率下降的过程中，税收“滞后”效应表现在财政曲线上 A 到 

C 的过渡阶段，并经过 B 这一中间状态。如果税率的下降继续进行，那么在 (τ1 + θ) 

年之后，税收收入也会随之下降。 

与巴拉茨基曲线类似，由于税收“滞后”效应，拉弗效应在该财政曲线上的表现形式

也发生了变化（见图 10.4）。同样地，这里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拉弗点，因此该曲

线也不能称为标准的拉弗曲线。 

鉴于图 10.4 所示的财政曲线反映了 Vishnevskiy 和 Lipnitskiy 的研究成果，将其

称为**“Vishnevskiy–Lipnitskiy 版财政曲线”（或简称“Vishnevskiy–Lipnitskiy 曲线”）更

为恰当。而在该曲线上出现税收“滞后”效应的 tmax 点，则可称为“Vishnevskiy–

Lipnitskiy 点”**（Papava 2002b，第 77 页；2005，第 112 页；2009，第 199 页）。 

 

图 10.4 Vishnevskiy-Lipnitskiy 曲线 



 

136 

 

拉弗点和拉弗曲线都缺失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在每次降低平均税率的情况下都会出

现税收 “滞后 ”现象；例如，如果平均税率原本在区间（tmax,t0）内，后来大幅降

低，以至于突然发现它在区间（t1,tmax）内，那么税收收入几乎会 “立即 ”增长，因

为它们不会少于 T1。 

与拉弗效应的实际应用有关的主要问题是，在确定经济在维什涅夫斯基-利普尼茨

基曲线的这一区间（tmax,t0）的位置时不能出错；此外，在考虑平均税率应降低到什

么程度才能避免退出区间 （t1,tmax）框架时也不能出错，这意味着要在维什涅夫斯基

-利普尼茨基曲线的 F 段之间（见图 10.4）。 

在实际政策讨论中，关于为特定国家选择合适财政政策的争论往往陷入困境，正

是因为难以准确判断一个经济体在 Balatsky 曲线和 Vishnevskiy–Lipnitskiy 曲线上的

确切位置。 

 

10.5 结论 

拉弗曲线是供给学派经济学核心假设的最直观体现。然而，目前几乎所有现代经

济学教材都对拉弗曲线持批判态度。尽管如此，仍有相当多的研究致力于探讨拉弗曲

线的数学与实证意义。需要强调的是，拉弗曲线最初是基于宏观经济背景提出的，因

此并不适用于单一税种，而是针对某种平均总体税率。 

对拉弗曲线的修正主要基于时间因素。关键问题在于平均总体税率的变化方向—

—是上升还是下降——因为拉弗效应通常会在数年后才显现。正是基于这一时间滞后

的特征，才产生了对拉弗曲线的修正版本。 

注释  

1. 该综合理念由帕帕瓦首次提出（Papava 1996），后续发展见（Ananiashvili, 

Papava 2012; 2013; 2014）。阿瑟·拉弗本人认为拉弗曲线的思想应归功于凯恩

斯（Laff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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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 11 冠状病毒经济学、冠状病毒经济危机、供给不足型

通胀与经济僵尸化（与 Mikheil Chkuaseli 合著）1 

11.1 导言 

2020 年和 2021 年将作为新冠疫情（Ghebreyesus 2020）肆虐的年份载入史册，

而疫情也引发了一场新的全球经济危机（例如 Baldwin、di Mauro 主编 2020；Madi 

等主编 2024）。换言之，人类同时经历了新冠病毒的冲击和经济危机的影响

（Grigoryev 2020）。 

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为应对病毒快速传播而采取的严格社交限制措施，导致

许多经济部门被迫暂停经济活动（例如 Geller 等 2020）。 

鉴于新冠疫情对经济、尤其是对经济危机的影响，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冠状

病毒经济学（coronomics）”。该词由“corona”和“economics”组合而成，用于指代研究

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的经济学分支（de Alwis 2020）。类似地，后来又出现了

**“coronanomics”一词（Eichengreen 2020）。基于这些概念，由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危

机被称为“冠状病毒经济危机（coronomic crisis）”**（Papava 2020a）。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冠状病毒危机并非由于经济本身（或其管理）中的失误所引

发，其结束也并不取决于经济学家所实施的反危机措施。结束新冠疫情的关键在于有

效的疾病治疗与疫苗接种，这将有助于摆脱冠状病毒经济危机。然而，冠状病毒经济

危机中的某些问题仍然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例如 Basu 2020；Hamada 2020；

Papava 2020d）。 

因此，如果冠状病毒经济危机的结束取决于医学在抗击疫情方面的成功，那么可

以得出结论：在这一危机中，经济实际上成了医学的“人质”（Papava 2020a）。 

根据抗击疫情以及制定和实施危机应对措施的经验，可以看出，在国际组织支持

下，国家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本篇文章的目的在于：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将

政府视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Papava 1994, 2017a，参见第二篇文章），研究其作

用，并识别财政支持措施在冠状病毒经济危机期间可能带来的最不利的潜在后果——

即推动并加剧经济的僵尸化进程。换句话说，本篇文章旨在系统探讨冠状病毒经济危

机期间政府经济能力的影响所引发的问题，这种影响最终会导致经济僵尸化（Papava, 

Chkuaseli 2021）。 

 

 
1 Essay 11 是基于 Papava (2020a, 2020b, 2020d, 2022)和 Papava, Chkuaseli (2021)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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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新冠经济危机的特殊性 

正如前文所述（见 11.1 节），在新冠疫情期间，整个经济，尤其是走出危机的途

径，完全依赖于医学。此外，冠状病毒经济危机的爆发源于医学无法在不关闭大量经

济部门的情况下阻止病毒传播。因此，冠状病毒经济危机的成因是外生的而非内生的

（Papava 2020a）。 

基于过去几十年积累的经济危机经验，尤其是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与经济危

机，经济学家和医学专家主要研究危机对医疗体系（Maresso 等 2015）、公共心理健

康（WHO 2011）以及传染病传播（Suhrcke 等 2011）的影响。然而，新冠疫情从根

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经济学家现在必须研究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在人类历史上，也存在一些并非由经济本身引发，而是外部因素导致的经济危

机。换言之，这些危机是非典型经济危机。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

危机，以及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崩溃所引发的危机，都属于此类。非典型性意味

着这些危机不仅与典型经济危机不同，也彼此存在差异。 

战后时期的经济危机主要源于军事行动造成的破坏，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修复甚

至重建受损的建筑与设施。与此不同，冠状病毒经济危机并非因物理设施受损而产

生；相反，一切完好无损，但大量设施因防疫需要而暂时停运。 

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崩溃引发的经济危机，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造

成的。而冠状病毒经济危机与这种经济体制基础的转变无关。同时，世界历史上也存

在由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例如 Roach 2020b）。其中尤为重要的是 1918 年著名的流

感疫情（“西班牙流感”）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例如 Bishop 2020；Maas 2020；Ullman 

2020；Van der Veken, De Santis 2020）。该危机与现代冠状病毒经济危机有许多相似

之处：经济活动下降、产出减少、居民收入下降等。 

然而，这些危机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 Scheidel 2020）。首先，西班牙流感疫情

爆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经济危机部分是由战争破坏引起的，而幸运的

是，新冠疫情前并无此类剧烈事件。其次，在西班牙流感时期，世界的全球化程度远

不及今天。如今供应链和价值链遍布全球，而在冠状病毒经济危机中，它们在许多情

况下出现了瓦解（例如 Derviş, Strauss 2020）。第三，1918 年的旅游业和国际交通远

不及 21 世纪发达，因此冠状病毒经济危机对这些行业的冲击更为严重。因此，冠状

病毒经济危机是非典型的（Papava 2020d），并且具有独特性（Ajili 2020）。 

 

11.3 论生产不足型通胀 

冠状病毒经济危机导致了高水平的通货膨胀。解决这一高通胀问题需要首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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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成因，必须明确这是由于需求增加、供给减少，还是两者共同作用（Sachs 

2021）。只有在明确通胀的真实成因后，才能正确制定抑制通胀的方法（Rodrik 

2022）。事实上，这种通胀是需求上升与供给下降的共同结果，其中供给下降起主导作

用。需求上升的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直接向受疫情影响的弱势群体发放现金补助，而供

给下降则主要源于疫情防控导致的经济部门停摆及全球供应链的中断（Todo 等 

2023）。 

到 2021 年年中，人们普遍误以为这只是短期供给瓶颈（Stiglitz 2021），但到 

2021 年秋季，事实证明这是全球生产体系的实际崩溃（Coyle 2021）。因此出现了一

个新术语 “供应链通胀（supply-chainflation）”，用来描述由全球供应链中断引发的通

货膨胀（Pride 等 2022）。显然，冠状病毒经济危机导致的大规模经济封锁正是供应

链通胀的直接原因（Marin 2021）。 全球供应链的中断扰乱了全球生产的技术循环，

降低了生产水平。因此，供应链通胀本质上是“供给不足型通胀（underproduction 

inflation）”的一个成因（Papava 2022）。换言之，新冠疫情危机引发的通货膨胀

（Rickards 2022）基本属于供给不足型通胀。 

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中央银行是否有能力解决供应链通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中央银行没有更新旧供应链或建立新供应链以提高产能的工具。换句话说，供应

链通胀不是靠货币政策工具可以解决的问题。中央银行的主要错误在于误判了通胀成

因，将其视为传统的宏观经济问题（Galbraith 2021, 2023a, 2023b）。实际上，供应链

通胀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将通胀视为单纯的宏观问题，中央银行选择通过提高利率来

限制需求，但这一做法同时提高了贷款成本，进一步抑制了生产，导致供给进一步减

少。可以说，这种政策失误带有一定的混乱性（Roach 2022）。 

解决供应链通胀问题完全依赖于恢复良好运转的全球供应链，而这需要在后疫情

时代新的全球化背景下重新构建（Krugman 2024；Rogoff 2021）。根据经济效率原

则，新的全球供应链必须考虑与疫情及潜在全球或区域性威胁相关的风险（Inoue, 

Todo 2023）。这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转移至成本更高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带来新的通胀

压力，这种通胀被称为成本推动型通胀（cost-push inflation）。 

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本质在于：随着生产成本上升，企业为维持利润而提高价格；

若市场无法接受这些涨价，企业将退出市场，生产下降，供给减少，最终推高价格。

因此，成本推动型通胀也是供给不足型通胀的成因之一。结果是，解决了供应链通

胀，却又出现了成本推动型通胀，也就是说，一种供给不足型通胀的成因被另一种所

取代。在这种背景下，后疫情时代的主要经济议题转向经济增长、供给扩张与生产率

提升（Spence 2022）。 

 

11.4 新冠经济危机中政府经济能力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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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政府在克服经济危机及推动危机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显著增强（如

Krugman 2009a；Shiller 2008；Stiglitz 2010）。换言之，在经济危机期间，作为第五生

产要素的政府经济能力（economic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成为五大要素中最重要

的因素。这很容易理解——该要素一方面组织危机国民经济框架下的生产活动，支持

困境企业；另一方面制定并实施反危机措施以终结经济危机。  

在 COVID-19 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危机中，政府经济能力的特殊作用完全取决于本

次危机的特性。这对于新冠经济危机同样适用：没有政府的积极参与，无论是国家层

面的流行病还是全球范围的大流行都无法被克服，国家更无法走出危机（Stiglitz 

2020a）。也就是说，无论是普遍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还是特殊的新冠危机，政府经济能

力都在生产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Elion 等 1976, 64–66）（Rodrik 2020）。 

新冠危机期间，政府经济能力运作的最高优先级是对医疗系统的最大力度支持与

发展——没有健全的医疗体系，既无法治疗新冠肺炎也无法阻止其传播。同时，政府

经济能力的积极作为是克服新冠危机的必要条件。此外，政府经济能力还需确保医疗

系统的正常运转并提高其公众可及性（Stiglitz 等 2020）。  

在新冠危机背景下，有必要修订政府经济能力中某些立法确立的通行规则。这尤

其涉及 2020 年底启动的新冠疫苗接种过程中专利与版权机制的使用问题——这些机制

实质上为世界卫生组织（WHO）注册疫苗的大规模分发设置了法律障碍（Penteado 

2020；Woods 2021）。 

暂停专利与版权保护机制，是确保几乎所有国家都能开展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的

有效途径（Stiglitz 等 2020；Spence 等 2021）。换言之，新冠疫苗本应成为公共产

品，这符合政府经济能力将新技术认定为公共品以拓展其"边界"的模式，从而从质上扩

大经济领域技术突破的可能性（Sachs 2017a, 91）。  

需注意的是，即使拥有足量的优质新冠疫苗，也不意味着疫苗接种能无障碍推进

——这主要与接种可能产生的后果有关（Papava 2020c）。因此，政府经济能力的首要

任务除了提供足量优质疫苗外，还包括最小化所有接种风险并提高公众认知。  

就 COVID-19 大流行而言，人们不得不认同这是"全球化的代价"（Auzan 2020）。

但这场全球大流行伴随着被视作逆全球化开端的进程——早在疫情前，美国总统特朗

普的政策（如 Sachs 2017b）和英国脱欧（如 O’Rourke 2019）就已推动这一趋势。  

COVID-19 大流行可能引发的逆全球化进程，因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主要是

WHO）为代表的政府经济能力对病毒快速失控传播准备不足而加速。这迫使各国政府

自行承担风险采取防疫措施。新冠病毒的迅速传播迫使政府经济能力暂停旅游业和客

运等业务，加之先前所述国际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中断，这些现象——以及各国政府防

疫措施的不协调，更不用说疫情初期 WHO 等国际组织的混乱——被解读为"全球化危

机"的开端，向孤立主义及政府经济能力孤立化的转变。而孤立主义不仅对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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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off 2020）产生负面影响，还波及社会、政治和环境领域（Haass 2020）。  

鉴于疫情具有全球性，孤立主义无论是对于抗疫（Stiglitz 2020a）还是疫后经济发

展（Åslund 2020；Fung 2020）都是死胡同。通过政府经济能力在国民经济局部层面

实施全球范围的最大限度协调，才能成功抗击 COVID-19 大流行（Mazzucato 与

Torreele 2020）。  

新冠危机期间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经验也凸显了全球化的"益处"。这些技术拯救了教

育、贸易等部门，使其不仅没有停摆，反而基于技术实现了业务转型。同时，疫情暴

露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网络连接水平上的差距（Passaris 2021）。鉴于疫情的全

球性，只有全球协作才能克服危机。  

由此可见，政府经济能力向去全球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是暂时的。同时，这一结论

表明，各国不应浪费时间，而应利用当前局势及时采取适当措施，为即将到来的、更

高水平的全球化新阶段做好准备（El-Erian 2020）。  

COVID-19 疫情的经验还明确凸显了防范经济安全风险的优先地位，其中与粮食

安全相关的风险尤为重要（Blair, Kalibata 2020）。在政府经济能力所面临的挑战中，经

济安全相关的挑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且很可能在未来全球化进程恢复时依然具

有现实意义。 

理论上，可以预见未来可能会出现新的病毒，引发类似于当前的新一轮全球性疫

情。COVID-19 疫情的经验无疑是极其宝贵的。因此，基于这段经验，政府经济能力

与企业家才能，以及整个人类，都必须学会在疫情条件下的生存与行动（Gigerenzer 

2020）。这直接表明，作为生产要素的政府经济能力与企业家才能，有必要借鉴所谓的

疫情行为经验，为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期间经济限制做好准备。 

 

11.5 论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反危机措施的本质  

前文已指出，将新冠经济危机与典型经济危机（包括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经济

危机）进行任何类比都极其肤浅（Roach 2020a）。尽管如此应当承认，自新冠危机爆

发以来，政府经济能力运用的经济工具与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相对成功使

用的工具并无二致（Hatheway 2020）。  

从理论视角看，1929-1939 年大萧条后几乎所有经济危机都明确显示出回归凯恩

斯主义经典理论的必要性。毫不意外，这一方法在新冠危机期间完全保持其适用性

（Skidelsky 2021；Velasco 2020）。  

但典型经济危机与新冠危机的反危机措施存在根本差异。典型经济危机中的措施

旨在实现双重功能：保障民生与企业生存，以及推动经济走出危机。而新冠危机的终



 

147 

 

结完全取决于能否战胜疫情——这如前所述属于医学领域的直接任务。因此反危机措

施仅剩单一功能：维持民众生活与企业存续。  

基于政府经济能力在新冠危机中采取的经济措施特性，可将其分为两类：作为"生

存措施"的反危机手段，以及作为经济"复苏措施"的疫后方案。后者应当先于必要的疫

后经济改革实施（Skidelsky 2021）。  

各类经济扶持计划的有效性属于专门研究课题（如 Jiang 等 2020；Zaitsev 

2020）。政府经济能力采取的反危机措施包含三大目标（IMF 2021）： 

1. 为新冠病毒预防（接种）与治疗提供医疗系统的资金支持与发展； 

2. 对受新冠危机影响的弱势群体实施财政援助； 

3. 对因新冠危机部分或完全停运的企业采取金融扶持措施。 

这三个目标方向完全符合政府经济能力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定位。具体而言：没

有医疗系统的资金支持，就不可能终结大流行和新冠危机；对弱势群体的财政援助既

是人道主义要求，也是为疫后时期保留合格劳动力的经济考量；企业金融支持则是为

了确保其能继续存在于疫后市场。  

上述保障民生与企业的反危机措施通过刺激需求加剧了通胀，与生产不足型通胀

形成"伴生"关系（Eichengreen 2024）。  

显而易见，政府经济能力所采取的这些反危机措施，本质上都是基于增加国家预

算支出以提供财政支持。与此同时，由于部分或全部企业停摆，各国的税收收入下

降，导致国家预算赤字不断扩大，迫使政府经济能力不得不增加借贷。这直接意味

着，在冠状病毒经济危机期间（Gros 2021；IMF 2022），以及在后疫情时期（虽然程

度略低），全球公共债务偿付问题将变得极为紧迫（Charaia, Papava 2021；Gaspar 等 

2023；Lee 2021；Rajan 2020；Spence, Leipziger 2020；Stiglitz, Rashid 2020）。需要强

调的是，这一问题在冠状病毒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就已存在（例如 Abbas 等主编 

2019；Dalio 2018；Hager 2016；Newman 2013），只是危机进一步放大并加剧了其紧

迫性和严重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问题中，名义利率与名义 GDP 增长率（实际

增长加通胀）之比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必须保证名义利率水平低于名义 GDP 

增长率（Galbraith 2023c）。 

在冠状病毒经济危机期间，正如预期的那样，对后疫情世界的研究与前瞻成为独

立的研究主题（例如 Gardini 主编 2020；Harrington 2021；Kolodko 2020；Madi 等

主编 2024；Papava 2020c；Skidelsky 2021；Zakaria 2020）。然而，在向企业提供财

政援助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僵尸化的真实威胁（Stiglitz 2020b）。 

 

11.6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经济僵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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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尸经济（参见 ESSAY 5）最早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源于日本（如 Hoshi 2006）。

具体而言，这种经济形态诞生于金融危机的深渊之中（如 Ahearne 与 Shinada 2005, 

368）。  

日本僵尸经济现象在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演变为全球性现象

（Constable 与 Wright 2011；Desjardins 与 Emerson 2011；Harman 2010；Onaran 

2012；Quiggin 2010）。在此次危机中，多数国家通过"利润私有化与损失国有化"的特

殊反危机计划（Mau 2009, 10），为私人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领域的个别企业提供资金

支持（Mau 2009, 22-23）。2008-2009 年全球危机期间，美国（如 Coy 2009；

Krugman 2009b）和部分欧盟国家（如 Alderman 2010）开始出现经济僵尸化进程，后

共产主义国家同样未能幸免（Papava 2009, 2010）。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僵尸化进程在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仍在持续

（如 Andrews 等 2017；Banerjee 与 Hofmann 2018；Blažková与 Dvouletý 2020；

Krugman 2020；Liang 2017）。  

新冠危机期间不出所料地沿用了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民生与经济扶持

手段。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的反危机措施除保障民生与企业外，还旨在终结危机本

身；而新冠危机中的同类措施仅具备单一的民生与企业支持功能。走出新冠危机直接

取决于 COVID-19 大流行的终结——这只能通过医学手段防治新冠病毒来实现。  

如前所述，日本僵尸经济的经验以及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类似案例表

明，困境企业通常能获得直接财政拨款、税收优惠和优惠贷款等支持。新冠危机期间

同样使用了这些企业扶持工具。由于自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僵尸企业的形

成几乎从未中断，新冠危机背景下的此类企业既包括财务健康的"正常"企业，也包括既

存的僵尸企业。  

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对企业的优惠贷款通常会加剧累积的经济问题（如 Hazlitt 

1988, 2-28）。但僵尸经济的经验显示，许多国家在金融经济危机期间仍会采用这种金

融机制。 

新冠危机期间，政府经济能力难以准确判断特定企业在危机前的偿付能力。这导

致经济僵尸化进程持续加剧（Guerini 等 2022；Helmersson 等 2021；Papava 

2020b；Wrede 2020）。事实上，波音公司、嘉年华集团、达美航空、埃克森美孚和梅

西百货等巨头都卷入了僵尸化进程，并可能在疫后时期维持僵尸企业状态。但这并不

意味着——如同某些乐观预测所言——僵尸企业仍能摆脱这种病态症状（Lee 与

Contiliano 2020）。需要强调的是，即使疫苗接种取得成功，僵尸化进程也可能不可逆

转（Donnan 2020）。  

前文已强调，经济僵尸化是政府政治利益与政府经济能力冲突的结果——全球经

验表明，这种冲突总是以前者的胜利告终。这在"公共选择"理论（Buchanan 与 Tul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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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框架下不难理解：政治决策往往不具备经济理性。  

要使政府经济能力在与政治利益的博弈中胜出，必须改变破产立法的基本原则—

—现行立法旨在避免非意愿破产（如 Stiglitz 2001）。破产制度的核心原则应严格确保

淘汰（而非保全）缺乏生存能力的企业（参见 6.4 节及 ESSAY 6）（Papava 2017b）。这

种立法变革需要政府经济能力的直接"代表者"和"执行者"具备坚定的改革意志。  

要使破产立法取得改革突破，必须选择经济非危机期的增长阶段作为最佳时机。

在经济危机期间，此类决策既不可行也不恰当，只会加剧政治危机。这一原则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得到印证：当时的破产立法取向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启动破产程

序（Boon 2020）。  

因此，在疫后经济复苏与改革时期，政府经济能力作为生产要素的优先方向之

一，是制定并实施旨在克服长期经济僵尸化进程的经济政策。  

 

11.7 结论 

COVID-19 大流行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特别突显了政府在解决诸多疫情相关问题

和经济问题中的角色定位。在此背景下，将政府经济能力视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

和企业家才能并列的第五大独立生产要素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经济危机赋予政府经济能力特殊的反危机职能。为遏制新冠病毒快速大规模传

播，许多国家不得不暂时限制乃至全面暂停大部分经济部门的运行，从而触发经济危

机。换言之，COVID-19 大流行下的经济危机具有非典型性——其根源并非经济系统内

生，而是来自外部冲击。这种外生性决定了本次经济危机的非典型本质，而各类非典

型经济危机之间又存在显著差异。  

由冠状病毒传播引发的经济危机被称为"新冠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政府经济能

力自然成为生产要素中的主导力量。鉴于疫情及其经济危机的全球性特征，各国本应

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  

典型经济危机与新冠危机采取的反危机措施并无本质区别。差异在于：典型经济

危机措施兼具支持（民生与企业）和终结（危机）双重功能；而新冠危机措施仅具备

支持功能——因为危机持续时间完全取决于大流行何时终结。  

新冠危机中强化政府经济能力的主要方向包括：优先支持医疗体系建设，为弱势

群体和被迫完全/部分停运的企业提供财政援助。实施这些措施必然导致政府预算支出

增加。  

对企业提供的金融支持助长了僵尸经济现象——该现象最早出现于 1990 年代日本

金融危机期间。僵尸企业指依靠僵尸银行优惠贷款维持经营的资不抵债企业，这种"双



 

150 

 

输"操作的"共赢"假象通过政府提供的担保得以维系。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僵尸化进程演变为全球现象，并在危机结

束后持续蔓延。新冠危机中的企业金融扶持工具进一步延续了这一进程。令人担忧的

是，连行业巨头企业也深陷僵尸化泥潭，且无法保证这些企业在新冠危机后能摆脱僵

尸状态。这源于执政党的政治考量——他们担心僵尸企业依法破产会导致选民支持率

下降，进而危及自身政治生命。 

僵尸经济的本质是政府政治利益与政府经济能力之间的冲突。根据著名的"公共选

择"理论，这种冲突通常以前者的胜利告终。  

要使政府经济能力突破政治利益的桎梏，必须彻底变革破产立法的基本原则：用"

淘汰无生存能力企业"原则取代"防止非意愿破产"原则。这种革命性变革只能在经济繁

荣期实施。  

后疫情时代，政府经济能力能否有效履行其核心职能——在国家和全球层面高效

组织生产活动，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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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 12 制裁经济学与经济制裁的外部效应1 

12.1 导言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并引发全面战争后不久，美国、欧盟

及其他发达经济体决定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经济制裁（如 Nolsoe, Pop 2022），同时对

白俄罗斯也施加了相应措施（如 Goble 2022）。 

经济制裁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五世纪。在中世纪，制裁被定期使用；进入当

代，这一手段更是被广泛应用（如 Hufbauer et al. 2021；Malhotra 2023；Mulder 

2022）。 

在与经济制裁相关的诸多议题中，其作为安全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尤为关键。对既

有评估经验的分析表明，经济制裁取得积极成效的前提在于其覆盖范围的广度及参与

国数量的多少。此外，还需注意，专制政权往往比民主政权更具抵御制裁的能力

（Tarallo 2020）。 

在此背景下，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评估西方及其他发达国家在俄罗斯入侵乌克

兰后对其实施经济制裁的成效（BBC, 2024）。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这类制裁不仅作

用于目标国经济，还会直接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Demarais 2022；Krugman 2022；

Roach 2022）。 

本文旨在探讨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可行性关键问题，并分析这些制裁所

带来的主要外部性（Papava 2022d）。 

 

12.2 制裁经济学 

经济制裁本质上是冷战时期的工具，而今却被用于应对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发动的

“热战”。由此自然引出一个问题：用冷战手段制止热战，在原则上是否可行（Papava 

2022a）？ 

尽管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已对其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如 Bali, ed. 2024；

Guriev 2023；Siddharth 2024），但遗憾的是，这些制裁并非全面实施，且存在诸多严

重的“漏洞”（如 Atasuntsev 2023；Eland 2024）。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许多西方国家

无法停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Dodman 2022；Reiter 2023；Urbasos, Arbeloa 2024）。

另一个重要漏洞在于，以色列、土耳其以及中国和印度等多国并未加入对俄制裁

 
1 Essay 12 是基于 Papava (2022a, 2022c, 2022d)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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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ueger 2022）。 

即便如此，这些“次优”制裁已对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产生并将持续产生显著的

负面作用（Werker 2022）。然而，通过经济制裁迅速结束热战的可能性极低。这类制

裁多为中长期设计（Otero-Iglesias 2022）。 

在此背景下，经济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总结和推广既有经济制裁的全球经验，

并深入分析此次针对俄罗斯的大规模制裁的正、负效应（Demarais 2022）。为研究这

一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术语——“制裁经济学”（sanctionomics），由“制裁”

（sanction）与“经济学”（economics）组合而成（Papava 2022c, 2022d）。制裁经济学

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制裁所引发的直接与间接经济后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背景

下，研究制裁经济学尤具特殊意义。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共同造成了地缘政治性衰退

（Roubini 2022），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困境，尤其是那些从 COVID-19 大流行中

延续至今的问题（如 Papava, Chkuaseli 2021；Papava 2022b）。换言之，世界正在经

历一场接一场的危机（Georgieva 2022），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也就不足为奇

（Ahir et al. 2022）。 

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禁止进口俄产石油，这推高了国际油价（Ballard 

2022）。虽然不少欧盟国家仍继续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如 Urbasos, Arbeloa 2024），但

石油、天然气及多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货膨胀究竟会持续多久，几乎无法准

确预判（Baker 2022）。 

战争同样影响了粮食市场。乌克兰对小麦出口几乎完全中断，俄罗斯也对小麦出

口施加严格限制（对部分国家实施禁令，对另一些国家设定配额）。在乌克兰危机爆发

前，乌俄两国在全球小麦出口总量中占比约为 25%。出口份额下降导致国际小麦价格

攀升，换言之，小麦已成为“粮食战争”的工具（Frum 2022）。 

 

12.3 关于经济制裁的外部效应 

众所周知，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目的，在于削弱其经济与军事实力，从而迫

使莫斯科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 

然而，无论制裁方的意图如何，经济制裁必然会产生附带影响，这些影响亦会波

及未直接受制裁的主体。 

在经济学中，这种附带影响被称为“外部性”（externalities），即与市场主体活动相

关、但不反映在价格中、并给第三方或整个社会造成成本的效应。外部性既可以是消

极的，也可以是积极的，通常并不在市场活动中被直接考虑（例如化工企业造成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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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Buchanan 2001；Cordato 1992；Lin 1976；Medema, Ferey 2014）。 

外部性也是采取经济制裁的结果。最近，对经济制裁导致的外部性性质的研究变

得越来越有意义，这并不奇怪（Early 2016; Özdamar, Shahin 2021; Peksen 2019; Sun et 

al. 2021）。 

外部性同样可能由经济制裁引发。近年来，对经济制裁导致的外部性问题的研究

愈加受到关注（Early 2016；Özdamar, Shahin 2021；Peksen 2019；Sun et al. 2021）。

传统经济学研究的外部性可称为市场外部性，即内生外部性。而国家或国家集团实施

的经济制裁并非源于市场交易，因此其对应的外部性属于“非市场的”或“人为的”，可称

为外生外部性。 

我们首先来看看对俄经济制裁的负外部性。 

说到经济制裁的负面外部性，应该考虑到一些外部性与实施制裁的国家的公司有

关，而一些外部性则影响到没有直接参与制裁的国家。还有一些外部效应几乎影响了

整个世界。 

经济制裁的负外部性首先表现在制裁方本国企业的损失上。例如，一些跨国公司

因被迫退出俄罗斯市场而遭受经济损失，包括麦当劳、宜家、耐克、苹果、Zara 和 

Netflix 等（Borger 2022）。而那些在制裁下仍留在俄罗斯的西方企业，其利润则因莫

斯科的反制裁措施而被困在当地（Stognei 2023）。金融和运输服务领域同样存在类似

情况，例如 Visa、Mastercard 和美国运通暂停在俄业务（BBC 2022b），航运公司暂停

对俄运输、港口拒绝俄船只、航空运输和机场业务受损（RFE/RL 2022；BBC 2022a；

Reuters 2022）。 

负外部性也会影响未参与制裁的国家。例如，莫斯科要求中国政府提供军事和财

政援助，使中国企业在与俄方合作时担心受到美国制裁（Bloomberg 2022b）。出于同

样原因，中国企业在制裁初期暂停了对俄罗斯石油的新采购（Bloomberg 2022a）。限

制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采购，即使并非所有国家都参与（尤其是天然气领域），也推

动了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增加了工业和居民成本（Crispeels et al. 2022）。 

乌克兰战争和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极大地推动了去碳化进程，最近，在应对气候

变化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多地考虑去碳化问题（Borrell, Hoyer 2022; Tyson, Weiss 

2022）。与此同时，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大幅上涨可能也会进一步阻碍亚洲的去碳化努

力——这是限制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经济制裁所造成的一个明显的负面外部效

应（Phoumin 2022）。对俄石油制裁还催生了无需西方保险和服务的“暗影油轮”船队的

发展，这种船队能够在没有西方保险或其他服务的情况下运营（Cook, Sheppard 2023; 

Eland 2024）。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直接受到经济制裁伤害的俄罗斯是如何为自己创造负面

外部效应的。特别是，俄罗斯要求那些大量消费俄罗斯天然气的欧洲国家以俄罗斯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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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卢布）支付天然气费用，以抵消这些制裁。一旦波兰和保加利亚拒绝用卢布支付

俄罗斯天然气，俄罗斯就停止了对这些国家的天然气供应（VOA 2022）。因此，在俄

罗斯绝大部分外汇储备因经济制裁而被冻结的情况下，俄罗斯失去了来自波兰和保加

利亚的有保证的欧元收入。我们在此注意到，匈牙利已表示愿意使用卢布购买俄罗斯

天然气（Kasnyik, Gulyas 2022）。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去碳化将受到影响，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在此，还

应考虑到上述中国公司在与俄罗斯公司合作时受到美国制裁的危险（Garcia-Herrero，

2022）。 

负外部性的一个明显表现是上述 “粮食战争”，它导致了粮食价格上涨

（Dacrema，2022）。粮食出口限制引发的“粮食战争”推高了粮价（Dacrema 2022），

引发多个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Abis, Bertin 2022；Farhadoglu, Aliyarli 2022），对低收

入群体造成最大风险（Artuc 等 2011）。在燃料和粮价上涨的背景下，各国需根据自

身情况制定灵活的财政政策（Fournier 等 2022）。 

俄罗斯在制裁框架下限制使用美元，也可能削弱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

（造成负面外部效应）。一些未参与制裁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在与俄罗斯

的贸易中寻求新的结算货币（Balachandran 2022）。这一趋势与金砖国家扩员及“去美

元化”进程相关（Bhatia 2024；Cilliers 2023；IFIMES 2023；Stott, Kynge 2023）。正如

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中国在去美元化进程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Stott, Kynge 2023）。

虽然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动摇（Eichengreen 2023；Shanmugam 

2023；Steil 2023），但为了避免全球经济的分裂，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以确保这三个机构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Louis 2024）。 

中俄关系值得关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俄罗斯的“制裁缓冲”（Ali 2023）。另

一个重要问题是主权债务违约。俄罗斯在技术上有避免违约的能力，但若未加利用，

将给制裁国债权人带来经济损失（Ammann 2022）。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给许多国家带来了负外部性。特欧洲在疫情后经济复苏中

受到严重挫折（Kammer 2022），这一负外部性事实上是整个疫情后的世界需要面临的

问题（Prasad 2022）。 

除了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负外部性之外，这些制裁还产生了正外部性。最明

显的例子就是运输走廊的建设得到了发展（Baloch，Achakzai，2023；Patial，2023）。

就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格鲁吉亚而言，积极的外部效应首先体现在加强其作为连接欧洲

和亚洲的运输走廊的功能上（Shevardnadze 1999）。这条 “中间走廊 ”对于连接东西方

至关重要（例如，Kipiani 2023a，2023b）。基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带来的新机

遇，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同意加强过境潜力（GJ 2022）。一个

重要事件是中国与格鲁吉亚缔结了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例如，Avdaliani 2023）。 



 

165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个积极的外部效应可能是发达国家为解决俄罗斯对乌克兰

的战争和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所造成的问题而改变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态度。特别是，

这些问题是克服粮食危机和防止可能出现的公共债务危机（Krueger 2023；Woods 

2022）。 

 

12.4  结论 

总体而言，负外部性在规模与影响上显著超过正外部性。乌克兰战争、对俄经济

制裁及其负外部性不仅对直接相关方经济造成冲击，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广泛的消极

影响。 

在 COVID-19 疫情与乌克兰危机共同塑造的全球经济格局下，经济学研究亟需深

入分析外部性的性质，并探索可量化的评估方法，以更有效地应对未来类似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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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 13 变革中的全球化1 

13.1 导言 

COVID-19 大流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因这场战争对俄罗斯实施的经

济制裁接连发生。这些事件均具有全球性，对全球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e.g., 

Rodrik 2011; Stiglitz 2002, 2006）。 

在疫情结束两年多后，我们已经能够对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应对大流行挑战中

积累的经验进行总结。不幸的是，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国际组织，在疫情暴发之初都

缺乏充分准备。此外，由于新冠病毒的迅速且出乎意料的传播，它们的应对措施一度

陷入混乱。 

各国政府在应对病毒快速传播、保护民众健康方面缺乏协调，而国际组织的反应

也显得迟缓。这些现象促使一些人认为，全球化进程或许即将走向终结。在这里还应

注意，即使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推动去全球化趋势（Fajgelbaum et al. 2020; Myerson 2017, 2018; Sachs 2017; Stiglitz 

2017）。在去全球化的背景下，英国脱欧也是一个重要事件（O'Rourke 2019）。必须强

调的是，现代反全球化的历史根源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时期（Zahra 2024）。 

需要承认，政治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落后于经济全球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

是可逆的（Kołodko 2022）。 

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以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BBC 2024；Papava 

2022a），全球经济结构的分化趋势显著加剧（Gopinath 2023；ISPI 2024；Javorcik 

2023；Papava 2022e）。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核心问题是：全球化究竟发生了什么？它是否真的走到了尽

头，还是正经历着某种转型？如果我们要探讨全球化的转型，就必须首先明确这一过

程的特征。 

 

13.2 从疫情到战争：从动荡全球化到对抗性全球化 

许多国家政府在疫情期间实施的封锁措施，直接导致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中

断，这正是孤立主义进程的典型特征（Derviş, Strauss 2020; Rickards 2022）。 

 
1 Essay 13 是基于 Papava (2021, 2022b, 2022c, 2022e, 2022f, 2023)的研究。 



 

174 

 

必须强调，由于大流行病具有全球性特征，依靠孤立主义手段从根本上不可能战

胜疫情（斯蒂格利茨，2020 年）。按照最简单的逻辑，唯有在最大程度上协调各国政

府与国际组织的行动，才可能走出这场全球危机的阴影（Mazzucato, Torreele 2020）。

显而易见，在去全球化的背景下，大流行后的经济复苏更为艰难，而在孤立主义条件

下则几乎不可能（Fung，2020）。 

因此，COVID-19 大流行带来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去全球化，而是一种“伪去全球

化”现象（Papava 2021）。 

在这一伪去全球化过程显现不久，便有观点提出应迎来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以推

动全球化迈向更高水平并加以改善（El-Erian 2020）。即便是在疫情背景下，在所谓“新

全球化”中，安全议题（Myerson 2020）显然将处于核心位置，其中尤以能源安全

（UN 2021）与粮食安全（Blair, Kalibata 2020）为重。换言之，伪去全球化反映的是

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无序状态，可将其界定为“动荡的全球化”（Papava 2022f）。 

减少这种动荡的重要契机之一，是新冠疫苗的研发与广泛接种。 

然而，2022 年 2 月 24 日，当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全面战争时，世界卫生组织

尚未正式宣布 COVID-19 大流行结束。此后不久，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大规模经

济制裁。这场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Roubini 2022），并推动既有世界秩

序的调整（Krugman 2022）。在制裁背景下，全球经济运行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加，因

为制裁本身直接影响全球经济体系的整体性（Furman 2022）。这一大规模制裁行动

（BBC 2024）迫使经济学界重新审视关于全球经济运行的诸多既定观点（Papava 

2022d）。 

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及其引发的制裁所推动的全球经济变革，呈现出明显的

结构性分化：一类是坚持制裁的国家，一类是俄罗斯的盟国（主要是白俄罗斯），还有

一类是在这一对抗性格局中保持相对中立的国家（尤其是以色列、土耳其、中国和印

度）（Papava 2022e）。 

2023 年 10 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平民，以色列随即对哈马斯采取军事行动，这

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局势的对抗性（如 Bishop 2023；El-Erian 2023；Lacalle 

2023）。西方国家不出所料地站在以色列一方，而伊朗、俄罗斯等国则选择支持哈马

斯。 

当代世界经济的对抗性，首先体现在能源（Montgomery 2022）与粮食（Farrer 

2022）领域的重大困难上，最终推动全球经济赤字的形成（Kung 2022）。由于粮食短

缺，“粮食战争”正在上演（Frum 2022）；同样的逻辑下，“石油战争”也在发生（Bugriy 

2022）。 

在疫情、战争与制裁的三重背景下，全球经济正处于艰难时期，其显著特征是对

抗性。这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全球化与对抗性是否兼容？抑或对抗性必然排斥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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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对俄制裁的局限性在于存在明显漏洞（Atasuntsev 2023），例如部分欧盟国家在制

裁的同时仍继续进口俄罗斯能源（Dodman 2022；Reiter 2023），且许多国家从未加入

制裁阵营。因此，当前全球经济的对抗性（Gonzalez Levaggi 2020）并不意味着全球

化的终结（Gopinath 2023）。更准确的说法是，用一个新概念来描述这一转变过程—

—“对抗性全球化”（Papava 2022f；Papava, Maisaia 2023）。 

由此可见，因俄乌战争与对俄制裁而生的对抗性全球化，已取代了疫情时期的动

荡全球化。正如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后，全球化曾被寄予提升与更新的期望，对抗

性全球化在乌克兰危机结束后，也有可能让位于“更好的全球化”（Rodrik 2022a），其

轮廓将在危机的解决过程中逐步显现（Rousseau 2022）。 

 

13.3 关于 "更好的全球化 

如前所述，大流行病的全球性特征自然排除了在孤立主义条件下战胜疫情的可能

性（见 13.2）。必须承认，随着疫情的爆发，公众所熟悉的全球化格局已走向终结

（Pisani-Ferry, 2021）。然而，我们所谈论的“全球化”究竟指的是什么？尤其是，那种

曾为世人所熟知的全球化，其本质为何？ 

根据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观点，在 COVID-19 之前，全球化可被界定

为“超全球化”——在这种体制下，各国必须竞相为全球企业提供更为优厚的待遇

（Rodrik 2011, p.70; 2021）。在疫情期间，这一超全球化逐渐演变为“动荡的全球化”；

而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并遭到西方经济制裁之后，又进一步转化为“对抗性全球

化”（见 13.2）。 

如果说超全球化已蜕变为动荡全球化，而动荡全球化又发展成对抗性全球化，那

么接下来会出现什么？在乌克兰战争结束、COVID-19 大流行成为历史之后，全球化

将呈现出怎样的形态？ 

事实上，早在疫情期间，学界和政策界就已开始探讨新一轮全球化的内涵——一

种建立在全球化进程质变基础上的新阶段（El-Erian, 2020）。达尼·罗德里克认为，这一

新阶段可被有条件地称为“更好的全球化”（Rodrik 2022a）。显然，它必须优于以往所

有类型的全球化——无论是超全球化，还是动荡全球化、对抗性全球化。因此，有必

要澄清“更好的全球化”的真正内涵。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问题不仅在于全球化，我

们的整个市场经济都表现出缺乏韧性”（Stiglitz 2022）。在疫情、俄乌战争及对俄制裁

的背景下，经济韧性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能源安全（UN 2021）和粮食安全（Blair, 

Kalibata 2020）两大领域。考虑到除俄乌战争之外，全球还存在两场相互交织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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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所谓“石油战争”（Burgiy 2022）与“粮食战争”（Frum 2022）（见 13.2），这一点

就更为显而易见。 

因此，“更好的全球化”的关键要素之一，应是将全球化原则与各国、各地区乃至全

球的经济安全紧密结合（Castellet Nogués 2024; Norrlöf 2024）。换言之，它将是一种

“具备经济安全的全球化”，并将取代对抗性全球化（Papava 2022b）。这种对全球化未

来的构想，与当代理论界对经济安全的理解（Arezki 2022）以及其实践运用

（Steinberg, Wolff 2023）高度契合。我认为，具备经济安全的全球化，亦可被视为对

“经济民族主义”的一种现代诠释（Rodrik 2023）。 

支持这种观点的另一理由在于，当代世界是一个经济、货币与金融威胁不断加剧

的整体系统，这些威胁又与各类社会、政治、地缘政治、环境、公共卫生及技术问题

相互交织（Roubini 2023a, 2023b）。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有学者试图在强调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使用“全球本土化”

（glocalization）一词（如 He 2024），但这种解释并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全球本土

化”这一概念由罗兰·罗伯逊在 1980 年代引入学界，其原意是指全球生产的产品适应本

地市场（例如，Blatter, n.d.; Hayes 2022），显然与国家安全无关（Papava 2024）。 

 

13.4  关于非法全球化，或全球化能否终结？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世界中，许多经济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对全球化是

否可能走向终结表示担忧，甚至有人认为全球化已经“死亡”（如 2022 年 6 月的相关

观点）。 

自 COVID-19 大流行以来，尤其是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而西方随即对

其实施经济制裁之后，有关“去全球化”开端的讨论愈发增多。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全

球供应链的中断（Marin 2021）对历经多年形成的国际贸易体系造成了冲击。事实

上，“全球保护主义”正在蔓延，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全球价值链的结构也发生了变

化（Mariotti 2022）。必须指出，世界各地的“全球保护主义”浪潮，正是对超全球化所

带来的不平等与失衡的反应（Mariotti 2023）。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对抗，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去全球化”开端的认知。这场

对抗始于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时期，并在乔·拜登任内持续加剧（如 Rodrik 2022b 所

述）。 

若要探讨去全球化的可能性，并进一步推断其是否会导致孤立主义（Derviş, 

Strauss 2020），就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全球化是否真的可能终结。 

支持全球化的主要论据在于，世界各地区之间存在高度的相互依存性，没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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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区能够完全自给自足（Seong et al., 2022）。 

然而，在讨论全球化及其问题时，专家往往只聚焦于全球经济的“合法”部分，而忽

视了全球化的“非法”一面。这无疑是一种片面的视角。 

事实上，在许多情形下，非法经济活动——例如毒品贩运、非法武器交易——早

已突破国界，呈现出显著的国际化特征。尽管国际刑警组织在打击毒品交易方面开展

了跨国合作，但这一非法经济部门本身仍具有明确的全球性。 

非法经济主体利用各种全球化通信渠道，寻找漏洞以规避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

裁。如前所述（见 13.2），这些制裁本身存在明显的缺口（Atasuntsev 2023）。首先，

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以色列和土耳其）并未加入制裁阵营；其次，一些欧洲

国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程度极高，以至于在制裁条件下仍继续购买。 

俄罗斯也借助未加入制裁的国家的企业从事非法商业活动，以绕过相关限制

（Ruehl 2022）。更令人警醒的是，部分曾正式提出或至少支持制裁的欧洲国家，亦被

曝出参与非法采购俄罗斯原油、将其加工为石油产品后再行转售。这其中包括拉脱维

亚（Aris 2022）、英国、德国、比利时及荷兰（Yahoo 2022）。 

为了规避制裁，俄罗斯对利用加密货币进行非法资金转移的兴趣日益浓厚（Miller 

R. 2022）。值得注意的是，哈马斯也曾利用加密货币为恐怖活动筹措资金（Rosen et 

al.）。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全球化并未消失。尽管西方政界希望通过制裁重创俄罗斯经

济，莫斯科依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绕开限制。这一经验（见 13.1）清楚地揭示了政治

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差距——经济全球化的水平远高于政治全球化（Kołodko 

2022），从而制造了“去全球化”的假象。 

中美地缘政治对抗正是这种不平衡的典型例证之一。其直接影响包括削弱禁毒等

领域的跨国合作（Miller A. 2022），而相关非法产业却依旧在全球范围内活跃运作。 

因此，我们所面临的并非全球化的终结，而是超全球化的终局（Rodrik 2021）。非

法经济全球化的诸多案例显示，当下并不是去全球化，而更像是“伪去全球化”

（Papava 2021）。 

随着 COVID-19 大流行的爆发，超全球化首先让位于动荡全球化；而在俄乌战争

与西方制裁的背景下，世界又进一步滑入对抗性全球化（Papava 2022b, 2022f）。在未

来，当战争结束、制裁解除之时，全球化有望朝着“更好的全球化”方向发展（Rodrik 

2022a），并纳入经济安全的要求（见 13.3）（Papava 2022b）。 

在这一框架下，能源安全与粮食安全将是首要任务，同样重要的还有构建更具韧

性的全球供应链网络（Marin 2021; Zeihan 2022）。当前出现的“回岸”（reshoring）、

“近岸”（nearshoring）、“友岸”或“盟岸”（friendshoring）等趋势（Kessler 2022），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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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对抗性全球化条件下确保经济安全的被迫选择。尽管这些举措背离了自由贸易体

系（Rajan 2022; Zeihan 2022）并直接推高了生产成本，但在全球供应链频繁受扰的当

下，它们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措施。 

然而，即便是回岸、近岸与友岸，也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消亡——全球化仍是一

个客观存在的过程，而非法全球化便是最鲜明的例证（Papava 2022c）。 

此外，现代区域化趋势，尤其是基于近岸外包的区域化模式，实际上为全球化的

复兴提供了新机遇（O’Neil 2022）。当代经济学的一大挑战，正是深入研究全球化与经

济安全的特征，以便更准确地评估当下世界经济的现实格局（Spence 2021）。 

 

13.5 结论，或为何非法全球化是俄罗斯对抗西方的主要 "盟友”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入侵独立的乌克兰领土，全面战争由此爆发。战争

一开始，西方的第一反应便是宣布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大量西方企业正设法规避这些制裁（Atasuntsev 2023; 

Ruehl 2022）。它们在俄罗斯从事的非法活动并不仅限于为绕过制裁而向西方输送石

油。耶鲁大学的研究团队长期跟踪对俄实施制裁国家的企业行为（Chief Executive 

Leadership Institute 2023），发现包括美国与欧洲在内的 550 多家国际公司在不同程

度上依然维持着在俄业务（Euronews 2023）。 

印度在俄罗斯原油及其衍生石油产品的国际贸易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英国在法律框架内依旧是此类石油产品的主要消费国之一，这在事实上间接

为俄罗斯的对乌战争提供了资金支持（Race 2024）。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西方企业在舆论与政策层面大规模宣布撤出俄罗斯，但其与

俄罗斯的贸易往来实际上仍维持在战前水平。换言之，利润依旧凌驾于对俄经济制裁

的遵守之上（Berman 2023）。 

在这种西方企业规避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军事实力也不断绕开西方

限制的现象尤为引人注目。尤其是伊朗向俄罗斯提供的无人机中，安装了大量来自美

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生产的零部件。尽管伊朗本身长期受到美国制裁（US Department of 

State, n.d.），但在俄罗斯对乌作战所使用的伊朗无人机部件中，有高达 82% 的零件产

自美国企业（Deen 2023）。 

这就引出了两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西方企业究竟是如何规避本国的经济制裁，从

而继续转售俄罗斯石油或在俄市场开展经济活动的？又是怎样的渠道，使得美国制造

的零部件能够绕过对伊朗的制裁，进入伊朗无人机的供应链？ 

答案殊途同归——这一切皆得益于全球化本身，确切地说，是非法全球化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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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无论是否愿意承认，某些类型的非法经济活动（如毒品生产与贩运）本质上已具

备全球性。尽管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如国际刑警组织）多年持续打击，这类活动依

然存在。非法全球化证明了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性质（见 13.4）；任何试图阻止全球化

的努力，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去全球化”，只能制造出“伪去全球化”的假象。 

因此，在当前西方与俄罗斯的对抗中，俄罗斯的主要“盟友”正是非法全球化。它为

相关企业规避西方制裁、继续与俄罗斯开展贸易提供了现实可能（Papava 2023）。 

由此可见，西方若要真正削弱俄罗斯，就必须强化经济制裁的全球执行力，尤其

要对那些来自正式加入制裁阵营国家的企业进行更为严格和持续的监督与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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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 14 再谈现代经济中的“僵尸”1 

14.1 导言 

COVID-19 大流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

裁，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经济问题。其中，经济的僵尸化现象（Upadhyay, Baag 

2023）愈发显著，并呈现出一些全新的特征。 

本文旨在探讨当代经济中僵尸化进程的若干新表现及其内在机制。 

 

14.2 正统和异端僵尸经济与奥利维拉——坦齐效应（Olivera-Tanzi 

Effect） 

在 COVID-19 大流行、俄乌战争以及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背景下，高通

胀已成为全球性经济问题（如 Baker 2022；Clarida 2023；Papava 2022；Rodrik 

2022）。普遍观点认为，高通胀终结了金融“僵尸”的“死亡黎明”，并有助于削弱极度宽

松的财政、货币和信贷政策，而这些政策正是僵尸企业与僵尸银行赖以存在的基础

（Roubini 2022）。 

然而，在我看来，摆脱经济中的“僵尸”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仅凭高通胀并不足以解

决。要理解这一问题，首先需明确所讨论的是哪一类经济“僵尸”，这也是本节分析的核

心。 

通常，僵尸企业被定义为在较长时期内持续亏损、资不抵债，却依然运营的企业

（Mohrman, Stuerke 2014）。实践中，“较长时期”一般指债务的利润覆盖率低于 1 且

持续三年（GS 2022）。 

那么，僵尸企业和僵尸银行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僵尸经济运行的国际经验表明，在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特殊支持，使资不抵债的

企业得以存续。这种支持的方式包括：为企业提供政府财政担保（以便其从银行获得

新贷款）、通过财政援助计划直接提供资金，以及放松微观与宏观审慎监管（Schepens 

et al. 2020）。 

在这些支持措施中，政府财政担保尤为重要。历史经验表明（见 5.2，论文 5），

这是僵尸企业产生的关键特征。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金融危机期间（Hoshi 

 
1 Essay 14 是基于 Papava (2023a, 2023b)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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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僵尸企业正是通过政府担保，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Hoshi, Kashyap 2005）。

银行之所以愿意向这些资不抵债的企业放贷，正是因为有政府担保（Smith 2003）。由

此，银行体系中出现了僵尸银行，并与僵尸企业共同构成了僵尸经济（Kane 2000）。 

出于防止此类企业破产的考量，政府向僵尸企业提供财务担保，因为企业一旦破

产，其员工可能因失业而失去投票权，从而影响政治选举结果。这种旨在形成并维系

僵尸经济的做法，在某些国家至今仍被沿用。基于这一模式，僵尸经济最早在其历史

发源地日本出现。为更清晰地表述，这种被称为“日本起源”的僵尸经济，其核心特征在

于政府通过财务担保扶持无力偿债的企业，应当命名为“正统僵尸经济”（Papava, V. 

2023a）。 

在 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期间，经济“僵尸化”现象几乎在全球范围

内蔓延（Desjardins & Emerson, 2011；Harman, 2009；Onaran, 2012；Quiggin, 

2010）。危机过后，企业与银行的僵尸化进程并未停止，反而逐渐演变为全球经济所面

临的主要挑战之一（Krugman, 2020）。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这一问题愈加严重（Donnan 2020；Lee, Contiliano 

2020；Schepens et al. 2020；Zingales 2021）。这并不意外，因为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

（Papava 2020a）促使各国政府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Hoshi et al. 2023；Stiglitz 

2020），反而催生了新一轮经济僵尸化（Papava 2020b）。 

与 2008–2009 年危机类似，在疫情危机与后危机时期，僵尸经济形成和维系的手

段出现了变化：政府通过财政援助计划直接补贴企业（Song et al. 2021），中央银行在

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放松了对银行的监管（Lenzu et al. 2021）。研究表明，低利率

与僵尸企业数量的增加存在直接联系（Blažková, Chmelíková 2022）。 

这一机制催生了另一类僵尸经济，与正统僵尸经济有本质区别。即——那些依赖

政府直接财政补贴和/或极低（甚至负）银行贷款利率而存续的企业与银行。为区分起

见，本文将其称为异端僵尸经济（Papava, V. 2023a）。 

需要指出的是，在高通胀条件下，正统与异端僵尸经济的命运存在显著差异。为

抑制高通胀并恢复物价稳定，央行往往会提高利率，导致偿债成本急剧上升，从而导

致僵尸经济的终结（Roubini 2022）。从逻辑上讲，这一机制只对完全由于银行低利率

而存在的异质僵尸银行和相关僵尸企业有效。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判断有一个弱点，

因为财务 “健康 ”的公司也会利用银行贷款的低利率，这些公司在与僵尸公司的竞争中

具有明显优势（Schaaf, Bindseil 2020）。 

高通胀如何能够消除“正统僵尸经济”，以及依赖国家预算补贴而存在的部分“异端

僵尸经济”？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引入奥利维拉–坦齐效应（Olivera, 1967；Tanzi, 

1978；Tanzi, ed., 1984）加以考察。 

该效应指，在高通胀下，纳税人倾向于推迟缴税，以利用货币贬值获得收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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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税法规定部分税款在下一年缴纳，且上一年的税额固定不变，高通胀造成了物价上

涨与税收增长之间的时间滞后。同时，政府在高价环境下进行公共采购的成本上升，

使得财政压力加剧。 

奥利维拉–坦齐效应在高通胀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纳税人倾向于推迟向国家预

算缴纳税款。这是因为在高通胀环境下，货币持续贬值，纳税人可通过延迟缴税获得

实际收益。税收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这种行为：部分税种按照法律规定，应在

次年缴纳上一年度的税款，而这些税额在确定时已固定，不会随物价指数进行调整。

因此，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税收收入的增长将出现暂时的滞后。换言之，物价上涨

与国家预算税收增加之间存在显著的时间差。 

因此，在奥利维拉–坦齐效应作用下，高通胀导致政府预算收入增长滞后，削弱了

政府补贴僵尸企业的能力。这对依赖补贴和低利率的异端僵尸经济是严重威胁。然

而，正统僵尸经济由于依赖政府担保贷款，其存续更具韧性，因为这些担保在企业违

约前不会立即转化为财政负担。 

由此可见，无论僵尸企业是依靠政府补贴，还是依赖低利率银行贷款，高通胀都

将成为“异端僵尸经济”存在的重大障碍。 

“正统僵尸经济”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奥利维拉–坦齐效应导致的高通胀下，尽管

国家预算收入的增长会出现暂时滞后，但在政府担保之下，僵尸企业对僵尸银行所欠

的债务并不会立即偿还——只有当这些企业无力履行债务时，政府才会履行担保义

务。 

因此，在高通胀条件下，比较奥利维拉–坦齐效应引发的预算收入时滞、政府担保

实际支付的时滞，以及僵尸企业对享有政府担保的银行所欠债务的覆盖比例，对于理

解正统僵尸经济的运作至关重要。正因如此，正统僵尸经济对高通胀的抵御能力远强

于异端僵尸经济（Papava, V. 2023a）。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僵尸经济，尤其是正统僵尸经济，并非一种

货币现象。Schaaf 和 Bindseil（2020）尽管基于与本研究不同的理由，却在稍早之前

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要彻底消除僵尸经济，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其中有效的破产立法将发挥关键作

用（见 6.4 节，论文 6）。换言之，高通胀可能只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部分僵尸银行

和僵尸企业（且并非所有此类机构都具有异端起源），但原则上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僵尸

经济的清除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在经济或金融危机期间，动用破产立法机制既不适宜，也不可

行；破产工具的最佳使用时机是在经济稳定增长时期（Papava, G.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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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当 “僵尸经济 ”逐渐取代 “经济人” 

僵尸经济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金融危机时期的日本（见 5.2，论文 5），因此

被认为具有“日本根源”（Hoshi 2006）。在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期间，

僵尸化现象蔓延至美国（Willie 2008）及其他国家，并最终形成全球规模（如 Harman 

2009）。危机过后，经济僵尸化并未消退，反而持续发展（Krugman 2020）。如前所述

（见 11.5，论文 11），在 COVID-19 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危机期间，僵尸化问题更为

突出（Zingales 2021）。 

依赖政府财政担保、直接财政支持（补贴）以及低利率信贷的资不抵债部分——

即僵尸企业与僵尸银行——得以长期存续（Schepens et al.）。国际经验表明，僵尸经

济的产生往往由金融危机触发，但即便在非危机时期，其存续也未必面临不可逾越的

障碍（见 14.2，Essay 14）。 

僵尸经济形成与运作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出于防止大规模破产对经济增长造成

冲击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因破产导致的失业潮而失去选票，选择向僵尸经济

提供财政支持。基于这种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动机，便形成了延续僵尸经济的制度化路

径（Nelson, Winter 1982）。与其通过破产机制彻底清理，不如维持资不抵债的企业与

银行的存续，对政府而言更具短期利益（Papava, V. 2023b）。 

换句话说，当 “公司——银行——政府 ”这个 “三角 ”中每个角色的利益都与其他

角色的利益一致时，支撑僵尸经济的常规就在这个 “三角 ”中形成了（e.g., Lopez 

2023; Yang et al. 2023）。 

换言之，当“企业—银行—政府”这一三角关系中的各方利益相互契合时，维持僵尸

经济的惯性机制便在这一三角结构中固化（如 Lopez 2023；Yang et al. 2023）。这种

惯性运行方式，即“僵尸套路”，是僵尸经济的生存方式：僵尸企业、僵尸银行与僵尸化

政府相互依存（Papava, V. 2023b）。 

僵尸经济运行的方式，即“僵尸套路”，是僵尸经济的生存方式：僵尸企业、僵尸银

行与僵尸化政府相互依存（Papava, V. 2023b）。 

谁是僵尸经济的载体？在回答这一问题前，不妨回顾经济学的经典设定：在完全

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这

一理论模型是“纯经济学的基石”（Bee, Desmarais-Tremblay 2023）。 

既然僵尸经济是一种被人为维系的“死经济”，那么活生生的“经济人”显然无法成为

其运行的载体。从逻辑上推导，这一角色只能由在僵尸经济中运作的“僵尸经济人”担任

（见 5.5，论文 5）（Papava 2008）。 

经济人与僵尸经济人都在经济体系中活动，但二者差异显著： 



 

191 

 

首先，与追求利润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提升的经济人不同，僵尸经济人仅以维持生

存为目的。 

其次，僵尸经济人只存在于僵尸企业与僵尸银行之中，在财务健康的企业与银行

中无立足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机构中，僵尸经济人与经济人可以并存。特别是，当一个

国家的经济中存在僵尸企业与僵尸银行时，这意味着僵尸经济人已经在该国政府中发

挥作用。事实上，僵尸企业的长期存在本身，就表明政府中的僵尸经济人的力量往往

强于经济人（Papava, V. 2020b）。 

此外，僵尸“病毒”还可能由僵尸企业与僵尸银行向财务健康的企业与银行蔓延。如

果政府内部同时存在僵尸经济人与经济人，这种传染的风险会显著增加。 

因此，非常规经济学在研究经济中“人”的因素时，不应仅限于经济人及其各类改进

模型，更应重视对僵尸经济人现象的探讨。该研究的核心方向，应当是如何限制僵尸

经济人的影响范围，并最终将其从经济体系中清除。 

 

14.4 结论 

COVID-19 之后以及俄乌战争期间的高通胀（叠加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

裁）推动银行贷款利率上升，表面上似乎预示着僵尸企业与僵尸银行的消亡。然而，

现实中，高通胀的冲击仅能有效削弱依赖低利率贷款存续的那部分僵尸经济，即异质

僵尸经济；而以政府融资担保为支撑的正统僵尸经济，其存续并不直接取决于通胀水

平。 

在高通胀环境中，奥利维拉–坦齐效应对正统僵尸经济的运行机制具有重要影响，

尤其在政府财政收入时滞与公共支出压力并存的情形下，更能体现其制度性韧性。总

体而言，僵尸经济并非单纯的货币现象，其生成与持续涉及更为复杂的财政、制度与

政治因素。 

现代僵尸经济的另一重大风险在于，“僵尸经济人”（zombie economicus）在体制

与实践中凌驾于“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之上。在这种格局下，僵尸化不仅渗透

经济体系，更可能导致政府本身的僵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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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ESSAY 关于非经济政策1 

一项经济政策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并体现了现代经济

学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国家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不仅与经济学原理背离，甚至在某

些方面超出了常识的范畴。 

本文旨在揭示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常见的系统性错误，分析其成因与机制，并据

此识别亟需优先解决的关键问题，以期为实现国家经济的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提供

参考。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独立的学术分支，经济政策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 Bénassy-Quéré et al., 2010）。它涵盖了政府在经济领域采取的制度与措施，包括

税收制度、国家预算、货币政策、劳动力市场调控以及对外贸易规制等多个方面。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曾指出：“最好的经济政策，是限制政府的作用，仅创造条件

使个人能够追求自身目标并与他人和平共处。政府的职责仅在于保护生命和财产，并

使人们享有相互合作与自由贸易的机会”（Mises 2006, ix）。 

毋庸置疑，无论是米塞斯所强调的“最佳经济政策”，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政策，

都应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为基础。然而，现实中所实施的经济政策往往与经济学

成就相去甚远。在不少情况下，经济学被民粹主义所取代（例如，Deaton 2023；

Haldar 2024；Levy & Peart 2016；Schäfer & Zürn 2024）。换言之，经济学并非必然构

成经济政策的依据。 

这种脱离经济学原理、甚至背离常识的政府态度及其所产生的政策，显然不能称

为健全的经济政策。更为准确的表述是，将其称为“非经济的经济政策”，或更简洁地称

为“非经济政策”（Papava 2019）。 

 非经济政策可大致分为三类： 

1. 第一类：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在制定过程中完全忽视经济学所提供的知识与

经验。 

2. 第二类：政策制定者试图运用经济学知识，但所依据的知识本身是错误或

被误解的。 

3. 第三类：针对某些重要经济现象，经济学界尚未形成系统研究或可靠理

论，因此无论政策制定者如何承诺，都无法利用尚不存在的知识作为依据。 

 
1 Final Essay 是基于 Papava (2019)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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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非经济政策 可能源于以下原因： 

1. 决策者缺乏经济学专业背景——许多经济政策制定者（尤其是在发展

中国家）并非专业经济学家，或其专业素养较低，因此缺乏必要的经济学基础

知识及对其理论成果的理解。 

2. 决策者虽具经济学资质，但无法将理论成果有效转化为政策——一些

政策制定者虽为合格的经济学家，但并不具备将经济学研究成果切实融入政策

制定过程的能力。 

在实际政治中，政治家往往将国家视作一家企业来管理，并认为应由经理人——

而非专业经济学家——担任经济政策制定的高级职位（Papava 2018b）。遗憾的是，大

多数政治家未能意识到国家与企业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Krugman 1996）。事实上，

经理人的角色属于企业领域，而非政治治理。 

当经济政策的决策者缺乏经济学教育背景时，通常由具备相关知识的专业人员为

其准备政策草案，以弥补其知识不足。然而，即便如此，高层公共管理者仍可能无视

这些草案建议，而优先采纳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即使是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的政策制定者，在实际决策中也常常更多依赖政治上

的权宜性，而非经济学原理。对此，“公共选择理论”（Buchanan & Tullock 1962）提供

了有力解释——在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治考量往往比经济学原理更具影响力。 

第二类非经济政策源于经济学家自身的失误。一个典型案例便是 2008—2009 年

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在此次危机中，部分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调控方案事实证明存

在严重偏差（Cliffe 2019；Stiglitz 2010）。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或更准确地说，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可类比为生物学与

医学、物理学与工程学的关系。据此，有人推论：医学中的某些错误不能归因于生物

学，正如工程学的失误不应归咎于物理学（Hausmann 2019）。然而，这种推论并不严

谨——倘若在生物学研究中发现了根本性的错误，其影响必然会传导至医学；物理学

亦然，其理论缺陷必会波及工程学的实践。 

遗憾的是，类似的情形在经济学与经济政策领域并不鲜见。近年，“现代货币理论

（MMT）”引发广泛关注，甚至已有基于该理论的教科书出版（Mitchell et al.）。这一

自称“革命性”的理论主张：预算赤字本身无害，只要赤字缺口能够通过货币发行填补，

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其根本性缺陷在于，它假设经济体为封闭系统——不存在对外

贸易、资本流动，也无汇率波动的困扰。尽管包括 Krugman（2019a, 2019b）与 

Rogoff（2019）在内的知名经济学家对 MMT 进行了公开批评，但一旦美国、澳大利

亚、英国、加拿大、部分欧盟国家乃至日本的左翼政治力量在未来掌权，该理论在政

策层面被采纳的可能性依然不容忽视（Moiseev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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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非经济政策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在缺乏相关经济理论支撑的情况下，从指

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转型（见 1.2，论文 1）（e.g., Papava 2005）。只有在对后共

产主义国家市场改革的经验进行系统归纳和总结之后（Åslund 2007），才有可能构建

出一个或多或少成形的，从指令性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框架（如 Hare、

Turley 编，2013）。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案例是，在缺乏相对充分、严谨理论指导的背景下，加密货币

现象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见 1.3，论文 1）（Papava 2018a, 95–97）。正如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所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加密货币发行机制的经济原理仍

不明晰（Shiller 2018, 2020, 3–12）。 

值得强调的是，在后共产主义转型时期，第三类非经济政策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然而，一旦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一类非经济政策的影响往往会更加突出

（Papava 2019）。 

众所周知，从自由放任经济到指令性经济，经济政策的性质存在显著差异，而指

令性经济则是共产主义导向型经济体的典型特征。后共产主义时期向市场经济的转

型，本质上是从第二个极端状态回到第一个极端状态。换言之，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意

味着政府在经济管理中逐步减少干预，其职能本质发生转变——政府试图营造一种制

度环境，使相关监管机构能够为企业活动提供一个或多或少制度化、规范化的框架。 

非经济政策的主要成因之一，在于经济政策与经济学之间的距离被不断拉大。那

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避免受到非经济政策新先例的冲击？ 

从条件上看，抵御非经济政策的保障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是政府经济团队具备高

度的专业素养，二是该团队与国际金融机构（IFIs）保持密切合作。然而，必须认识

到，国际金融机构同样无法避免犯错（例如，Eichengreen 2008；Gregorio 等 1999；

Papava 2003, 2009）。 

此外，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除了应充分吸收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外，还必须重视文

化因素的影响（例如，Bedianashvili 2021；Guiso 等 2006；Mokyr 2016；Tambovtsev 

2018；Vidishcheva, Gunare 2019）。这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独立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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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封底文字包含作者的悼词及简介 

“一部内容广泛、发人深省且不拘一格的经济学与经济政策随笔集。在这些思考

中，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部分。” 

——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

政治经济学教授、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美国） 

 

 

“这是一组关于当前经济政策问题的广泛论文集，既有理论支撑，又体现出一位

后苏联格鲁吉亚敏锐观察者的独到视角——东西方兼具的卓越见解。” 

—— 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

分校政府/商业关系劳合・M・本森讲席教授、政府学教授 

 

 

“弗拉迪米尔・帕帕瓦教授亲历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剧变，包括后社会主义转型与

全球金融危机，并始终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立场观察其发展动态。本卷汇集

的随笔正是这种观察的结晶，既持异端立场，又展现出对主流经济学的欣赏与

创造性批判。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将在其中接触到新颖而富有前景的

方法论，这些方法论源于对国际学术文献广博而深入的研究。正如帕帕瓦教授

的随笔提醒我们应当避免出现‘死尸经济’（即无需求商品的生产依然持续）的

后社会主义困境，本书本身也帮助我们防止经济学这门学科沦为‘死尸经济

学’。愿非常规成为常规！” 

—— 詹姆斯・A・莱策尔（James A. Leitzel），美国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

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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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值得如同采掘矿脉般去阅读与研习，在其中不断发现思想的金线——这

些金线来自作者的学术好奇心、长期的研究积累以及丰富的经验。” 

—— 塞尔吉奥・马里奥蒂（Sergio Mariotti），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管理、经济

与工业工程系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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